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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与致谢
世界资本主义正遭受［在1970年代］通胀与萧条并存的慢性且持续的危机。人们对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带来更美好世界的信心已普遍丧失。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先后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和货币主义政策的实验，在终结较高通胀率与慢性萧条灾难性并存方面，即使并非完全有害，也已被接二连三地证明毫无效果。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理解问题症结提供系统性基础，更谈不上提供真正的对策。它的失败构成了人们对技术性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更普遍幻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幻灭可能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年轻一代中再次出现“世纪末”（fin de siècle）躁动不安的根源之一。随着我们这个世纪走向尾声，一种彷徨于死胡同的不安感将日益加剧，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境况。
毋庸赘言，资本主义困境所造成的阴郁局势，不应等同于人类进步本身的穷途末路。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试图在未来找到走出危机的替代出路，这不足为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可以为科学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全部历史特殊性提供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与危机论，与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和经济增长理论不同，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局限性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力。
尽管这些理论并不直接提供对资本主义当前局势的完整分析，但它们可以作为经验分析的科学标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越正确，对当今世界的认识就越少犯错，从而避免过于抽象、过于机械或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其基础理论的肥沃土壤并未得到充分耕耘。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往往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过于完备以致无需任何修正，尽管马克思实际上留下了许多有待完成的重要问题。这种倾向还伴随着外部反马克思主义批评，后者在不理解马克思理论的任务和背景的情况下反复出现。正如保罗·斯威齐在题为《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的新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下理论的僵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而这一发展很可能与苏联模式社会当前的困境密切相关。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相对免受了基本思想和理论僵化的影响。尽管苏联正统思想曾有强烈影响，但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互竞争的学派便已涌现，并就《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后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特征展开了引人入胜的论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起，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获准并得以在大学中复兴，通过吸收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以及深化国内讨论而不断发展。特别是以已故宇野弘藏的著作为基础的宇野学派的发展，在激活论战与研究方面尤为显著。宇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相对自主性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主张的基础至关重要，而且这类研究应当摆脱政治控制或对任何个人的崇拜。正如我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读到的那样，宇野试图通过将《资本论》的全部理论内容改写为一个更加一致和精炼的逻辑体系，来纯化马克思原有的价值论与危机论。
1974年我初次访问英国和美国并开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学生交流时，很快意识到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上，这些贡献对于拓宽和深化西方研究的视野都大有裨益。然而，仅仅介绍日本现成的成果在某些方面似乎并不充分。为了阐明日本的贡献与近期西方争论的相关性，推进我自己的研究似乎十分必要。除了我早在1973年就已用日文出版并部分总结于本书第6章中的对危机论的贡献之外，我自己向理论发起挑战的其他例子还包括：第3章中对转形问题的处理；第4章中的若干论点（包括关于联合生产问题的一则简短附记）；以及在第8章中试图明确阐述近期世界资本主义通胀危机的原因和特征。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本书的某些部分仍只是留待日后进一步阐述的草图（例如涉及危机的形态变化的第7章第3节，或者第8章本身的分析），但我希望本书这些篇幅中的探索能够促进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成长。
在撰写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时，我对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先辈和同仁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若没有英美众多朋友的鼓励与慷慨相助，这些文章也是无法完成的。梅格纳德·德赛在1974年最先促成我用英文撰写一篇关于马克思危机论的论文（即本书第6章），杰西·G·施瓦茨（Jesse G. Schwartz）则热情审校了该文稿并发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通报》（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马克思价值论研究”（第3章）最初由大卫·莱布曼为主持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编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第1章）是在哈里·布雷弗曼1975年的建议下撰写的，当时我在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编辑的一次午餐会上概述了自己的想法。安瓦尔·谢克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以及吉姆·贝克尔（Jim Becker）在纽约大学为我安排的1978年春夏季讲座课程，为我落实这一建议提供了良机，而吉姆·贝克尔的意见和编辑工作对完善文稿不可或缺。“世界资本主义的通胀危机”（第8章）最初由休·希梅尔魏特（Sue Himmelweit）为《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编辑。“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第7章）是为安德鲁·格林、鲍勃·罗索恩、约翰·哈里森等人于1978年组织的牛津危机研讨会准备的，并在会上与他们进行了讨论。“马克思的市场价值论”（第4章）是与横川信治合作撰写的，由休·希梅尔魏特和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为埃尔森主编的论文集《价值：资本主义中的劳动表象》（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审订。我要感谢所有这些人在成书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我也对上述刊物允许我在此转载这些文章深表谢意。
我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更不用提日本）举办的诸多讲座和研讨会，都对本书的诞生起到了鼓励作用。其中，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基于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类似经验的大量反响（见第一篇文章），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我还要向这些讲座和研讨会中热切的学生和其他参与者，以及组织这些活动的同事们表达我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伦敦的皮特·伯吉斯（Pete Burgess）给予的编辑帮助，以及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凯伦·贾德（Karen Judd）细致的案头编辑和出版制作。
尽管本书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不足之处无疑都由我本人负责，但我很难将这部著作视为我个人的产物。如果本书的出版如同其诞生本身一样，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领域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我将视其为一份幸运且有益的贡献。
—— 1980年8月于伦敦
第二版导言
自本书第一版《价值与危机》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幸运的是，本书得到了广泛阅读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这从荷兰文（1983年）、法文（1987年）、韩文（1988年）和中文（1990年）译本的出版中可见一斑。本书也有幸拥有亨克·普拉斯梅耶尔（Henk Plasmeijer）、克劳德·梅亚苏（Claude Meillassoux）和金秀行（Soo-Hen Kim）等一流学者担任译者。即使在最近的学术会议上，遇到来自不同国家并记得读过本书的青年政治经济学者，也屡见不鲜。
本书的贡献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充当了日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主要由于语言障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世界其他地区所知。因此，我在本书中介绍了源自极具影响力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宇野弘藏（1897—1977）的各种理论，以及其他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进展，并将它们应用于西方同仁当代的诸多议题与论争之中。
本书中的这些尝试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它们十分契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精神。这种复兴显然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加深的深层历史危机的广泛关切，而这些危机无论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还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马克思关于价值与危机的基础理论重新产生的广泛兴趣，催生了在批判性分析中寻求更加稳健参照框架的新需求，以应对20世纪末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幻灭。
正如本书第二版新增的第2章、第5章、第9章和第10章所指出的，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危机的基础理论，并将其作为分析当代世界多重危机的重要参照框架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四十年中显著增加了。
事实上，在这四十年间，广大劳动人民饱受恶化的工作条件之苦：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呈现趋向性下降；由于非正规就业日益增多以及私有化冲击，工会力量遭到削弱；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周期性重演的泡沫危机，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结果，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中，老龄化社会中儿童和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也使危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人口危机进一步加深。
宇野过去常常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功能之间的方法论区分，并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论；（2）体现列宁《帝国主义论》所开创的方法论路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研究；（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宇野的方法论主张显然建立在他对《资本论》中价值与危机理论的研究之上，并致力于在必要之处将其完善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原理，使之成为相对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基础社会科学。
本书借鉴了宇野的方法及其总体主旨，旨在以与当下直接相关的方式把握马克思原始价值与危机理论的理论与实践精髓。具体而言，本书试图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原理论在21世纪经济中表现出来的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正如在《资本论》中所深刻分析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我们难道不是正面临着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中越来越根本的矛盾与局限性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理论上阐明了人类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历史前提，并且正如宇野在其根据马克思的危机过度积累理论所发展的周期性危机基础理论中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前提以及信用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正如你在本书第2章以及第III部分与第IV部分中所读到的，宇野的危机论不仅对于完善《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各种危机理论具有切合现实的意义，而且作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有力参照框架也是极为有用的——从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危机，到最近的次贷危机，再到如今世界银行（2020）所强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熟的金融债务危机威胁。
尽管宇野过去常常审慎地告诫人们，不要在不考虑三个研究层次的方法论区分的情况下，将基础理论机械地直接应用于当代现状分析，但在我看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基本矛盾与局限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现出的当代历史特征与语境，也是十分有趣且重要的。新自由主义下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加上全球变暖等不断加深的生态危机，必须在这方面被直接或间接地分析为资本主义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基于人类劳动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
第二，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尝试解决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以“转形问题”为名的当代争论，系统地充分利用马克思原创的价值形式理论，作为阐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与局限性的科学基础？宇野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中用于分析商品、货币与资本之间关系的价值形式理论，在逻辑上可以与将其背后的劳动时间社会关系作为价值实体进行的分析相分离，并且可以重构为一般商品经济的纯粹流通理论。这种重构符合马克思的认识，即以货币和资本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发源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关系，而非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共同体再生产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社会，它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将社会劳动过程完全组织为价值形式背后的社会实体。
宇野强调马克思原创价值形式理论的尝试，旨在论证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必然性，这一规律在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价格与作为价值实体的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中系统地发挥作用。因为在任何历史人类社会中都必须满足将同质的过去劳动与活劳动时间必要地分配给各种需求的社会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根本经济法则必须完全通过价格关系来实现，所以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必然根据价值实体受到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调节。这同时也起到了决定社会劳动时间总分配的作用。
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价格理论（或仅仅用来决定均衡价格的理论）——如保罗·萨缪尔森（1971）和伊恩·斯蒂德曼（1977）所阐释的那样——而且更是一种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特殊性，以及阐明基于从商品化劳动力身上剥削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之奥秘的理论。沿着宇野的思路，本书试图通过重新审视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价格与作为价值实体的再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之间的维度区分与社会相互作用，特别是通过提出伊藤所谓的“三表”（而非传统的“两表”），来解决长期存在的转形问题。正如本卷第3章注28所指出的，我希望这一方法在包括单一体系解释在内的最新转形论争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在伊藤（1988）中关于熟练劳动或复杂劳动理论问题的贡献能够与本卷一同被视为对其的补充，并构成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辩论（包括关于如何看待伊萨克·鲁宾〔1972〕关于抽象劳动论述的探讨）的统一贡献，我将不胜感激。
第三，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危机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力求表明，必须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统一且互补的基础理论来学习和完善。以资本间竞争性积累形成的生产价格为重心轴的价格机制，绝非仅仅在静态条件下按照社会需要或需求理性地配置社会劳动。
在富有弹性的信用制度协助下，资本主义价格形成机制还应当在其贯穿商业周期的实际动态运动中加以分析，包括繁荣之后经济危机与萧条等自我毁灭阶段的必然性。在劳动力商品化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自主的运动规律的历史特殊性与内在矛盾，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论的危机基础理论领域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与此同时，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动态过程，以及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价格与作为价值实体的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之间不断变化的调节关系，也将在危机与商业周期的基础理论中通过生产力的变化得到阐明，并始终被理解为贯彻劳动价值论运作的具体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所考察的那样，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暴露出了其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并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定的历史特征。
此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样（Itoh，1995），马克思关于价值与危机的理论在其本质上也可以作为有益的参照框架，用以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与局限性，以及面向未来的各种更广泛的21世纪替代性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中日益加深的多重危机，我们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以解决马克思价值与危机理论中的遗留问题，并且应当推动利用更加稳健的理论参照框架来分析我们时代的这一历史危机的诸多尝试。我真诚地希望，《价值与危机》的这个第二版增订本能够像第一版那样，通过促进日本与世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再次为这些任务贡献力量。正如2018年全世界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而举办的众多活动、会议、研讨与出版物所表明的那样，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以来，以及随着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幻灭感的上升，社会对马克思思想与理论的潜在兴趣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有所增加。
然而，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经济学系招收青年一代学者方面遭遇了逆风。在此，有若干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
随着受教于美国主流经济学或深受其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数量不断增加，他们通常遵循自己所熟悉的许多美国大学经济学系的模式，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科学的方法加以排斥。这些经济学家不仅在许多大学经济学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在负责教育标准化与公共科研经费分配的文部科学省（MEXT）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公共委员会中也取得了支配地位。日本大众媒体日益附和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政策的总趋势，以及倾向于对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实行放松管制的社会舆论，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倾向。
在这些趋势的背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与日本社会党（最大的在野党，曾在国会中拥有三分之一的席位）相关联的战斗性工会运动以及学生运动中的社会背景显然被大大削弱了。公共企业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对主要存在于公共部门的战斗性工会造成了严重打击，并导致其全国中心机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Sohyo）于1989年解散。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这给日本社会党带来了致命打击；尽管该党在1994年更改了党纲和党名成为社会民主党，但仍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会中丧失了席位。
伴随着这种趋势，20世纪70年代初过度激进化的日本学生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各派系成员之间的暴力袭击甚至内讧杀戮，导致广大普通学生不断疏远学生运动。与西方国家反对越南战争的当代学生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不同，数十年来，日本的学生运动直接和间接地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的队伍补充。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我深切担忧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学术传统与遗产如今正面临危险。尽管主要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日本政治经济学会（JSPE）仍保持着近千名学者会员，但其中许多人目前正在老龄化。多年来，包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在内的不少国立大学的著名经济学系，都未能补充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视角来看，继191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一阶段，以及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压迫之下的第二阶段之后，第三个严峻的寒冬期似乎正在降临日本。
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遇的这第三个令人注目的寒冬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对日本学术成就（如宇野学派或置盐信雄的著作等）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加。事实上，日本政治经济学会年会上的英语分论坛，以及相关的英语季刊《日本政治经济学》（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正在成功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参与者与投稿人，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著作与论文的英译本也大幅增加。
因此，在本书第一版问世四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日本与世界之间的合作桥梁显然已经拓宽。这无疑反映了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多重危机中所抱有的共同社会关切，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有限的、自然主义的方法所面临的局限。
我希望，这部《价值与危机》增订版的出版，能对进一步推动这一国际合作努力有所助益——重新反思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理论参照框架，将其作为超越新自由主义狭隘局限、面向劳动人民的21世纪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替代模式的基础。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面对学术经济学界新古典主流排斥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强大统治性倾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团结无疑也是必要且切望的。
最后，请允许我对帮助编辑和出版第二版中这些新论文的老朋友和同行们致以由衷虽简短的谢意。第2章基于受主编横川信治之邀发表在《日本政治经济学》（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第45卷（2019年）上的一篇论文，并得到了贾亚蒂·戈什（Jayati Ghosh）的热心编辑。第5章基于受吉姆·克罗蒂（Jim Crotty）之邀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后收录于 J. P. 戈尔茨坦与 M. G. 希拉德编辑的论文集《异端宏观经济学》（Heterodox Macroeconomics）（2009年）。第9章最初是在罗伯特·阿尔布里顿的倡议下，为由 R. 阿尔布里顿、伊藤诚、R. 韦斯特拉与艾伦·楚格合编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2001年）所撰写的。第10章基于2007—2008年为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组织的情趣盎然的每周午餐研讨会所准备的论文，并收录于他所主编的著作《危机中的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 in Crisis）（2012年）。
幸运的是，以这种增订形式重新出版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的项目，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于2018年4月7日寄来的那封情真意切的长封电子邮件以来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推动，信中他还对选入哪些论文提出了宝贵建议。每月评论出版社的马丁·帕迪奥（Martin Paddio）在稿件定稿的细致过程中给予了我热忱的帮助。
在由衷感谢上述及其他诸多帮助的同时，我希望第二版能够再次受到热烈欢迎，作为一份贡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推动国际合作努力，以理解和克服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多重危机，并促进未来可能替代方案的探索与发展。
——东京，2020年1月
第一部分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构成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学术传统。在数量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规模相当。1许多大学经济系同时提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和教职，尽管这些课程通常并不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例如，东京大学的学生首先学习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I”课程，以及遵循新古典原理的“经济理论II”课程。
大体而言，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是跻身日本知识分子阶层近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一位并非狭义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都留重人2，以及一位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者森嶋通夫，都会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展现出如此深刻的理解。然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在西方学界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尽管国外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都已被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翻译或利用，但该领域的“贸易平衡”却极其不平衡。
近年来西方严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涨，似乎为向西方介绍越来越多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贡献提供了适时的契机。其中一些成果已被引介给西方读者。3本文旨在勾勒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的概貌，以助扩大日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范围。鉴于在有限篇幅内即便提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主要著作的综述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将仅限于回顾他们之间的主要议题。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构成了其分界点。然而，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呈现一份年代记，而是要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如何以及为何在日本如此牢固地扎根；审视战间期的重大论战；考察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战前的争论如何得以延续和解决，特别是与我所属的战后宇野学派的关系。我力图传达一种客观视角，其中我个人的理论观点旨在提供一种一致的视角，而非对本研究造成偏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时期
1868年的明治维新结束了自1603年以来延续的德川封建统治体制，开启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面对必须与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现实，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迅速引进高度发达工业技术的道路。经济学理论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在短时间内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理论。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大体按照它们在西方出现的先后顺序被移植到日本，不过这一时间跨度被大大浓缩了。
在明治维新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古典学派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878年后应聘从美国来到东京大学讲授经济学的E. F. 费诺洛萨（1853—1903）4，以及他的继任者田尻稻次郎（1850—1923），都曾使用J. S. 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作为教科书，并强调密尔理论的重要性。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办者福泽谕吉（1835—1901），与神田孝平（1830—1898）和田口卯吉（1855—1905）一道，也引介了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的古典理论。5
然而，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不适合日本经济增长的复杂与特殊特征。明治政府远非推行放任自由政策，而是亲自承担了现代工厂、船坞和矿山的建设，随后以极为优惠的条件将其出售给主要资本家（主要在19世纪80年代）。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后的军费开支以及向朝鲜和满洲的市场扩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制造业产出指数从1890年的11.1上升到1900年的42.4，1910年的73.9，到1914年达到100。6尽管如此，到1907年制造业仅占劳动人口的15.1%，而61.7%的人口仍留在农林业中。农村中庞大而贫困的后备军遏制了城市工业工人阶级工资的改善。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和雇佣工人继续饱受贫困与朝不保夕之苦。城市的劳工骚动与包括反战运动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并驾齐驱，并在世纪之交开始引起更广泛公众的关注。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关注焦点从经济过程的普遍特征转向了对其特定国情与历史特征的考察。在理论上，这意味着从古典理论转向抨击前者普遍主义主张的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教授K. 拉特根（1856—1921）和Ü. 埃格特分别于1882年和1886年在日本任教，并与和田垣谦三教授（1860—1919）一道在东京大学引介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随后，通过高野岩三郎（1871—1949）、矢作荣藏（1870—1933）和福田德三（1874—1930）等年轻学者，对该学派的思想与方法展开了更为系统的介绍。
包括古斯塔夫·冯·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和卢约·布伦塔诺在内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尤其受到青睐。1907年，效仿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成立了日本社会政策学会。7该学会赞同新历史学派对历史与伦理方法的双重强调，并指出社会政策在缓和劳资冲突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及古典学派发生冲突之处。
福田是日本社会政策学会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东京商科大学（后更名为一桥大学）开设的讲座与研讨班对受众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学会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氛围使得片山潜（1859—1933）和麻生久（1891—1940）等左翼理论家能够作为会员加入，当时他们已开始形成更加明确的社会主义视角。8
在劳工骚动、建立工会的尝试、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及甲午战争期间和战后发展起来的反战运动的推动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1901年，幸德秋水（1871—1911）、片山潜、安部矶雄（1865—1949）等人成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尽管该党在成立当天即遭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以及片山潜（其思想在美国形成）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观念，在促成该党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一旦社会主义需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精髓》（1903）、片山潜的《我们的社会主义》（1903），以及堺利彦（1863—1933）和森近运平的《社会主义大纲》（1904），都试图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由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翻译的第一部《共产党宣言》（1848）日译本，于1904年发表在《周刊平民新闻》（平民周报）上。
1907年，山川均（1880—1958）在《大阪平民新闻》（大阪平民报）上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前半部分的概要介绍。因此，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始于为社会主义建立理论框架的尝试，并由学术界以外的积极社会主义活动家所推进。9尽管进展迅速，但主要的推动力仍局限于将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引进日本的努力之中。
1911年，继1910年的大逆事件叛逆审判（被告被指控密谋暗杀天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局捏造的）之后，包括幸德秋水和森近运平在内的十二名社会主义者被处决。随后的几年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镇压变本加厉，两者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寒冬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热烈论战
背景
俄国革命（1917）所展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扩大运动。它也影响了日本的社会与政治气候，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诸多关切中，争取确立普选权的运动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资本主义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使1914年至1919年间的制造业指数增长了五倍，但1920年的战后危机、192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1929年的世界危机，给日本资本主义带来了持续的困难。10由财阀家族（纵向一体化企业集团的所有者）主导的金融资本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是将日俄战争后已经开始的卡特尔组建过程强化为垄断性卡特尔的发展。11在另一极，许多小企业陷入困境，工人和农民经受了巨大苦难。工业可能出现的任何增长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可能性，都因庞大的农村后备军的持续存在而受到严重阻碍：1930年农林业仍雇佣了47.8%的劳动人口，而制造业仅为19.8%。
工会的迅猛增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以及普选权运动，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尽管在1924年暂时解散，但在1926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重组。另外两个政党——社会民众人党和日本劳农党，也在同一时期组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见证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与持续扩展，这一次不仅涉及学术界之外的社会主义者，还包括大学里的教授、青年教师和学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厚学术传统的根基得以奠定。这一时期还见证了独立的经济学系的设立，它们多半从此前容纳它们的法学院中分离出来。在未设立独立经济学系的大学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教职也有所增加。其中许多职位由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引的日本年轻学者担任，他们大多曾留学德国，而德国在当时对日本的整体文化氛围有着强大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见证了大量重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由高畠素之承担的《资本论》全三卷首个完整日译本在1920年至1924年间出版。12世界上第一套（在当时）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于1927年至1933年间以日文出版，共27卷31册，外加1卷别卷。一套十卷本的列宁著作集也于1926—1927年间出版。
三场论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并给予了进一步的刺激：关于价值论、地租论以及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
价值论的理论论战
围绕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论战首先展开于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试图回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时，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反过来又激化了他们内部的争论。
小泉信三（1888—1965）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问题的论文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最早且最严肃的批判之一，尽管它实质上是对庞巴维克批评的重复。13土方成美和高田保马紧随小泉之后提出了批判。山川均、高畠素之、河上肇（1879—1946）、栉田民藏（1885—1934）、山田盛太郎、前出長五郎（1891—1964）和向坂逸郎提出了旨在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批评。从1922年到大约1930年，关于价值论的争论尤为集中。14
起初，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源于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理解。例如，河上肇断言，对马克思而言，价值概念指的是人们在获取必需品时所付出的牺牲。尽管河上肇试图从人类活动的本质中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一种逻辑上必然且无可置疑的证明，但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却错得离谱。河上肇将价值概念以及商品经济视为人类社会永恒的特征，这与古典学派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力图证明价值关系以及基于价值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质。两年后，栉田民藏指出了河上肇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误解，并成功说服河上肇修正了自己的立场。15
就《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劳动价值论与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理论之间的理论一致性而言，栉田坚持认为前者不应被视为纯粹的逻辑假设。在他看来，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应被理解为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序列，遵循着从小商品生产者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此，栉田重现了希法亭对庞巴维克反批评的核心要点，而这随后成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标准解释。山田盛太郎在同一年提出了类似观点，尽管山田与栉田后来在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中尖锐对立。16
这一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提出的，他在其中指出第三卷第10章是“决定性的段落”。恩格斯批评了康拉德·施米特将价值规律视为“为解释实际交换过程而建立的科学假说”的观点，并通过试图证明价值规律如何在小商品生产者社会中发挥作用，强调了其历史与唯物主义基础（《资本论》，III: 1033）。17不仅希法亭和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俄国学者以及罗纳德·米克等一些西方学者，都采纳并发挥了这一立场。18然而，它存在严重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基石，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如果生产某种过剩商品耗费了社会不必要的劳动时间，其价格就必然跌落到价值以下，迫使社会劳动的数量重新分配。这种在社会规模上的重新调整，对于价值规律的完整发挥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大部分处于独立于商品经济的共同体体制或政治秩序之下，发生在社会边缘的商品交换往往只代表一部分（剩余）产品，并且可以在无需完全按照商品中所体现的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重复进行。因此，试图在简单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中证明价值规律，在逻辑上必须预设一个简单商品生产社会，在其中社会再生产完全由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来完成。然而，这一结论与该观点倡导者的初衷相矛盾，因为它似乎暗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一个没有阶级的商品生产者社会。马克思会认为这样的社会纯属虚构。
再者，如果价值规律仅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直接成立，那么贯穿第一卷第III篇直至《资本论》第二卷末尾、先于其生产价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做的各项分析，就必须再次被视为某种假说性的程序。这不可能是对《资本论》理论体系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并不是一个假说模型，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理论呈现。
尽管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历史与逻辑转化的理论困境在战间期并未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但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例如，河上肇和前出長五郎主张，《资本论》开篇中马克思关于商品和价值的概念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逻辑抽象，它指的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解释似乎与《资本论》第三卷与前两卷之间的方法论关系更为一致。然而，如果商品交换背后的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被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我们就会遭遇另一系列困难。首先，商品经济的特征在历史和空间上都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为广泛，这一事实在这种解释下无法在逻辑上被把握。其次，在试图避免假说性出发点并将我们的理论建立在唯物现实之上时，如果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际交换是由生产价格主导的，那么商品之间等量劳动的等价交换又怎能被呈现为基本的价值规律呢？我们再次陷入了原初的逻辑困境：在解释生产价格之前，必须先根据价值规律来解释实际的交换过程。而这正是历史—逻辑解释的出发点。
因此，对《资本论》开篇中商品历史特性的任何一种解释——无论商品是来自简单商品生产者还是来自资本家——都会导致某些困境，而这些困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相反主张中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我们稍后将看到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试图处理它们的。
紧随价值论争之后，第二场重大争论关涉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再次充当了争论的导火索。土方成美的一篇文章（《从地租论看马克思价值论的破产》）挑起了论战，随后高田保马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价值论的价值》）进一步扩大了批判。19他们的核心论点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其级差地租理论之间存在不一致。在后者中，最恶劣的“边际”土地上的生产条件被视为农产品市场价值的调节者；而在前者中，决定商品价值的似乎是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平均劳动量。在同一部门内部普通商品价值的计算中，拥有优于平均技术生产条件的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被视为包含从技术条件较差的资本家那里转移来的剩余劳动。但在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的情况下，同一部门内部并不存在这种转移，马克思称级差地租的源泉为“虚假的社会价值”（《资本论》，III: 799）。这一定义与剩余价值理论一致吗？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类挑战的回应及其内部争论，构成了从1928年持续到大约1933年的地租论争的核心。20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参与者有河上肇、猪俣津南雄（1889—1942）、栉田民藏和向坂逸郎。他们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级差地租的源泉以及地主如何能够获取它。最初的尝试并不总是能正确解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例如，猪俣津南雄主张，支配农产品的是平均价值，正如支配工业品一样。他认为最差土地的个别生产价格之所以调节整体市场价值，是因为此类土地占据了耕地的大部分。猪俣的解释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对可垄断的不同等级土地给资本转移所施加的特殊限制的理论论述。
相比之下，栉田试图得出农产品（以及来自土地的其他产品）市场价格的特殊决定。他坚持认为，级差地租的实体源泉，尤其是在物质产品方面，在于农业部门内部的剩余劳动。在制造业中，处于较好生产条件下的资本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在农业中，由最瘠薄的土地调节市场价值，马克思所称的“虚假的社会价值”这一级差地租源泉，在同一部门内部似乎缺乏作为剩余劳动的平衡性社会实体。栉田试图通过假定级差地租的源泉在于肉眼可见的农业剩余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注意到地租必须以价值或价格形式而非实物形式来决定时，这种解释就显得不能令人满意了。栉田本人在向坂逸郎之后，后来承认了级差地租的货币价值源自其他部门。
在《地租论研究》（1930）中，向坂试图纠正这些混乱，并论证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绝不代表对价值论的否定，反而清楚地展示了市场价值规律（正如第三卷第10章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那样）如何在土地不同品质的特定限制这一特殊语境下发生作用。他还明确指出，级差地租是通过商品流通重新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向坂的著作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领域最为严谨和最高的成就。
围绕地租的论战迫使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战后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来并在后文予以讨论的一个逻辑问题是：市场价值究竟应当被理解为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个别价值的社会平均值，还是可以并且应当被重新表述，以便将农产品价格纳入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一般理论之中。
除了这些关于价值和地租的著作外，20世纪2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货币、资本积累、再生产、危机和帝国主义等理论。然而总体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基础经济理论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解释层面，尽管到该时期末，它们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
在1927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第三场重要论战，关涉对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定性尝试。这场论战完全发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实际上导致了讲座派（封建派）与劳农派（工农派）的分野，几乎卷入了日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野吕荣太郎（1900—1934）、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服部之总（1901—1956）和羽仁五郎是主要的讲座派学者。他们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观点基本上以共产国际于1927年、1931年和1932年向日本共产党传达的有关该问题的各次纲领提纲为指导。
1927年的提纲《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断言，日本社会革命的战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如此，它仍然折中地将明治维新定性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1931年的提纲《日本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将明治维新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因而提出在日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最后，1932年的提纲《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提纲》将明治维新定性为非资产阶级改革，并以比1927年提纲更为强硬的措辞重申了经历两个阶段的必要性。日本共产党遵循了这些提纲，并最终将1932年提纲确立为其基本战略。21讲座派学者试图通过他们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来支持这一政治立场。
为了论证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讲座派学者不得不将明治维新视为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单纯改良，并且他们必须证明对农业农民的封建或至少半封建剥削依然存在。因此，在这一构想中，明治以来的日本天皇被视为处于绝对主义君主制之中，其社会基础由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共同构成。
例如，野吕荣太郎的论文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1930）包含了对其早期研究的修订，并采取了封建派的立场。他还在编辑七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1932—1933）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2这些讲座是封建派学者论文的汇编，也是他们集体名称“讲座派”的由来。其中，山田盛太郎的著作以《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934）为题单独出版。这为该学派的基本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建立在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上，由此导致了农村村落中的半农奴制状态。
佃农恶劣的生活水准及其高额的实物地租（仍约占总产出的50%），是日本社会中似乎符合这一观点的特征；该观点还从与共产党方针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相契合的认同感中获得了支持。因此，这一视角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立场，并对日本社会科学以及近代日本社会的历史分析产生了广泛影响。23
与这一“正统”讲座派截然不同，劳农派声称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就一直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创刊于1927年的《劳农》杂志是该学派的核心机关刊物。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和铃木茂三郎（1893—1970）是该杂志的创办者，其撰稿人还包括栉田民藏、向坂逸郎和土屋乔雄。
《劳农》群体声称，讲座派未能认识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而只是静态地将注意力引向其特殊形态。此外，他们断言讲座派的近代史观是颠倒的，把土地所有制而非资本主义生产视为近代日本社会性质的根本决定因素。相反，劳农派将明治维新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并强调农民正在经历分解为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过程。该学派对明治维新后农业中存在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意味着支持在日本直接迈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观点充当了共产党之外建立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左翼的理论基础。24
栉田民藏的《农业问题》（《栉田民藏全集》第3卷，1935）、土屋乔雄的《日本资本主义史论》（1937）以及向坂逸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诸问题》（1937）在此也应作为劳农派的代表作予以提及。尽管它们对讲座派的批判锐利而清晰，但在包容性或系统性上却不及对手。此外，与讲座派相反，他们往往只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特征，而忽视了其特殊面貌。例如，他们用地农之间的激烈竞争而非半封建强迫剥削的存在来解释高额地租。然而，这并未解释为何日本农民会如此激烈竞争以至于降低自身的生活水平。25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争论暴露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何兼顾分析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讲座派屡屡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分析屈从于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自主性提出了严峻考验。
尽管这些重大论战未能达成任何定论，但它们在这一时期始终是日本学术界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并起到了激励和指导大多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再次被政治镇压所打断。早在1928年，所谓的三一五事件就导致河上肇被京都大学开除，向坂逸郎及其两名同僚被九州大学开除，大森义太郎被东京大学开除。1936年7月，约三十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许多来自讲座派）在“共产学研事件”中被捕。随后，随着1937年中日事变后的法西斯升级，警方大规模逮捕了约400名马克思主义者（1937年人民阵线事件），此后又逮捕了41名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1938年2月教授集团事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被逐出大学，26与此同时，由于严酷的镇压和审查制度，甚至在大学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几乎变得不可能。
战后时期
日本资本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戏剧性历史经历——严重的破坏、重建以及直至近期的飞速增长——可以从制造业产出指数（1934—1935 = 100）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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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总收入在1968年超过了西德，使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跃居第二位。伴随这一增长，从事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5.2%骤降至1975年的12.6%。
占领时期（1945—1952）实施的美国援助计划帮助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复苏。自那时起，来自美国的新工业技术的流入及其进一步精炼，产生了持续高水平的工业投资。战后初期实际工资的低水平（曾一度跌至1934—1936年水平的28.1%）落后于生产率的上升期，使得对资本有利的剩余价值率能够维持到1970年左右。来自农村村落源源不断的廉价、顺从且勤劳的劳动力遏制了城市实际工资的上涨，并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冷战框架下的美国开支，特别是朝鲜战争（1950—1953）和越南战争（20世纪60年代末）期间的军事开支，也极大地助力了日本的工业扩张。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所有维系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开始消失或大大减弱。随着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实际工资的上涨变得不可避免，且这一增长开始超过生产率的提高。28这一趋势，连同世界市场上若干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挤压利润率。29这一事态发展恰逢世界资本主义相对于劳动力受限供给以及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缺乏弹性供给的资本过度积累，并构成了其中的一个要素。1973年底阿拉伯原油价格暴涨四倍是致命的一击。伴随这些情况的是国际货币体系固定汇率崩溃所引发的加速通货膨胀。随着市场价格出现不均衡但急剧的上涨，庞大的贸易和工业垄断企业利用轻易获得的信贷，对初级和半成品进行了巨额投机性囤积。伴随着利润率下降的资本过度积累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中断和萎缩。这场危机的特征是通胀性货币的大量过剩，伴随着商品的匮乏——这与经典类型的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中资本过度积累通过货币市场的绝对匮乏导致商品的极大过剩（见第6章和第8章）。1974年日本资本主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矿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这是战后时期的首次滑坡。经济活动的复苏一直迟缓，破产率居高不下。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加以刺激，但由于固定资本的过剩，工业投资尚未被激活。日本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余部分一道，显然已经进入了慢性困境的新阶段。
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对日本人民而言就是一段震撼的经历。然而，法西斯战争及其随后的战败也带来了深重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日本学术界被深刻感受到，并在诸多领域促成了方向性的重构。30
许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返大学，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占领时期的美国政策作为其民主化计划的一个方面，最初对马克思主义者也持宽容态度：马克思主义者曾是日本社会中抵抗法西斯最坚决的群体。即便在1950年冷战时期对左翼的整肃中，其力度也不足以将马克思主义者彻底逐出日本的大学。战后以来日本大学对学术自治的维护，保留了一种自由的氛围，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在此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维持并增加其在大学教职中的人数，很快就拥有了一千多名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放的学术氛围与自由的讨论创造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以蓬勃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情况与斯大林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理论僵化、德国因纳粹镇压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统的彻底摧毁，以及英美大学中新古典学派的压倒性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便在日本，经济史学家也在诸多方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如大冢史学派的情形，见注26），尽管他们往往将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与其马克思主义视角相结合。
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战后日本经济学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古典经济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与发展而迅速成长。在战前引进边际主义理论尝试的基础上，许多赴美留学的青年学者继续引进并拓展美国正统学术教育。效仿美国，日本政府在各政府与行政职位以及咨询委员会中提升了新古典学者的作用。战后大学经济学教职数量的增加也对该学派有利，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教授与马克思主义者人数大致相当的局面。
就理论层面的考量而言，战后日本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几乎不存在理论上的交流或争论。战前时期的论战构成了一个分水岭，此后每个学派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不同的任务与方法论。日本新古典学者的主要理论关切一直是追赶并融入英美学术界，而直到最近，英美学界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曾出现过一些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未在两大学派之间达成实质程度的理论统一。在其实证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广泛使用现代统计数据，有时甚至运用新古典技术术语来分析实际经济状况。反过来，大多数日本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各种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至少有所了解。然而，在基础理论领域，两大学派的任务和理论性质相去甚远，无法实现任何有机的统一。充其量，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利用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发展的一些数学技巧。例如，越村信三郎的《矩阵形式的资本再生产与经济危机》（1984）试图利用线性数学技巧将马克思的再生产表式扩展为一种非均衡型的危机理论。置盐信雄在阐述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数量关系时也采用了数学方法：他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探讨也包含着若干引人注目的见解。然而，置盐的立场偶尔似乎带有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主义变体的色彩，尽管其主观意图无疑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31这一倾向或许是他将自身贡献局限于数量和数学问题所致。虽然森嶋通夫的《马克思经济学》（1973）部分依赖于置盐对利润率的公式化表述，但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处理完全处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之内，特别是他建议我们应当用冯·诺伊曼型增长模型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的理论方向似乎与置盐相反，且更与大多数其他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左。
显然，直到最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量数学分析比其他类型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然而，它们并不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的真正典型代表。
正统讲座派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战前讲座派的传统，被称为“正统派”，不仅因为他们占绝大多数，而且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与日本共产党的正统路线紧密相连。他们关于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主流立场随着该党所采取的立场而大幅波动。
战后初期，新讲座派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丰田四郎和神山茂夫是代表人物：他们主张战后农地改革为日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他们试图运用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两条道路的理论，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支持美国式而非普鲁士式的农业发展道路。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旧讲座派（应用于战前时期）与劳农派（应用于战后时期）观点的折中结合。
在1948年的论文《农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中，讲座派代表理论家山田盛太郎承认，战后农地改革已将农业土地制度从半封建转变为现代小土地所有制。栗原百寿的著作《现代日本农业论》（1951）对讲座派理论做出了更为决定的修正。在丰富的实证分析支持下，他坚持认为随着战后农地改革，半封建地主阶级已实质瓦解，小农由此被置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支配之下，因而农业中绝无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这一分析是讲座派理论家中的一项卓越成就。
然而，如果战后农地改革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没有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革命），难道同样的标准不应当应用于明治维新吗？在这两种情形下，决定性的外部政治力量都来自上方；在这两种情形下，农民阶级都不是自下而上行动的革命主体。这种处理方式使该观点陷入了逻辑上的不一致，难道不是吗？栗原的严肃研究未能获得其他讲座派学者的普遍支持，事实上遭到了他们相当激烈的抨击。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指导下通过《日本共产党的现时要求》作为1951年新党纲之后，大多数讲座派学者开始从与战前讲座派非常相似的立场出发，批判并否定新讲座派和栗原的观点。根据该党纲，日本已成为半殖民地，通过根植于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官僚中介，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因此，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仍应占据优先地位。为了支持1951年纲领，出版了十一卷本的文集《日本资本主义新讲座》（1953—1955）。一位代表性作者是井上晴丸，他在《农地改革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第5卷）中主张，战后农地改革仅仅是对战前半封建地主制度的形式改变。作为证据，他指出了未被触及的林地所有权、2.45英亩或更小的残留佃耕地，以及农场规模过小以至于无法让农民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平的事实。显而易见，在论证地主与小农之间存在封建或半封建的强制关系时，这些论点没有一个是具有科学决定性的。
由井上所代表的这种正统讲座派观点再次短命而亡。它与日本农业的现实相去甚远，甚至对农民的政治组织产生了一些破坏性影响，因为农民无法有效地对抗林地所有者或已经被大大削弱的耕地地主。1955年，日本共产党在《新讲座》全部出齐后立即不得不改变战略。结果，该文集立即失去了正统支持，未曾引发任何严肃讨论便从论战舞台上销声匿迹。32
此后，讲座派学者似乎无法再对日本资本主义提出统一而系统的分析，他们的观点走向碎片化。一些人跟随共产党甚至比共产党更快、更彻底地走向了改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派的某些变体证明了这一倾向。讲座派的理论声誉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下滑。1956年后的非斯大林化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凝聚力的缺失，并加速了其学术地位的衰落。
在基础理论领域，讲座派学者倾向于教条式而非原创性的工作，仅限于延伸战前的公式。一个典型而优秀的著作是由原出自劳农派的久留间鲛造所编纂的十卷本《马克思辞典》。该书是对马克思语录的大规模分类汇编。在价值论方面，这些学者坚持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历史与逻辑转化，如宫川实的《资本论研究》（1949）、山本二三丸的《价值论研究》（1962）以及大岛雄一的《价格与资本理论》（1974）所阐述的那样。上一节所讨论的该观点内在的根本理论困难，似乎仍未得到解决。
在危机理论方面，讲座派学者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属于基于再生产表式的商品过剩论框架。山田盛太郎的《再生产过程表式分析序论》（1931；1948年重印）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消费不足论式的商品过剩危机论。川崎巳三郎的《恐慌》（1949）以及宇高基助和南克己的《资本论中危机论的基本结构》属于随后的典型著作。33
没有对工人消费水平的相对狭隘限制，资本主义积累是不可行的。换言之，对工人消费的狭隘限制也可以被视为资本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危机的基础。然而，只要资本积累能够继续进行，消费资料部门相对于工人有限有效需求的消费资料过剩供给，就可以被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积累过程所吸收。在资本积累内部，存在着随着市场价格和利润率波动而不断进行的无政府主义投资运动，交替地产生并吸收各种商品的过剩供给。这一过程代表了价值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具体资本主义机制。相对于工人有限消费的过剩供给，并不必然演变成普遍的生产过剩。
但是，这种资本主义供求调节过程为何以及如何会彻底陷入瘫痪？又为何会以周期性的规律走向崩溃？这些是商品过剩危机论面临的根本理论困难，反映了它对资本本身过度积累的作用的忽视或关注不足。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讲座派理论家通过在再生产表式中引入固定资本的新投资与更新投资浪潮，探索了周期性失衡的一些附加原因。结果，他们往往将非均衡解释与消费不足论命题混合或结合起来。林直道的《景气循环研究》（1959）、吉村达二的《恐慌论研究》（1961）、富冢良三的《恐慌论研究》（1962）以及井村喜代子的《恐慌论与产业循环》（1973）或多或少具有代表性。
此类尝试仍未能解决该类型危机理论的逻辑困难，因为即便是固定资本投资不平衡运动所引起的扰动，也可能只是局部的，只要整个资本积累没有遭遇更根本的困难，这种扰动就有可能被克服。
除价值与危机理论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信用与利息理论也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在此期间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小组——信用理论研究会：该小组出版了四卷本的《信用论体系》（1956）。川合一郎、玉野井芳郎、三宅义夫、高木畅哉、生川荣治和饭田繁是该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继而激励了该领域的新一代学者。从一开始，信用研究就不仅限于讲座派：由宇野弘藏领导的新学派——我稍后将对此做解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研究会的发起人中，玉野井芳郎便属于这一较新的学派。
与宇野学派理论家相比，讲座派拘泥于对马克思著作字句的死板解释。然而，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显然尚未完成的领域中，这种视角对于澄清理论问题几乎无济于事。尽管《资本论》确实提供了一些根本性的材料和基本见解，但这些需要在原理论的框架内予以完善。讲座派学者一方面过多地专注于对马克思关于利息和信用的论述及概念的字面解释，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将其过于直接地套用于近期的具体情境。这充分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克服其教条主义传统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尽管如此，讲座派学者在各个领域的工作并非没有科学价值。毕竟，对马克思如此重大的贡献进行注释与阐释，绝非毫无根据和启发。这些学者的工作在塑造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广泛的教育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讲座派学者提供了许多相当优秀的入门教材，以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例如，出版了所有各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Werke）全译本，这主要是讲座派学者的心血。因此，讲座派学者的存在及其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学术与社会生活中得以确立的总体基础。
劳农派
战后时期的劳农派学者在理论上由向坂逸郎领导，他还在社会主义协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该协会是为了加强作为日本国会第二大党的日本社会党而成立的。劳农派群体在该党左翼中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战前《劳农》杂志的创办成员铃木茂三郎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了社会党委员长。
向坂对战后农地改革的看法是，它既不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仅仅是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系统的改良，而是以牺牲大地主为代价引入的现代私人土地所有制改革，旨在缓解资产阶级的严重政治危机。这一观点与讲座派尖锐对立，并与战前劳农派关于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保持一致。它也契合了劳农派及社会党左翼的政治立场，后者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在日本实现更具实质意义的民主。
尽管劳农派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相对正确且连贯，但他们仍然倾向于回避阐明其发展特殊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在农业部门方面。换言之，他们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基础理论直接套用于日本资本主义。
在基础理论领域，劳农派学者的著作同讲座派一样，更多具有解释性而非原创性。例如，向坂翻译了《资本论》全三卷，冈崎次郎后来又提供了另一个全译本。34在价值论方面，向坂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1949—1950）和川口武彦的《价值论争史》（1964）遵循战前栉田民藏在此点上的立场，坚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历史—逻辑观点。在危机理论方面，相原茂基于其战前著作《积累与恐慌》（1948）提出了一种非均衡型的商品过剩危机论，该书回顾了战前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理论并批评了其逻辑缺陷。例如，它指出亨利克·格罗斯曼基于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危机与崩溃理论构建了一种再生产表式，其中不当且机械地假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率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增长率都保持不变。35在没有这些假定的情况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或危机，尽管它会导致资本积累步伐的放缓（见本卷第6章）。相原对格罗斯曼的批评被证明是极其有说服力的，从那时起，这种早期类型的危机理论在日本就鲜有支持者了。
只要劳农派学者坚持价值论的历史—逻辑方法、商品过剩危机论，以及解释马克思而非创新的倾向，他们与讲座派在根本上就依然相当接近。正如我们所见，两大学派之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应用于日本资本主义具体历史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上。两大学派论战中悬而未决的方法论问题，连同其解释性著作的主体，尽管如此仍为宇野学派更具创造性的产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宇野学派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宇野弘藏（1897—1977）极具原创性的著作基础上宇野学派的兴起。宇野学派在部分吸纳一些劳农派经济学家的同时，成为了讲座派正统的主要对手，并在这一过程中接替了劳农派先前的角色。一些宇野学派理论家加入了社会主义协会，并在社会党左翼的年轻一代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宇野理论还吸引了共产党之外的一些激进学生和工人小团体。可以归类为宇野学派理论家的专业学者大概有两百人左右——约占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宇野弘藏在战前时期被视为劳农派的一员，因为他也将明治维新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他并未直接参与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而是专注于《资本论》的基础理论以及他通过延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他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系统提出自己的原创观点。
宇野的基本主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是一门相对自主的社会科学，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自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的局限性方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但它本身不能保证对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具有正确的理解。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正确科学认识之上。
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内容绝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纯断言：它们构成了对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具有普遍可理解性的科学陈述。基于《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也应当被视为科学工作，如果存在不正确或不完备之处，可以进行修正与完善：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鉴于讲座派正统思想中的混乱历史以及斯大林统治下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宇野在此方面的立场具有切合实际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宇野是第一个批评斯大林错误观念的人，后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像使用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使用价值规律。这比苏联和日本的非斯大林化早了三年。宇野及其追随者既免受斯大林主义及其突然崩溃所引起的混乱的影响，又不受共产党和社会党政治路线波动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容。
宇野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划分为三个研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理论，它源于《资本论》并在必要之处加以完善。这一基础层次的任务是阐明完全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经济运动规律。在这方面，宇野强调了英国经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正日益成为一个愈发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宇野认为，这种趋势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抽象提供了基础，从中可以系统地推导出若干基本原理。
下一个层次是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这涉及对主导资本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征性政策的具体考察。宇野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第一阶段重商主义中，主导资本是建立在毛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英国商业资本。第二阶段自由主义由英国产业资本所主导，其中心在棉纺织业。在第三阶段帝国主义中，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17）通过考察工业、金融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具体变迁以及经济政策的变化，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高且最后的阶段。如果不观察往往通过国家保护主义与竞争性世界市场相隔离的各国内部市场中工业与金融过程所发生的特定历史变化，金融资本的垄断组织就无法得到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对抗，应当通过对其各自金融资本的具体历史研究来予以阐明。帝国主义研究不仅需要分析主导资本的一般特征，还需要研究其国别差异。尽管列宁的论述偶尔表现得仿佛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可以直接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推导出来，但他对20世纪初这些具体历史情境的处理，与《资本论》中所表达的原理论并不处于同一个考察层次上。36
为了对列宁的贡献做出恰当评价，必须在方法论上把原理论层次与阶段论层次区分开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应被视为与《资本论》处于同一层次的直接延伸，而应当将列宁的著作与更为完备阐述的阶段论联系起来，后者包容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宇野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论》（1971，2016）对建立完整的阶段论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
宇野的阶段论并非旨在处理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的历史发展，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它也排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其原因在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再单纯受主导资本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在政治上受到应对外部与内部“社会主义威胁”需要的引导。因此，这一时期不再是世界历史单纯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时期，而是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宇野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经济以及像日本这样的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必须在第三个研究层次上结合其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行分析。这一层次由建立在源自《资本论》的原理和阶段论基础之上的现状分析构成。
这种将研究划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的方法论区分被称为“三阶段论”。37在宇野看来，讲座派和劳农派在将《资本论》的基础理论应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方式上都过于仓促。劳农派往往仅仅根据《资本论》的范畴，把目光完全聚焦于资本主义发展作为走向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规律，而对它的特殊特征（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关注太少。相反，讲座派则直接拿《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如地租理论所预设的，资本主义生产甚至支配了农业部门）与日本农业相对照，坚持认为日本农业的独特性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基础。讲座派学者强调日本现实与《资本论》理论内容之间的鸿沟，以此作为日本社会半封建特性的证据。
然而，在原理论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之间插入阶段论，意味着可以避免这种片面的结论。阶段论揭示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通过从英国引进需要更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技术开始工业化，在雇佣劳动者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积累资本，结果在其农村留下了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德国金融资本的特殊性质及其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与这种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同理，起步晚于德国的日本资本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同样面临着因大量贫苦农民与高度集中的财阀型金融资本并存而在农业中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不足为奇。因此，宇野的三阶段论方法有助于更妥当地把握对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土地问题的分析。在这一方法的推动下，宇野学派理论家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土地问题的大量现状分析，体现了对讲座派和劳农派在理论与实证上的双重批判。其中包括大内力的杰出著作，包括《日本资本主义的农业问题》（1948）与《日本经济论》（1962—1963），以及由楫西光速、大岛清、加藤俊彦和大内力合著的十三卷本巨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954—1969）。
除了对日本本土资本主义的这些研究之外，宇野学派的年轻一代学者还对全球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危机与萧条以及当代世界经济的研究。
另一方面，宇野致力于完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论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他重写了《资本论》全三卷，首先是两卷本的《经济学原理》（1950—1952），随后在1964年出版了冠以相同书名的更紧凑的著作。38对《资本论》精髓的这些高度凝练的阐述，成为了战后日本大量经济理论研究所围绕的核心枢纽，伴随着围绕价值、货币、积累、生产价格、地租、信用、商业资本和危机理论的各种争论。宇野自己在这些领域的著作和论文占据了十一卷本《宇野弘藏著作集》（1973—1974）的前六卷。
在价值论方面，宇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并为摆脱此前漫长论战历史所遗留的困境指明了出路。例如，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历史与逻辑转化，曾被恩格斯、希法亭以及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证明价值规律的实际唯物主义基础，而非仅仅作为商品按其价值交换的假说性陈述。然而，这种前资本主义商品理论必须假定一个假想的、无阶级的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以便展示价值规律的社会必然性。面对这种困境，一些理论家诉诸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论，将《资本论》开篇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然而，这种解释同样必须将劳动价值论呈现为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在最初阶段是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解释的。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视为一个假说模型，人们不妨按照新古典学派或新李嘉图主义的思路，用更常规的价格理论模型取而代之。39
宇野力求避免假说性方法，并试图展示劳动价值论的实际社会必然性。在基于劳动力商品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必须采取商品形式。因此，这样一个社会中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必须完全包容并中介物化在各种对象中的劳动量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在劳动量中获得了社会实体。只要社会再生产是通过价值关系来实现的，后者就必然代表着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社会关系。宇野坚持认为，如果将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联系，其社会必然性便能得到坚实证明。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前出现的马克思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理论以及资本公式呢？
宇野发现，在第一卷第I篇与第II篇中，《资本论》包含了马克思原创的价值形式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可以在不涉及作为劳动的价值实体的情况下，被重构为流通形式理论。这种重构契合了马克思独特的认识，即商品经济在前资本主义形态中作为长时期独立于各种政治与共同体秩序内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间经济关系而产生并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无政府主义的、原子化机制的历史特殊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原本属于社会间的经济关系在劳动力商品形式的基础上转化为了社会内部的关系这一事实所致。
因此，宇野对价值形式予以澄清的价值理论，不应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商品流通的机械割裂。它对于正确理解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性具有深远意义。在宇野的理论中，价值规律是通过诉诸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必然性得到证明的，这也使得商品经济在历史上更为广阔的特性能够在逻辑上得到清晰阐述。该理论为解决资本主义商品理论与前资本主义商品理论所遗留下来的难题与困境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年轻一代学者的著作在这方面追随了宇野。例如，铃木鸿一郎的两卷本《经济学原理》（1960，1962）和岩田弘的《世界资本主义》（1964）试图拓展价值形式理论的方法论涵义。40大内秀明的《价值论的形成》（1964）和樱井毅的《生产价格理论》（1968）将宇野的观点应用于价值理论史以及西方关于转形问题的争论。我自己尝试通过对马克思价值论的导论性分析来延伸这些著作的努力，总结于本卷第3章之中。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也被这批理论家从新的角度进行了讨论。例如，大内力（1958）和日高普（1962）遵循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主张级差地租可以被理解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直接延伸，而非对其的修正。绝对地租的概念与界限也得到了重新考察。41
宇野还在《经济学原理》和《恐慌论》（1953）中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论。与此前流行的商品过剩危机论形成对照，宇野强调了马克思关于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绝对过剩生产概念的重要性（《资本论》，III: 第15章）。与此同时，他试图进一步精炼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信用制度理论，以提供完整的周期性危机理论。这是克服商品过剩危机论根本困难、并将剧烈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建立在原理论之上的有力尝试。我自己的《信用与恐慌》（1973）在这一领域遵循了宇野的引领，并部分总结于本卷第6章与第7章中。宇野学派理论家的著作无疑将继续涌现，并且不仅在日本，在西方国家其影响也有望扩大。
简短结语
如果我们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西方国家近期类似研究的高涨相比较，便会显露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对比。如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始于对引进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之前。因此，只要新古典学者不主动攻击他们，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多半不参与对新古典学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得以蓬勃兴起并发展出一种近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同时专注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因此，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日本对《资本论》的研究在世界上处于最先进水平。
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得不从应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新古典传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要面对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其著作的批评之外，还必须克服自身的学术背景。毫无疑问，这使得他们在对当代经济学进行批判方面比日本学者更为擅长。总体而言，他们也更有能力对基础理论的某些方面开展数量考察，并利用现代数学技巧进行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日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状差异，绝没有降低相互交流的必要性。相反，他们之间的差异，连同他们对马克思理论根本正确性的共同基本信念，充分表明这种交流将结出丰硕成果。尽管语言障碍仍然很大，但我希望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能够拓宽并加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中的国际联合。
2
如何将宇野理论应用于多重危机下的当代资本主义
宇野理论的特征
宇野理论由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宇野弘藏开创。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总结的，它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客观社会科学的作用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第二，系统地区分了三个研究层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如宇野，1971，对列宁，1917的推进）；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第三，从政治经济学原理论的层面对《资本论》进行完善的理论尝试（如宇野，1964）。
通过这三个特征，宇野理论旨在将马克思《资本论》的精髓作为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并借助中介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将其灵活地应用于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在我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精髓主要由价值论与危机论构成。
在价值论方面，宇野系统地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与资本之间关系中的价值形式的独创性发现，而这一点被以A·斯密（1776）和D·李嘉图（1817）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所忽略。宇野强调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认识：“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Marx, 1867, p.182）。同样，宇野指出，作为市场经济形式的货币与资本也是随着商品交换而萌生和发展的，它们是通过共同体社会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例如在丝绸之路上）而产生的，这种关系表现为自给自足的非市场共同体社会之外的外部关系（例如Uno, 1964 [1980], p.13）。宇野在不涉及作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社会关系的价值实体的情况下，将《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中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独创性地重构为纯粹的流通论，这与他对漫长历史长河中市场经济特性的理论洞察深刻相关，而这种市场经济特性显然是可以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经济秩序区分开来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劳动力在工人自己看来具有他所拥有的商品的形态，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态。另一方面，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Marx, 1867, p. 274）。宇野旨在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中，阐明价值规律在调节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与作为价值实体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之间关系的社会必然性。这是一次展示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学必然性的独创尝试，避免了基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模型的传统解释——这种模型在马克思那里是古典学派的一种残余。
宇野对关于马克思价值论以及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当代争论的独创性贡献，使我们有可能系统地理解如何更一致地认识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Itoh, 1980, 1988）。在不存在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必然成正比。然而，只要实际的价值形成过程扩展到包含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或价值扩大过程），商品价格在理论上就包含着劳动不平等交换的空间，生产价格的情形正是如此。因此，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双重概念来看，通过资本间的竞争使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必然是价值规律的一致表现，而不是对价值的修正。
关于危机论，马克思指出了周期性危机的四种可能成因。其中两种强调商品的过度生产，要么与工资受压抑导致的有限消费需求相关，要么是各产业间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不平衡的结果。另外两种则强调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利润率下降，要么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C/V）的提高，要么归因于劳动力相对短缺导致的工资上涨。在这四种可能性中，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支持消费不足模型的危机论。但如果雇佣工人的有限消费需求是危机的原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并非始终处于危机之中，相反，危机是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周期性发生的。
宇野（1953）试图在马克思关于相对于有限劳动力供给的资本过度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完善周期性危机理论，这一理论一贯地展现于《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第七篇，以及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倾向的第三篇和关于利息与信用制度的第五篇在第三卷《资本论》之中。宇野的尝试论证了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自相矛盾的表现——通过剧烈危机实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交替的逻辑必然性。同时，宇野的危机论整合了马克思未完成的理论探索，阐明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积累以及在引发危机中产生破坏性作用的双重灵活机制。
在我的著作（Itoh, 1974）中，投机交易的作用与这种作为危机成因的金融不稳定性结合在一起受到了强调。市场上难以售出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也可以有机地整合到宇野的危机论中——要么作为繁荣阶段尾声因资本积累的投机性扩张而导致的各产业间不平衡加剧的过程，要么作为危机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的商业周期与危机在19世纪20至60年代反复出现。尽管马克思所说的“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总重复这种运动，同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种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Marx, 1867, p. 786）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夸张。随着重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发展，商业周期的特征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改变，导致了1873—1896年以及1930年代的大萧条。
在《危机论》（1953）的长篇导言中，宇野主张，周期性危机的基本理论应当从19世纪中叶的实际危机中抽象出来。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性质从重商主义时期到1929年之后的世界大危机的历史变迁，提出了对不同阶段或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更具体研究的必要性。正如宇野将1634—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危机和1720年的英国南海泡沫危机视为典型的重商主义危机一样，他将投机性金融危机视为由金融不稳定性引起的资本主义危机。典型周期性危机的原理，不必机械地套用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更具体分析。
事实上，资本主义内部自我毁灭性的矛盾并不总是表现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阶段论中，《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之外的国家和世界市场的作用需要被纳入考量。在19世纪末之后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焦点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破坏性的世界大战。19世纪晚期的大萧条促进了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Itoh, 1964）。全球主导的英国制造业部门从棉纺织业转向金融（股份）资本统治下的钢铁等重工业的根本转变，使得主要用于在世界范围内建设铁路网的资本输出成为必要。随着英国在棉纺织业和重工业中的工业积累走向成熟，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竞争性工业国在大萧条接近尾声时获得了赶超的机会。这导致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金融（垄断）资本之间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这种冲突要么通过保护主义关税，要么通过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领土的要求表现出来。结果，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了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宇野在《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论》（1971）中阐述的经典阶段论，通过吸纳希法亭（1910）和列宁（1917）的贡献，并结合先前的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阶段论，系统阐述了这样一个帝国主义阶段。宇野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具体实际分析的第三层次上进行研究，同时将原理论和中介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作为参照系。让我们遵循宇野的建议，将整个时代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尝试回顾资本主义过去一个世纪中多重危机的历史意义。
如何分析两次大战之间三十年的危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确实深陷严重的多重危机之中。如今，这些危机往往被视为历史转折点，它们似乎与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多重危机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并为之提供了经验教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社会破坏中，由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1917）建立了第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1920年代，包括普选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民主权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传播，其中以德国魏玛宪法（1919）为典型代表。
世界大战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欧洲。美国由于欧洲对军工产品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而获得了格外有利的地位，同时又未遭受作为战场所造成的破坏。该国崛起为霸权超级大国，并在“咆哮的二十年代”享受着战后繁荣，即使在欧洲经济重建困难重重之际，它利用威尔逊原则在政治上一度抽身退缩。
即便对于法国和英国这样的战胜国而言，战争债务也十分沉重，而它们对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的战争赔偿要求，则是这些国家难以满足的。直到1924年美国通过“道威斯计划”进行干预，才花了几年的时间确定了缩减后的赔偿支付金额。建立在恢复后的金汇兑本位制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于从美国向德国进行的非常脆弱的私人资本输出（主要是购买德国国家债券的形式），作为维持国际收支的基础，包括德国向法国和英国支付赔款，以及后两者向美国偿还战债。
一旦欧洲农业得以恢复，世界农业萧条就趋于蔓延，包括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租佃农场经营所陷入的困境。随着大企业对钢铁等产品价格垄断控制的重新确立，这导致美国经济中汽车、家用电器和住房的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并将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因素转移到了证券交易所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上。早在1920年代末，由此导致的美国将此前输出的资本抽回以重新投资于国内投机交易，危及了作为恢复后的金本位制基础的战债与赔偿支付国际链条的根基。
大萧条始于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泡沫的破裂。随后到1932年10月，美国爆发了三波银行危机，在债务通缩的过程中与衰退的实体经济形成了毁灭性的恶性循环。到1933年3月美元兑换黄金难以为继并最终被放弃时，美国耐用品生产下降了77%，批发物价指数下降了38%，官方失业率达到了25.6%（Takumi, 1994, p. 740）。美国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也必然摧毁了基于恢复的金本位制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基础。1920年代世界经济的相对稳定瓦解为几个各自采用不同管理通货的割裂经济集团。
运用宇野的方法，侘美（1994）强调了1920年代英镑—美元过渡性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债务通缩的破坏性过程，以及1930年代国内与国际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深化。这也反映了宇野学派内部的一股新趋势，由铃木（1960，1962）和岩田（1964）开创，该趋势强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作为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全球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虽然宇野自己的阶段论主要根据主导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态所激发的经济政策，来概括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的代表性经济政策类型，但这种新趋势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世界市场统一秩序和体系的动态变化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种方法认识到，建立在劳动力商品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核心社会过程，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国内，实际上始终通过市场机制与各种形式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和劳动者发生联系。
侘美对三十年危机的详尽分析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如何给1920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各个别经济体带来了困难。作为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方法，这强调了货币和金融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对大萧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了资本主义走向消费不足危机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因垄断资本而加剧——垄断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减少就业并力图维持产品的垄断价格。垄断资本的作用确实在1920年代下半叶削弱了美国经济中的消费需求，并在1930年代危机的深化过程中加剧了失业率的上升。然而，在1929年10月的美国经济中，相对于消费品供给而言的消费需求不足尚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果不考虑侘美所强调的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作用，就无法妥善分析这一时期大萧条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而全面的自我毁灭。垄断资本的负面效应必须被视为在前期繁荣尾声导致实体经济陷入停滞倾向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实体经济的停滞反过来促进了投机性金融繁荣，作为在恶性循环中加深1930年代萧条、伴随失业增加以及金融危机破坏性冲击的重要因素。
出于大萧条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必要性，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复苏政策。新政类型的就业政策在美国、英国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欧国家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基础最终由J·M·凯恩斯（1936）系统阐述。另一种导向民族主义军事扩张的法西斯类型复苏政策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占据主导地位，这三国组成了被称为轴心国的军事同盟。苏联通过五年计划看似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压力，显然成为推动这两种国家主义复苏政策的重要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是法西斯轴心国对实行新政式社会民主经济政策的同盟国经济集团发起军事挑战的结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不是一场仅仅由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经典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战争酝酿过程中，它显然包含了社会主义压力以不同冲突方式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政复苏政策产生的影响。此外，苏联社会主义本身在战争期间因德国的军事入侵而被迫加入同盟国，并最终借助红军在战争最后阶段对相关国家的占领，得以将类似的社会主义政权扩展到东欧国家和朝鲜。
因此，在那三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受到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极不稳定，难以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模型。正因如此，宇野提出的在不同于原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层次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进行更具体研究的建议，正如侘美所证明的那样，显得非常恰当。
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年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持续陷入危机，经济不断恶化。其中，包括日本在内的战败轴心国似乎一片混乱，多年内难以恢复。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入了不断深化的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阶段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中国革命（1949），进一步紧随着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而爆发。然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实现了复苏，而且出人意料地在1950年至1973年间实现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
在这一时期，七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5%。这几乎是同一批国家在1870年至1913年间增长率的两倍，而后者在以往任何可比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最高的（参见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1984）。尽管在此期间经历了几次衰退，但它们都很温和，远未达到危机的程度。因此，这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这一看似矛盾的表现，无疑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宇野学派）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解释为何能够在不引发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这种增长。它还引发了如何评价凯恩斯主义在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
在苏联阵营内部，东德的齐尚（1957）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齐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提高的背景下，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职能引入了生产关系之中，以此维持经济增长。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因此被直接用作适用的参照系，来定位凯恩斯主义在这一时期表面上的成功。齐尚的理论在日本某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影响。
宇野学派的领军学者大内力（1970）批评了齐尚表述中的缺陷，例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中对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不当使用，以及对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的历史必然性解释过于抽象。相反，大内运用宇野理论重新阐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根据大内的观点，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强化凯恩斯主义通胀政策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抽象地适应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是为了应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从宇野危机论的角度来看，基于管理通货制度的通胀政策也有助于避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实际工资上涨而引发的危机。
宇野在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论》（1971）第二修订版补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备忘录”中，评述了齐尚与大内之间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的争论。根据宇野的看法，这场争论尚未证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除其他原因外，基于管理通货制度的通胀政策是否主要由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即金融资本）的经济利益而被实质性采用，这一点尚不清楚。尽管此类政策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极不平衡的发展，但正如大内所正确强调的那样，它们也被用作抵御社会主义、保卫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必须在第三层次——即世界经济具体分析的层次上作为“抗衡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来处理，而不适合用来构建资本主义更广泛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模型。
在这份备忘录中，宇野还指出，通过采用管理通货制度，资本主义即使在实质上没有丧失、也在形式上或部分地上丧失了其作为自我调节的商品社会的货币体系基础。然而，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基于管理通货制度的通胀政策是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不引发危机的主要因素。
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除了最初的战后重建阶段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并未大规模推行，因为有效需求主要是在私人部门内部扩张的，而不依赖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结果，这一时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家预算相当谨慎，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并未显著上升。
从阿利埃塔（1976）开始的法国调节学派抓住了这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典型特征，构建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实际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正如亨利·福特在1920年代其汽车工厂中所破格实现的那样。这种协调机制往往通过与工会的社会契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普及，并使得耐用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能够在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内部得到扩张。这隐含着对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批判——后者认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自上而下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
在宇野派学者中，加拿大的阿尔布里顿（1991）支持这种调节学派的观点，并试图通过在第三阶段帝国主义之后增加第四阶段——消费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型，从而重构宇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作为对促成这一时期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因素的一套具体分析，我倾向于阿尔布里顿和调节学派的观点，而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模型。阿尔布里顿的著作在将阶段论的研究范围拓展到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女性与女性主义的作用以及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也具有吸引力。
然而，他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中增加第四阶段的尝试留下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未能在宇野派学者中取得广泛共识。例如，我们能否真的把这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作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基础，从而忽视之前三十年的危机以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在什么意义上，跨国资本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新阶段取代了金融资本，成为新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在随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难道不是更加“跨国化”了吗？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即便跨国资本占据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却成为了主导意识形态？
此外，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模型和阿尔布里顿的消费主义模型，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框架，都倾向于忽视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具体条件。结果，导致增长时期终结的危机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就此而言，宇野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必须归入第三层次的具体研究、而非第二层次的阶段论的建议，在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时依然显得十分恰当。
新自由主义下的多重危机
终结高速经济增长的危机再现
四项具体的历史条件构成了在发达国家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要素。第一，美国作为具有支配性工业竞争力的经济霸权，是维持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条件——该体系以美元兑换黄金为基础确立了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世界市场以及各国内部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第二，美国开发并被其他发达国家应用的一系列工业技术，引发了在大型工厂中大规模生产各种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投资。第三，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包括石油在内的相对廉价的初级产品供给能够持续获得。第四，在城市化过程中，主要来自农业部门的、工业增长扩张所必需的合格国内雇佣劳动力的弹性供给也得以源源不断地提供。
经历了长期繁荣之后，这四项条件逐渐消耗殆尽。当美国耐用消费品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前沿走向成熟时，该国的工业竞争力被德国和日本等国赶超，并在1970年失去了贸易顺差。在历经数次美元危机的冲击后，将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官方承诺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质疑。结果，美元兑换黄金于1971年被暂停，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于1973年转变为浮动汇率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货币和金融供给的国际约束和管制的废除，通胀性的通货与信贷供给得到了助推。
与此同时，从196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相对于国内有限的劳动人口和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有限供给，出现了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结果，自1960年成立以来十年来一直无足轻重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市场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变得异常强大，从而引发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
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资本过度积累出人意料地重现了宇野基于19世纪典型周期性危机的危机论的经典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前提的人类劳动力商品化，正如经典周期性危机的必然重复所揭示的那样，始终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内在自我毁灭性矛盾的根源。在这样一个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尾声，19世纪中叶英国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工资以及棉花等农产品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引发了金本位制下利润率的下降、投机交易以及利息率的上升。当投机交易崩溃时，便爆发了经典的周期性危机，其典型表现形式是结算信用所必需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短缺，并伴随着市场上变得难以出售的商品产品的大量过剩。
相反，在1973—1975年的通胀危机中，以相对于国内劳动人口和初级产品的弹性供给而言的资本过度积累为形式的本质上相似的矛盾，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经济危机表现为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瓦解期间货币的极度过剩，以及由于投机囤积导致的商品产品的相对短缺。这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实际利息率往往为负（正如Itoh 1990以及本卷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在1970年代后半期，以再生产受阻和高通胀伴随失业增加为标志的萧条接踵而至，被称为滞胀。经历这些阶段，凯恩斯主义政策既不能防止也不能缓解危机和萧条。相反，凯恩斯主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而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与信心。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反作用
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主题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在现代版本的新古典微观理论基础上对竞争性、无管制市场的合理性与效率的信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趋势借助并建立在利用信息技术（IT）新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重组基础之上。
关于劳动条件，新自由主义下的IT合理化通过工厂、办公室和商店更高程度的自动化，促成了非正规低薪（特别是女性）工人的大幅增加。就此而言，宇野危机论所强调的经典商业周期萧条阶段的特征之一——生存的激烈竞争迫使资本家试图革新工业技术，似乎在1980年代以来漫长的重组过程中大规模地重现了。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时期不同，尽管由于IT自动化带来了实物生产率的提高，实际工资却普遍受到压制。
由于这些非正规工人数量的增加，工会遭受了会员人数下降的打击。公共企业的私有化也削弱了公共部门传统上战斗性强烈的工会运动。这一趋势在日本得到了典型体现：日本左翼全国工会中枢组织总评（Sohyo）于1989年在国有铁道及其他公共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遭受毁灭性打击而解散。
1974—1990年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降至年均4.2%。这还不到该国此前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增长率的一半。然而，它仍然比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高出1%至2%。尽管面临日元汇率屡次升值的巨大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到1992年的1美元兑126日元——日本制造业仍然增加了就业绝对人数并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一家日本制造商在美国市场上维持其产品（比如某种型号的汽车）相同的美元价格，它就必须将日元成本削减到几乎三分之一。这项艰巨的任务完全是通过工人们对IT合理化的忠诚配合来完成的。由于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按美元计算，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和西德的水平。因此，日本被视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世界第一”（number one）。
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成功引发了宇野理论的一种应用，即将日本企业主义（工人中以企业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释为通过摒弃劳动力商品化而已经实现了某种社会主义因素，正如K·马场（1991）和K·柴垣（1997）所主张的那样。然而，这似乎高估了日本大企业针对正规工人的终身雇佣制（直至约60岁）及其他基于企业内部的福利待遇的某一特征，而这些制度本就是为了诱导工人的忠诚配合而设计的。事实上，从198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下，日本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不稳定、低薪非正规就业的大幅增加，同时伴随着打击和瓦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工运的势头。
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成功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沉重牺牲之上。新自由主义重组进一步加剧了劳动条件的恶化，尽管通过IT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已司空见惯，日本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趋势构成了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根本基础，正如T·皮凯蒂（2014）利用长期历史数据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日本被认定为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宇野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本根源在于劳动力商品化。在萧条时期，这一根本矛盾表现为失业增加和工资下降的恶性循环（因为在需求减少的阶段，商品劳动力的供给无法像资本生产的其他商品那样进行重新调整），并伴随着消费有效需求的低迷、低利润率下的闲置生产资本以及低利息率下的闲置借贷货币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漫长的下行期中，非常相似的恶性循环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中大规模持续存在。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在国内市场上闲置的实体资本与货币资本，被迫在走向全球化和金融化等途径中寻找出路。
发达国家的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全球化也受到IT的广泛推动，这些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以及其他经营活动转移到亚洲及其他仍拥有大量可动员为廉价劳动力的过剩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放松管制也推动了这一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欢迎跨国公司的投资并开始迅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Itoh（2018）所考察的那样，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由此从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引发了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按照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而非基于美元的市场汇率）衡量，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总GDP的份额在1950年仅为40%，到2000年缓慢上升至47%，据估计到2050年将迅速增加到84%（Yao 2012, p. 66）。
作为世界经济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发达经济体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外包化过程利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自身积累。这以工人之间竞争性下行压力的形式加剧了其母国经济的恶性循环，并推高了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因此，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将导致全球范围内巨大工资差距的下行压力内化到了发达经济体之中。因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法在发达国家带来所预期的有效经济复苏，特别是从劳动人民的视角来看。
恶性循环中的多重危机
随着发达国家国内停滞的持续，以及越来越多工人的劳动条件不断恶化和不稳定，大企业与先前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不同，倾向于避免对生产设备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且变得更加依赖内源融资，往往持有巨额内部储备。金融部门虽然能够轻松聚集闲置货币资本，但难以找到稳定的产业借款人。尽管所谓的金融化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利用IT通过交易各种证券，更高效地在短期货币市场与较长期的资本市场之间中介货币资本，但这对于振兴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活动并无太大作为。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复苏变得依赖于反复出现的投机泡沫，例如房地产、股票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其他证券泡沫。日本在1986—1990年间的巨大投机泡沫——它在政治上由扩大国内需求以缓和对美贸易摩擦冲击的财政与货币操作所引发——最终破裂，造成了严重破坏，即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近乎零增长（1991—2011年间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9%）。
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中类似的投机泡沫及随后的破裂，在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2001年的美国IT泡沫危机以及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屡屡重演。在这场“泡沫接力”中，次贷危机的全球影响最为严重，其后遗症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且至今似乎仍难以克服。它通常被视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宇野理论如何应用于对这场次贷危机的分析？D·哈维（Harvey, 2010，最后一章）评论如下：
一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的有限劳动力供给，构建了一种利润挤压型的危机论。19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按照这种类型的危机论得到了恰当的分析。然而，在2008年，由于依然存在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以及受到削弱的工人运动，根本没有出现因工资上涨而导致类似利润挤压的迹象。因此，将这场危机与利润挤压理论联系起来进行解释的尝试（如伊藤诚的论著所代表的那样）面临着困难。
我同意哈维的观点，即不能通过应用宇野的基本（利润挤压型）危机论，以同样的方式来分析1970年代初的危机和次贷危机。然而，对我而言，遵循哈维的多因说方法（见Harvey, 2011）——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不同理论解释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常规应用于实际危机的一套工具箱——并不能令人满意。这样一种多因说方法必然会掩盖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根本矛盾（即把人类劳动力当作商品）之中的经典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仅仅把1970年代初和2008年的危机作为不同个案来分析也是不够的。应该澄清它们之间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根源相关的历史性有机脉络。
事实上，次贷危机绝不仅仅是消费不足危机的个案。相反，在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复苏与繁荣阶段，美国经济享受着消费需求的扩张，特别是在住房市场以及家具、家电和汽车市场。这种消费繁荣与工资收入占GDP份额的下降趋势形成了看似矛盾的对比——由于1970年代初危机以来的长期萧条，工资收入份额在2006年创下了43.5%的历史最低纪录。显而易见，正如本卷最后一章所分析的那样，这种消费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达13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全年的GDP）的住房贷款的巨大扩张所支撑的，这使得约43%的人口得以购买新房。巨额的全球闲置资金被动员并倾注于美国住房贷款之中，包括以各种形式打包为证券的（并不完全可靠的）次级贷款。
当美国住房繁荣在2006年底见顶时，次贷危机自2007年起蔓延开来，其形式表现为数百万笔住房贷款的违约数量激增、与住房贷款相关的证券（如担保债务凭证，CDO）严重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倒闭。这引发了全球规模的震荡。正如河村（2013）所强调的（继承了侘美对战间期大萧条的分析），这场全球危机表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服务全球化在形成全球基于美元的货币资本流动中所谓的“新帝国循环联结”的本质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审视，2007—2008年的次贷经济危机根本上源于劳动力金融化的矛盾（通过以住房贷款和其他消费贷款的形式向工资收入广泛施加剥削性乃至剥夺性的金融机制），它是当代长期萧条阶段劳动力商品化矛盾的新深化形式。它还展现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所造成的根本不安全性。该体系以最初看似诱人但最终具有高度剥削性乃至剥夺性的条件动员了闲置货币资金。对于工人中处于社会弱势的债务人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要么被逐出自己的房屋，要么由于房价下跌而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资本损失，导致其工资收入背负长期而沉重的负担。
因此，正如宇野在其经典周期性危机的基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强调的那样，源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矛盾，结合信用制度不断扩张却充满不安全性的运作，在1970年代之后以具有当代特征的一系列多重危机重新显现出来。首先，它们引发了1973—1975年的通胀危机与滞胀，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信誉。随后在新自由主义下，通过IT实现的工资成本合理化有力地再生产了产业后备军，伴随着劳动条件的恶化和非正规工人数量的激增。这构成了发达经济体长期萧条的基础，展现了资本主义在萧条阶段难以应对相对过剩人口的根本困境。由于长期的萧条，闲置货币资本常常被动员用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泡沫，并在泡沫破裂时导致危机。马克思指出，存在一种特殊的货币危机，它可以独立于工商业危机而出现，并且“通过它的反作用影响工商业”（Marx, 1867, p. 236），我们称之为第2类货币危机（Itoh and Lapavitsas, 1999, p. 124）。当代资本主义泡沫接力中的危机似乎与这种第2类货币危机完全吻合，尽管我们应当注意到，1980年代以来此类货币危机的反复出现是以发达经济体中对工资收入构成严重压力的潜在萧条为基础的。正如引发次贷危机的美国住房市场泡沫案例所典型展示的那样，劳动力的金融化——作为劳动力商品化极具当代性且日益加剧的矛盾——在2007—2008年发挥了核心作用，导致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如拉帕维查斯（2013）从宇野理论视角在理论和经验上所分析的那样，这场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中本质上的矛盾不稳定性。
在世界市场经济的增长中心从深度停滞的发达经济体转向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过程中，我们能否指望其迎来复苏？正如世界银行（2020）《全球经济展望》所分析的，实际上在EMDE中，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且覆盖面最广的第四波债务激增（在2018年达到GDP的170%）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扩张，并与大幅降低的增长率相互关联。该报告强烈暗示，根据1970年代以来EMDE前三波债务膨胀破裂的历史经验，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我们对次贷危机的分析也必须作为一种前提条件和借鉴的范例，以便更系统地理解当下这种令人担忧的全球局势。
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下不断恶化、不稳定的劳动条件，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也反映在许多发达国家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上。例如，日本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从1974年的2.05急剧下降到2005年的1.26。尽管在2015年略微回升至1.45，但日本人口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预计到21世纪末将减半。这种人口减少的趋势显然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特别是随着人数更少的劳动世代在老龄化社会中必须承担越来越沉重的社会成本，以支持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医疗服务。
在老龄化社会中维持社会保障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成为了国家财政预算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在日本得到了典型体现——2011年日本公共（包括地方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0%。国家财政预算危机的深化诱发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削减对此类支出的公共支持来实现医疗和教育成本私有化的倾向，从而构成了在新自由主义下拉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因素。
因此，我们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目睹了源于劳动力商品化的一系列处于恶性循环中的多重危机。这些危机的历史意义何在？宇野曾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必须以对世界经济进行具体和实际分析的形式归入第三层次的研究，包括抵御社会主义的政治必要性。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抵御社会主义的压力，特别是在东欧剧变（1989）和苏联解体（1991）之后——作为20世纪代表性社会主义模型的苏联走向崩溃，这是宇野所未曾预料到的。因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不断深化的多重危机并没有立刻给社会主义带来机遇。相反，正如福山（1992）所宣告的那样，资本主义被视为赢得了对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然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未能实现预期的有效经济复苏。相反，通过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恶性循环中的一系列多重危机，它看似矛盾地展现了源于劳动力商品化并与本质上不稳定的金融体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自身矛盾。就此而言，宇野的基本危机论是一个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强有力参照系。这表明，我们正面临着当代资本主义内部不易在其秩序范围内解决的根本矛盾。
对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一种自然反应，是对作为一种可能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期望的再度兴起。例如，2015年英国工党打破了数十年与新自由主义妥协的中间道路政治，选出了公开承认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新党首杰里米·科尔宾。在2016年（以及2020年），伯尼·桑德斯通过主张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中赢得了广泛民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12月的一项调查，在美国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的人数比例达到了46%（Kotz, 2015, p. 211）。在这些案例中，“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讲必然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然而，它也必然包含着在对资本主义未来充满绝望感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中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期望的复苏。
为了回应这种期望，我们作为政治经济学者也应当共同努力，探讨如何理解和解释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阐明21世纪替代性社会主义模式更具前景的理论可能性。如何将宇野的价值论与危机论应用于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在本卷中尚未涉及，尽管这已经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有所开展（例如Itoh, 1995）。
第二部分
价值
3
马克思价值论研究
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将其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理论系统地区分开来。1然而，即使在《资本论》中，也依然残留着某种古典学派的残余，阻碍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独创理论达到彻底的一致。在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中，包括围绕转形问题的种种争论，各种混乱往往源于马克思身上的这种古典残余。直面这些混乱的隐秘根源，我们便能尝试澄清它们，从而更系统地完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价值的双重概念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具有双重性。他对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分源于古典学派；其独创之处在于将价值概念本身区分为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第1章“商品”的第一节与第三节切入，这一章出自《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节的标题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第三节则是“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乍看之下，马克思似乎在第一节探讨价值的实体，而在第三节探讨其形式。但他实际上并非仅仅将价值实体定义或假定为抽象劳动的结晶而开篇。即便在第一节，他也试图表明在商品形式与交换价值背后确实存在着价值实体。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在第一节与第三节中对交换价值的双重处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的引人深思的问题。
马克思将商品形式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本的、普遍的形式，其特殊性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质至关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商品形式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历史性与辩证性的特征。
只要仅观察商品的一个因素即使用价值，这种特征就不会显现。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I: 126）。它们并非商品形式所独有。然而，“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它们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I: 126）。与使用价值不同，这种交换价值表现了商品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数量上的关系，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比例。”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能够用某种对它们而言共同的东西来表现”（I: 127）。
为了找到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抽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他说：“商品的交换关系显然正是以抽去它们的使用价值为特征的。在交换关系中，只要有适量的某种使用价值，它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同上）。随着对使用价值的抽去，商品的共同属性被归结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结晶，如下所述：“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I: 128）。
在这一从交换价值向价值实体的逻辑归结过程中，必须注意三点：（1）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商品是直接交换的，并未提及这种交换的困难；（2）马克思随后抽去了使用价值并将其撇开不予考虑；（3）商品的共同属性被发现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
然而，当我们阅读第三节时，就会发现这三点并不那么容易维持。在这里，马克思沿着价值表现从其最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形式”出发的逻辑发展，试图阐明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的必然性。最简单的价值形式表现为两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例如，20码麻布值1件上衣，或20码麻布 = 1件上衣。尽管这个等式看起来与第一节中1夸特小麦 = x英担铁的直接交换关系相似，但该等式在这里并不表示直接交换。
麻布通过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比如1件上衣）的使用价值相对地表现自身的价值。麻布在这里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而使上衣处于等价形式。麻布“具有价值这一事实，是通过上衣能直接与它交换表现出来的”（I: 147）。然而，麻布并不能直接与上衣交换。其价值的相对表现并不确保能够实现。
麻布使用价值的特殊性限制了它作为价值的可交换性。为了能直接与上衣交换，麻布必须被选为上衣的等价形式。然而，上衣的价值很可能不是通过麻布的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其他某种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2麻布所有者想把麻布换成上衣的愿望，并不能保证上衣所有者具有相反的愿望。3
当然，只要后者想把自己的商品上衣换成麻布，那么只要麻布所有者在上衣的使用价值中表现麻布的价值，他就可以轻易且直接地完成交换。上衣作为麻布等价物的这种直接可交换性，仅仅是由麻布在相对价值形式中对其价值的主动表现所赋予的。货币同一切其他商品的直接可交换性，已经在这最简单的、却是辩证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关系中初露端倪。
因此，在第三节中，（1）马克思一般而言并不假定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容易发生。相反，他表明处于相对形式中表现其价值的商品并不具有直接可交换性。与此同时，（2）他在这里并未把使用价值撇开不予考虑。对使用价值的抽去并不像第一节中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最后，（3）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仅仅把商品的共同属性视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他强调，“商品具有对它们全部共同的价值形式，与它们使用价值形形色色的肉体形式形成鲜明对比”（I: 139）。他在此指的是作为完整价值形式的商品的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它是从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在逻辑上发展而来的。
从第三节对价值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看，第一节中从交换价值向价值实体的归结如今显得可疑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应像第一节所提出的那样从其直接交换的角度来处理。此外，只要通过从交换价值中抽去使用价值，将商品的价值直接归结为抽象人类劳动的量，交换价值就仅仅被当作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中介。
相比之下，在第三节中，交换价值被视为商品的价值通过等价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行相对表现的必然形式。这种价值表现是商品价值本性所固有的。因此，作为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如今表现为价值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绝非单纯的理论中介，也不是价值概念之外的东西。
当马克思在第三节中写道以下这段话时，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第一节中对交换价值处理的不充分之处：
在本章开头，我们依照通俗的说法说过：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错误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同它的使用形式不同的独立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如果把商品孤立起来看，它决没有这种形式，只有在同另一种不同种类的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它才会具有这种形式。（I: 152）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需要修正他对交换价值的处理呢？或者说，为什么他在讨论第一节和第三节时，留下了我所对比的这些颇为不同的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价值形式理论的第三节是在后来才完成并置于该位置的；它首次出现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1873年）中。在第一版（1867年）中，第一章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写得不够明晰，因此马克思被迫在第一卷附录中对其再次单独论述。由此，正如他所说，他通过澄清这种双重阐述对这一节进行了“彻底的修改”（I: 94）。然而，这一理论进展似乎并没有完全延伸到第一节。
其次，与第三节所展现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独创性形成对比，第一节对价值的阐述反映了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在《原理》（1817年）开篇的讨论，在某些方面呈现劳动价值论的方式与《资本论》第一节几乎如出一辙，4因为李嘉图在观察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后，将交换价值分析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比例，然后通过从交换关系中抽去使用价值，将这些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每种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类劳动量。与第三节相比，构成《资本论》第一节特征的那三点显然不是马克思所独创的。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古典理论残余吗？
此外，如果我们再次强调马克思在第三节中对价值形式处理的特殊性，那么第一节中的讨论就必须被视为显然不够令人满意。价值的概念同价值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这对于马克思阐明价值关系历史性质的独特尝试尤为重要。商品之间在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要求价值关系在逻辑上只能通过价值形式表现出来。
价值形式
尽管《资本论》第一卷的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但作者在该卷的前两篇中并没有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相反，他首先论述了产生商品流通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第一篇中），接着论述了建立在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在第二篇中）。商品、货币和资本是商品经济中的基本流通形式。而它们的逻辑关系则被展现为价值形式的发展。
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是从第三篇才真正开始的。出现在第6章（即第二篇）中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和卖”，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根本性的历史前提。然而，商品、货币和某些类型的资本（如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没有这一前提的情况下也能出现。它们存在于或多或少普遍见于社会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商品经济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独特性，表现在构成一般商品经济的价值形式包容了社会的劳动过程。与此同时，每种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在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完全通过价值关系来处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社会必然性地联结在一起。
价值形式与社会劳动过程之间联结的这种社会的必然性，在一般的商品经济中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在除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一切社会中，绝大部分劳动过程都不是由价值形式组织的，而是由某种共同体秩序或政治秩序组织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贸易只是局部的，且往往主要表现为共同体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些社会中，物质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即使商品贸易无法保证再生产每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够在没有严重紊乱的情况下得以维持。
正如我们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见到的那样，通过从交换价值中抽去使用价值来表明价值实体是生产每种商品所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这一理论困难，在这里再次出现。一方面，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关系应当从其历史特征来进行分析，这种历史特征并不局限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在逻辑上阐明根据每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调节价值关系的社会的必然性。
因此，《资本论》第一节中从交换价值向价值的社会实体的直接归结，不仅与第三节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存在某种不一致，而且在社会必然性的逻辑证明上也存在不足。与价值形式理论不同，它在本质上并非马克思独创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价值理论的一种残余。
在论证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之前，不提及价值实体，是否可能澄清这一不一致性并提纯马克思独创的价值形式理论？这正是受宇野弘藏著作启发而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展开的关于价值理论广泛讨论的核心所在。5
乍看之下，价值形式似乎同作为社会劳动结晶的价值实体不可分割，且只能从价值实体中推导出来。但社会劳动过程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形式，因为社会劳动过程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的特有基础，而是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甚至社会分工本身也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参见 I: 132）。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交换最初始于共同体社会的边界（I: 182）。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质在于它最初是作为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起来的。它来自社会劳动过程的外部，而非内部。尽管它起源于古代历史，但它并不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与社会劳动过程的情况不同）。因此，它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再次被消除。由此，价值形式在理论上是可以同劳动量中的社会关系区分开来的。它们既不是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也不是劳动产品所固有的。
即使在所有劳动产品都采取价值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某些被赋予商品价值形式但本身并非劳动产品的事物。至少有一种核心商品——劳动力——绝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当作次要的例外情况。
因此，将价值形式理论从价值实体的分析中剥离出来，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之前不涉及后者而单独论述前者，并不是不合理的。尽管这种处理方式初看起来可能像是偏离了劳动价值论，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这种方法通过消除在《资本论》早期章节中所发现的某些弱点或困难，增强了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中的逻辑必然性。6
当被抽象为形式概念时，价值在质上表现为商品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普遍必然性。在量上，它代表着与商品间交换比例相关的社会标准，这将在我们随后的考察过程中得到更具体的展示。
沿着价值形式从上述最简单形式出发的逻辑发展，我们能够达到作为商品价值表现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在这一形式中，商品黄金被所有其他商品置于“一般等价形式”的地位，并被赋予同所有其他商品直接可交换的垄断权。尽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质的差异，但它们现在以价格形式表现其作为价值的质的同一性。它们在价值上的量之差异，在它们的价格中获得了相对但统一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价格并不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之外，反而对于价值概念作为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价值在价格中的表现是私人的、无政府状态地给出的，因而不能直接具有社会的客观性。然而，货币不仅具有“给商品提供表现自己价值的材料”（I: 188）的职能，而且反复地“作为购买手段通过实现商品的价格”（I: 211）发挥作用，从而迫使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当购买不够迅速时，商品所有者必须降低价格，反之亦然。通过迫使商品所有者修正其价格，购买的不断重复揭示了价格的重心，从而通过价格的波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宇野的看法，价值尺度的形式应当在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这一职能的重复中去寻找。商品经济中价值衡量的无政府状态形式正是以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的。与此同时，如果购买的重复能够揭示价格围绕其波动的标准水平，那么商品价值中必然存在某种独立于市场价格单纯变动的客观关系。即便仅仅在流通进程中观察价值形式，货币的职能也揭示了一个支配着波动价格的“隐秘”客观调节者。
这种从流通进程底部对价值关系起作用的客观调节者，也反映在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所必需的货币量的波动中。在反复充当购买手段的同时，货币使得某种程度的商品社会流通成为可能；在此它为商品所有者扮演着交换媒介的角色。在这种商品流通中，“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总额，一方面由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另一方面由互相对立的形态变化过程的相继流动速度决定”（I: 217–18），而不是反过来。7
只要流通手段的量是根据商品价格总额（取决于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动来调整的，商品流通领域之外就必然存在其他货币形式。贮藏货币、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形式，一方面为调节流通手段的量提供了手段；另一方面，这些货币形式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表现为商品经济中独立且绝对的价值形式。
当货币由此表现为代表性的和绝对的价值形式时，在与商品流通的关系中将货币用于自身的增殖便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此，这种作为货币的独立价值形式——在商品流通之外积累起来，并且是经济形式通过商品流通发展的最终产物——便成为“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I: 247）。
当货币被用于为了贵卖而购买时，它就转化为了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表述的：“因此，G—W—G’事实上是在流通领域内直接显现的资本总公式。”8在生息资本的情形中，“G—W—G’的流通被简写”为G—G’的形式。马克思并未将资本直接置于生产过程中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手段的位置。甚至“剩余价值”的概念在这里也是以超出最初预付额G的货币增量ΔG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不是直接表现为剩余劳动的化身。9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他的价值形式理论延伸到了第二篇第4章的“资本的总公式”中。资本在这里表现为价值无限增殖的形式，不断重复着G—W—G’的形态变化。
这一资本公式尤其可以在逻辑上从货币的最后一种形式、即理论上出现于多个商品流通领域之间的“世界货币”（或Weltgeld）中推导出来。因为既然世界货币能够很容易地转化为商人资本的形式G—W—G’，它就可以利用各个流通领域之间不同的价格水平进行预付，以获取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资本形式中的剩余价值来源完全在其运动之外。跨越各个流通领域的价格多样性波动对于这种资本而言是在外部发生的，并使其或多或少具有投机性。它还试图利用同一流通领域内部的价格波动。因此，它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任何贱买贵卖的机会。
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扩大其贸易，商业资本家借入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闲置状态的货币，并支付利息。因此，生息资本的形式G—G’能够以商业资本形式为基础而出现。在这一形式中，一定数量的货币被贷出一段时期，并带着余额归还。作为利息的剩余价值来源，实质上位于其形式之外。这种形式的资本对其剩余价值的来源变得漠不关心，只要有人需要借钱并支付利息，它就会出借。
因此，在原则上，货币转化为商业资本形式，进而转化为生息资本形式。但是，只要这些形式的资本缺乏剩余价值的内在源泉，其价值增殖就不是确定的，其在扩大规模上的持续进行也得不到保证。因此，资本作为价值自行增殖的运动尚未完全确立。
为了克服资本形式与商品流通中价值关系的这些局限性，在逻辑上要求产业资本形式的出现。然而，它不可能在所有流通领域中普遍出现，也不可能扩展到整个商品世界。它只能在存在特殊历史—社会条件的商品流通领域中产生：即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或众所周知的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因此，与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形式不同，这种资本形式的产生局限于商品经济漫长历史中的特定时期，也局限于商品世界普遍领域中的特定流通范围。10
然而，在具备了这一特定前提条件的商品流通中，产业资本的形式G—W…P…W’—G’便出现了，它将流通与生产两者联结起来。在资本的这种运动下，不仅剩余价值的内在源泉，而且价值规律的社会必然性都将清晰地展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产业资本形式来考察价值实体，而产业资本形式正是价值形式逻辑发展的最后一种形式。
价值实体
在古典学派的劳动理论中，构成一切社会形式共同要素的社会劳动过程，同商品经济特有的价值关系之间的区别并未得到澄清。劳动量的社会关系总是仅仅被视为价值关系。这种局限性是古典派未能理解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的结果。对价值形式与对劳动过程两者的理论误解是密切相关的。
相比之下，马克思“撇开该过程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面貌来考察劳动过程”（I: 283），并清楚地表明“它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I: 290）。这一劳动过程概念，连同价值形式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至关重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质由此得到了清晰的揭示。
然而，在关于第三篇开篇部分的论述中（该篇载于《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倾向于仅仅将劳动过程视为使用价值的生产。11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性质是有用的具体劳动。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认为，为每个社会阶段所共有的劳动活动仅仅局限于具体劳动的这一规定性呢？劳动的另一种性质、即抽象劳动又如何呢？
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社会劳动时间总量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分配到各种具体生产活动中去。一般而言的社会分工，不仅代表着质上不同的各种具体劳动的社会组织，而且代表着抽象劳动向各必要部门的数量分配。在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通过鲁滨逊·克鲁索的经历、中世纪欧洲社会、家长制农民家庭经济以及社会主义下自由人联合体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劳动时间向各个必要部门的这种分配在任何生产形式下都是存在的。12
因此，抽象人类劳动连同其具体性质，似乎构成了所有社会的共同物质基础。事实上，每种有用的具体劳动都由不同种类的局部劳动构成，这些局部劳动必须通过变换劳动的具体形式来持续进行；而人类从事任何种类有用劳动的能力也是这一过程的基础。因此，具体劳动始终不过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具体形式。
然而，在“劳动过程”一节中，马克思并未论述抽象劳动。他在下一节“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才将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体来论述。这种处理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不同，它只能在价值关系下出现。这既不正确，也与马克思在“拜物教”一节中所表达的立场不一致。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第一章（载于《资本论》）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马克思在那里没有借助价值形式的中介，就将价值概念归结为抽象劳动的结晶。尽管马克思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具有独创性，但他倾向于以类似于古典价值理论的方式将后者直接等同于价值关系。13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只有劳动的具体性质被论述为“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由于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理论之前便讨论价值实体，因而从一开始就使得抽象劳动同价值关系在逻辑上的分离变得困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价值形式理论的提纯同样有助于解决这一困难，并使我们能够在逻辑上独立于价值关系来把握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量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必须完全通过价值形式来处理。因此，价值形式在劳动时间的数量关系中获得了社会实体。表明价值关系是在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上调节的价值规律，表现为具有社会必然性的规律。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作为价值实体的价值形式下的劳动时间社会关系时，必须明确区分劳动力商品同所有其他商品产品的特殊性质。让我们首先考察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实体，因为维持劳动力作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条件。
劳动力不可能在劳动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在任何社会形式中，它在本质上都是生产过程的主体而非客体。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赋予劳动力以价值形式，并且必须能够像购买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购买它。但劳动力的价值形式缺乏作为劳动时间化身的价值实体，因为劳动力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而是人类劳动的主体力量。14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形式同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社会实体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劳动力仅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作为劳动者的这些活的个体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以维持他们的生命和劳动力。这些生活资料代表着生产它们所必需的一定数量劳动时间的化身。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价值的社会总额，以一定数量货币的形式支付给雇佣劳动者，必须刚好足以购买维持其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因此，劳动力价值关联并受制于作为包含在必要生活资料中的劳动时间的价值实体。如果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再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且生活资料的必要数量并未改变，那么劳动力的实体价值就会成比例地减少。
然而，代表雇佣工人生活水平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质与量，并不是纯技术地决定的。“历史的和道德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因素”（I: 275）在此进入了劳动力价值的规定中。15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提及阶级斗争（不同于他在第10章［载于《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工作日长度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压力的结果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这种历史与道德因素的一部分。显然，从长远来看，生活水平既不是生理上的最低限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我们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将其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水平，由一定质与量的必需物品所代表。
资本家通过支付（或者更准确地说，承诺支付）劳动力的价值而把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之后，便可以使用该商品并实现其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劳动的能力，并且除了在生产劳动产品的劳动过程中之外无法得到实现。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则，由工人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不可能属于他们自己。马克思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原因，他说：“产品是资本家的财产，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财产。假定资本家按一天的劳动力价值支付了一天的劳动力；这样，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就像使用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他租用一天的马）的权利一样，就属于他了”（I: 292）。
连同所有商品产品在内，资本家获得了生产过程所包含的全部社会劳动时间。这种包含在整个商品产品中的全部劳动时间，构成了它们价值的实体，并且至少包含两个不同的部分，即从生产过程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劳动时间，以及劳动者在同一过程中新追加的劳动时间。新追加的劳动时间中有一部分是补偿以劳动力价值形式给予劳动者的价值实体所必需的；另一部分则是剩余劳动时间，构成剩余价值的实体。
由生产资料代表的那部分资本被称为不变资本，因为其价值实体仅仅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相比之下，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资本价值被称为可变资本。通过支付劳动力价值而获得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发挥着三重作用：它转移、补偿并创造了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s）的价值实体。因此，通过使用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本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并在社会的和内在的意义上实现自身价值的增殖。资本使自身价值自行增殖的运动，由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基于劳动力商品而确立起来。
让我们进而讨论商品产品的价值实体。如同整个商品产品一样，每种商品产品都包含着由c + v + s构成的价值实体，平均而言由各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所决定。
人们通常认为，必须预设同商品产品的价值实体直接成比例的价格——从而预设商品之间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以便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机制。我想对这种普遍信念提出质疑。事实上，上述全部分析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价格预设蕴含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只要考察所涉及的是劳动力价值的实体与剩余价值的实体，这样一种预设在逻辑上就是不必要的。
当然，每种商品作为其价值形式必然存在某种通过波动的市场价格所维持的标准价格水平；正如上一节关于价值形式的讨论所指出的，这种标准价格是由货币的职能所揭示或衡量的。另一方面，每种商品产品中作为其价值实体必然包含着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因此，在给定的生产技术基础上，作为每种商品价值形式的标准价格与其价值实体之间，必然存在一种稳定的相关关系。
正如我们所见，劳动力价值的调节已经暗含了每种商品中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这种稳定相关关系的逻辑必然性，因为如果在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中不存在这样一种稳定相关关系，雇佣工人就无法通过他们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所获得的货币工资，来保证获得再生产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此外，只有当生产资料中也存在类似的稳定关系时，生活资料的标准价格与其价值实体之间的稳定关系才能得以维持。
然而，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这些相关关系不一定是非直接正比不可的关系。商品的标准价格完全可以稳定地代表并不直接成比例的物化劳动时间量。
与此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在劳动力的情况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与必要生活资料之间应当发生某种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劳动力价值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作为其社会实体的劳动时间等价交换。这一点必定是自古典学派以来支撑着将劳动价值论视为劳动量等价交换的基本核心。在此应当指出，劳动力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下唯一的“简单商品”。劳动力不是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它的再生产不会带来任何剩余价值。包含在必要生活资料中的劳动时间仅仅被消费掉，并且必须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实体反复被提供。以生活资料形式给出的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通过工人的消费被转移或增加。因此，这里必须重复某种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
商品产品的再生产逻辑则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所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实体通过其生产过程直接体现在其中，并由三个不同部分构成，即c + v + s。当通过价格进行的物化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反复发生时，每种商品的再生产是否还能维持？
在一定限度内，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当这种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给资本家带来的总量超过其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时，他继续进行商品生产是没有问题的。他补偿了他预付资本的价值实体（c + v），并获得了比他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所榨取的更多的剩余价值实体（s）。与此相反，当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带来的劳动时间少于资本家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时，他能在此限度内继续其商品生产就成了一个问题。
然而，不难看出，最大限度是由其单位商品产品中的剩余劳动时间（s）量决定的。换言之，只要该商品必须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再生产出来，通过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量就必须至少足以重新购买在其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要素。因此，即使标准价格与物化劳动并不直接成正比，代表c + v的劳动时间也必须至少作为通过这种价格进行交换的结果而重新获得。16由此，作为每种商品中所包含劳动时间的价值实体，在s的范围内调节同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时具有某种弹性。
当然，资本如果得不到剩余价值，就无法作为资本发挥职能。作为商品交换的结果，每个资本都必须能够保留其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剩余劳动时间的至少一部分。因此，在资本的具体运动中，由价值实体调节交换比例的弹性范围必定小于s。为了进一步阐明通过竞争价格在各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原理，我们必须考察生产价格理论，该理论展示了商品产品中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具体关系。
生产价格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中的“成本价格和利润”来开启他的生产价格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试图以作为价格的价值形式来考察价值关系。他把成本价格定义如下：“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只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III: 118）。在这一成本价格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职能被撇开不予考虑。这种处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可以说，它［资本］跨出了它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了外部的生活关系；在这里，互相面对面的，不是资本和劳动，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个人”（III: 135）。
与此相对应，“剩余价值本身并不表现为对劳动时间的占有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其成本价格的余额，因此成本价格容易被表现为商品的实际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而利润则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的余额”（III: 135）。因此，剩余价值在这里通过价格关系被观察为出售价格超出成本价格的余额。
当剩余价值被视为超出成本价格的余额时，它似乎同等地源于资本的所有不同要素。不仅如此，剩余价值被视为不仅是进入成本价格的那部分资本的产物，而且是包括固定资本在内的全部预付总资本的产物。由此，出售价格表现为由成本价格和利润所构成。
在《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的价值形式理论中，马克思阐明了商品价格形式的逻辑必然性，也阐明了剩余价值作为超出原预付货币额的货币增量的形式。在这里，他似乎联系出售价格和预付总资本，把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发展为成本价格和利润。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价格形式（表现为出售价格超出成本价格的余额），是资本主义剩余产品分配原则的基本形式。
各个个别资本价值增殖的效率，在竞争过程中是通过将一定时期（比如一年）内实现的利润总量同按价格计算的预付总资本进行比较来衡量的。只要投入资本之间的竞争得以自由重复，在各生产部门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条件下运营的资本利润率就趋向于均等化，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而竞争同建立在无政府状态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在资本之间的竞争过程中市场价格的波动所趋向的标准价格，必然由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构成，平均利润意味着按平均利润率对每单位商品产品进行成比例的分配。这样，标准价格就具体表现为生产价格。
作为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生产价格与成本价格和利润一样，直接由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衡量。然而与此同时，正如我们下文所将看到的，它代表着价值实体对价格进行调节的具体形式。
一般而言，生产价格不可能直接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它们带来了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但是，商品中所包含劳动时间交换中的这种不平等，只有在存在剩余劳动的前提下才是被允许的。相反，代表c + v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必须通过商品按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而恢复到完全相等的数额。生产价格中的成本价格“必须始终买回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要素”（III: 118–19）以及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量。加在这一成本价格之上的平均利润，则代表并中介着对包含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劳动时间的资本主义再分配。
如果我们牢记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确信，作为价值的具体展开形式的生产价格，同作为每种商品中所包含劳动时间的价值实体，是属于不同范畴的量。表现价格的黄金物理量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通约的。商品产品之间的交换是按照它们的价格进行的，并趋向于从背后受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所调节的生产价格。
一旦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区别得以澄清，生产价格理论就绝不再意味着某种将交换比例从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改变为不平等交换的理论。生产价格绝非对价值规律的修正，相反，它们展现了价值规律本身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
几乎所有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都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及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区别。它们预先假定，作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价值实体可以直接成为某种价格，即“价值价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类错误观念部分源于马克思本人。正如我们所见，尽管马克思试图创立价值形式理论以及作为价值形式具体发展的生产价格理论，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自己价值理论中的古典残余。结果，价格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于被视为价值实体的形式表现，根据价值规律中介着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在价值价格的这一前提下，他的生产价格理论不可避免地仍然留下了至少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一开始把商品的成本价格定义为其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要素的总价值c + v，所以将这些要素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结果还应当进一步加以澄清。17
自从保罗·斯威齐利用鲍特凯维茨的处理方法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它就受到了广泛争论。18让我们首先考察鲍特凯维茨—斯威齐解法。假定存在三个主要生产部类，即：第I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II部类生产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第III部类生产资本家所需的消费品。如果ci.、vi、si分别代表第I部类等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按价值计算的简单再生产关系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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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符号r代表平均利润率。为了简便起见，固定资本在我们的观察期（比如一年）内未被消费的价值部分被撇开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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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成本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鲍特凯维茨和斯威齐引入了三个未知数x, y, z，它们分别是第I、II、III部类商品产品的生产价格对其价值的比例。例如，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是其价值的x倍。那么，按生产价格计算的方程组应当是：
[image: Image]
这里有四个未知数（x, y, z, r）和三个方程。为了得到唯一解，我们或者需要增加一个方程，或者减少一个未知数。鲍特凯维茨和斯威齐建议通过令z = 1来减少未知数。给出的理由如下：
生产一单位货币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单位数，将在两种核算体系之间提供直接联系。假定价值体系已经用货币术语表示，并且黄金——我们将其归为奢侈品——已被选作货币商品。那么一单位黄金（比如三十五分之一盎司）就是价值单位。为简便起见，我们还假定其他奢侈品的单位选择使得它们都按一对一的基础与黄金单位相交换：换言之，包括黄金在内的所有奢侈品的单位价值都等于1。19
这提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逻辑区分原本可以在这里加以利用，以便更彻底地澄清问题的本质。只要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具体形式，生产价格就是用货币或黄金的实物单位来衡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货币商品黄金充当价值尺度。但是黄金的实物量不能成为以小时计算的作为抽象劳动的价值实体的单位。如果方程组（1）代表以劳动小时计算的价值实体，那么一单位黄金（在我们的例子中比如三十五分之一盎司，称作一美元）中可能包含一定小时数的劳动时间，比如两小时，而不一定是一小时。那么一单位黄金就可能对应两单位的价值实体，而z就变为½，而不是1。当货币商品的单位尺度（在我们的例子中为三十五分之一盎司黄金）确定后，系数z的尺度就由生产技术条件决定。无论z的尺度如何，一旦确定下来，方程组（2）基本上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系数x、y与z成比例变化。
一年内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小时数，与表现其生产价格总额的黄金单位数（美元）不可能一致，因为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只要牢记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逻辑关系，这绝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然而，上述引用的斯威齐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并不足够明晰，无法解决该问题。虽然他承认货币商品在价格中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但他的解释一方面听起来就好像方程组（1）中表达的价值实体也是用黄金单位（美元）计算的一样，说“价值体系已经用货币术语表示”或“一单位黄金……是价值单位”。另一方面，它似乎暗示价格可以通过货币商品的“纽带”用劳动单位来衡量。无论如何，它无法反驳那种认为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意味着改变价值价格的交换比例的普遍观点。混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错误依然存在，并引发了进一步的混乱。20
撇开我们上面讨论的令z = 1是否恰当不谈，在鲍特凯维茨—斯威齐解法中，除了第II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构成的例外情况之外，根本无法保证总价格会与总价值一致。此外，如果黄金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偏离第III部类的平均水平，在这一解法中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也无法相等。因此，该解法似乎同马克思本人关于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相等、以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论断相矛盾。
温特尼茨（1948年）通过增加第四个方程Σ (ci + vi + si) = Σ (cix + viy + siz)提出了另一种解法。他没有令z = 1，而是维持了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之间的相等。21然而，这一设计通常无法确保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的相等。
为了满足这一条件，米克（1956年、1967年）代之以Σsi = Σsiz作为第四个方程。此外，他断言第I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应当等于社会平均水平，以便比率Σ(ci + vi + si)/Σvi能够等于比率Σ(cix + viy + siz)/Σviy。22包含后一个条件是为了确保雇佣劳动在所生产总价值中的相对份额不因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而改变。然而，第I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否真的总是等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令人怀疑的。如果不相等，那么在生产价格下雇佣工人的相对份额是否必然同其在价值关系下的份额发生实质性偏离？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米克的解法并不必然与总价值应当等于总生产价格的断言相容。
根据西顿（1957年）的研究，当第II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水平时，包括（1）z = 1、（2）Σ (ci + vi + si) = Σ (cix + viy + siz)以及（3）Σsi = siz在内的所有条件都可以同时得到满足。23但因为这种假定缺乏普遍性，西顿的解法可能会引发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普遍适用性的怀疑。
在1960年之前提出的这些解法的方向是否存在某种问题？在最近A. 梅迪奥（1972年）、D. 莱布曼（1973—1974年）、M. 德赛（1974年）、A. 谢克（1974年）和D. 亚菲（1975年）重新点燃的论战中，24强调了以下几点。
1)  与新古典学派或新李嘉图主义者不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是关于商品产品相对价格的理论。它首先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理论，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经济基础。
2)  在这一共同认识的基础上，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之间在维度和任务上的区别得到了重新强调。
3)  此外，价值的概念被扩展，以致不仅包括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价值本身，而且包括作为通过货币价格或货币生产价格所能获得的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
在强调第一点的同时，梅迪奥引入了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理论，以确立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联系。25然而，他的“平均商品”ω*不能作为实际的价格标准，因为ω*产业的资本构成通常不可能与黄金工业相一致。此外，他的解法意味着否定了马克思关于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以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论断。在维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之间剥削率不变的莱布曼解法中，同样伴随着对这些论断的否定。
德赛试图通过强调第二点、即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来避免对马克思这些论断的直接否定。26相反，谢克和亚菲则试图通过阐发第三点来证明总价值与总价格的相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德赛，而且谢克和亚菲都还未能把货币生产价格置于作为价值概念的根本性扩展、或作为价值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地位。包括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在内的价值概念，仍旧倾向于仅仅被局限在价值实体的维度之内。结果，货币价格被看作仿佛只是某种偶然的、处于价值关系外部的东西。
虽然我赞赏最近对上述归纳的三点的思考，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倾向及其结果是发展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独创理论的正确途径。我们必须将货币生产价格确认为价值的展开了的具体形式。即使它们属于不同于价值实体的维度，我们也必须阐明它们如何代表并中介价值实体。如果我们的考察路径是正确的，我们就能够更加令人满意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以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论断的真实含义与一致性。
为了探究这些要点，让我们回到鲍特凯维茨—斯威齐方程组并尝试对其进行重构。只要简单再生产被假定为一种简化的投入产出模型，按劳动小时计算的价值实体就应当具有方程组（1）所表达的数量关系。然而，例如（1）中的方程c1 + v1 + s1 = Σci，不应当被解释为商品按其价值价格进行交换的表达式。它表达的事实是：无论这些部类的商品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相对价格如何，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实体都必须用于补偿所有部类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如果我们用ai表示ci + vi + si之和，那么为了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机制，只要假定存在与ai相对应的某种标准价格水平就足够了。在生产价格理论中，方程（3）可以用于使这些标准价格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中更加具体化。
正如我们所见，在求解方程组时，z不必等于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利润率r的绝对水平以及x:y:z的相对大小，都与这些方程中z的尺度无关。假定z等于½，而不是1。我们可以借用鲍特凯维茨和斯威齐的一个数值例子，将z化为½。
我们必须比较三个表格（参见第113页）。从包含在商品产品中的价值实体出发，我们经过相应的生产价格，并通过遵循以W’—G—W形式进行的资本主义商品的社会交换，最终达到各个部类所获得的价值实体。第一和第三个表格应当用劳动小时来计算，比如以十亿小时计。第二个表格则用黄金单位来计算，比如以三十五分之一盎司的十亿倍计（称作十亿美元）。27
在表1和2中，总价值与总价格、或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不存在相等关系，这已不再令人奇怪。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级次并以不同的单位来计算。假定劳动量与表2中的数字直接成正比是可能的（遵循转形问题所谓的“新解释”［NI］或“时间单系统解释”［TSSI］，正如我们在本版补充的注释28中所将看到的）。然而，这些假定与表2中的量直接成正比的劳动量，并不代表通过生产价格所获得的实际价值实体。只要每个部类的资本家必须继续其生产，他们就必须把按生产价格出售其商品产品所获得的货币重新投资，并重新购买消费掉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价格(cix + viy)（见于表2）在实现为货币之后，必须用于补偿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实体(ci)，并用于支付工资，凭借这种工资，所雇佣的同样数量的工人必须能够获得生活资料中的价值实体(vi)，如表3所示。通过按生产价格买卖商品，ci和vi的各个项目，以及它们在表1中的总额，都能够并且必须以相同的数额重新出现在表3中。
与此相对应，包含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劳动时间，仍然是作为利润形式被支配的唯一的社会价值实体。Σs´i必须始终等于Σsi。然而，与ci和vi的情况不同，si中的价值实体部分不必在每个部类中都以相同的数额得到补偿。资本之间的竞争以生产价格的形式使利润率均等化，强制推行剩余价值实体的再分配。在此假定简单再生产以及第III部类具有单一的资本有机构成（或单一产品），剩余价值实体就按照pi（见于表2）的相对大小进行再分配。把这一结果s´i加到ci和vi上，我们就得到了按生产价格实际获得的价值实体(a´i)，如表3所示。
表1：所生产的价值实体（ai）（十亿小时）
[image: Image]
表2：生产价格（Pi）（十亿美元）
[image: Image]
表3：所获得的价值实体（a´i）（十亿小时）
[image: Image]
结果，第I、II、III部类通过生产价格分别将375、300和200的总量同411、284和180（以十亿小时计）相交换。因此，在表3中，a´i与Σci、a´2与Σvi以及a3与Σsi之间的相等关系消失了。这并不是问题，因为表3展示的是交换的结果，而不是交换的起始条件。其中的s´i仅仅被资本家消费掉。而ci和vi则被用于在随后的时期再生产出与表1相同的结果(ci + vi + si)。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作为表2所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根本上受表1所示价值实体的调节。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级次并且在名义上不相等，但总价格与总利润不过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总实体在价值的具体形式中的表现。作为生产价格的中间价值形式，不可能改变所生产和交换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总实体。因此，马克思关于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以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论断的意图，并未被削弱，反而是通过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区分得到了证实。
表1—3的基本逻辑结构，即使在模型扩展到n个部门时也依然保持不变。特别是，如果每个部门的资本家都消费相同构成的商品（保持简单再生产），那么所生产的价值实体同通过生产价格所获得的价值实体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将具有与以往相同的性质。当每个部门资本家消费的商品构成变得不相等时，s´i就不一定与pi成正比。这也会引起a´i的变化。但所有其他项目都将保持不变，包括Σs´i和Σa´i。当通过pi支配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时，情况也是如此。
在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或投入构成中所体现的不断变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很难用上述类型的分析来处理。事实上，在表1所表达的基本条件处于重构过程中的时候，对生产价格水平的理论确认在某种意义上就变得不可能了。因此，价值实体对生产价格的调节，预先假定了在一个时期内（哪怕是很短的时期）存在稳定的技术条件。
然而，包括生产价格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绝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静态理论。即使在给定的稳定技术条件下，资本之间的无政府竞争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生产价格仅仅作为市场价格这种偏离性波动的重心而出现。从价值实体的角度来看，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这种偏离，仅仅引起s´i以及相应地a´i的变化。
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偏离并不意味着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反，它构成了价值规律具体机制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价值实体对生产价格的调节，要求将社会必要量的死劳动与活劳动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这种劳动量的分配可以通过资本主义下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来实现。代表着劳动分配无政府扰动的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引导着资本去纠正这种扰动。
因此，作为价格的价值形式具体地分化为波动的市场价格与中心的生产价格。两者作为价值的具体形式，共同构成了调节价值实体的必然机制。正如我们所见，在s范围内的弹性，允许并且必然要求通过这种具体的价值形式对劳动分配进行无政府的扰动与调整。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通过趋向于生产价格的市场价格来调整劳动的分配，只能在具有一定价值水平的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可获得性的基础之上进行。一旦失去这种可获得性，价值规律的所有资本主义机制就将难以为继。扰动将无法局限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范围之内。剩余价值生产本身也将变得困难。当这种困难发展到危机的地步时，甚至代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资本价值也将遭到破坏。
分析这样一种危机为什么以及如何必然发生，以及资本在原则上如何能够克服这种危机的灾难，正是危机论的任务。关于劳动力和商品产品两者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逻辑关系，应当在包含周期性危机必然性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得到更具体的研究。因此，正如我将在本书第6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必须系统地发展为危机论，而危机论反过来也应当同价值理论保持一致地得到完善。
4
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
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中的问题
在将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见第三卷第9章，《资本论》），马克思接着在标题为“通过竞争使一般利润率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的第10章中讨论了市场价值。这一复杂的章节首先回顾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转形程序：
就具有平均的或接近平均构成的资本而言，生产价格……与价值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而利润也与它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相同。其他一切无论具有何种构成的资本，在竞争的压力下都趋向于这种平均水平。(III: 274)
与此同时，“一切生产部门的利润总额必然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总额必然等于它的价值总额”（III: 273）。接着马克思指出：“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形成的，因为这显然是一种结果，而不能是出发点？”（III: 274）。
马克思似乎在这一章临近结束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竞争通过资本的再分配，将价值意义上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我们读到：
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各个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不同有机构成，就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到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或者简言之，通过它根据利润率在这里下降而在那里上升的情况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资本造成了这样一种供求比率，使得各个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变得相同，从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III: 297)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是否应当理解为：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由资本所调节的死劳动与活劳动的配置将会发生改变？如果在价值关系下每种商品的供求均衡比率与在生产价格下的不同，我们是否仍能将前者视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框架，而不仅仅是没有现实性的纯粹虚构假定？这些问题将我们带回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证明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等价交换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在提出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问题之后紧接着涉及了这一点，他问道：“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进行的这种交换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III: 275)。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简单商品生产者的交换模型，其中“劳动者自己占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同上），随后他得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III: 277)。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以及随后的鲁道夫·希法亭在对庞巴维克的反批判中，扩展了这一观点，并主张一种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历史—逻辑转形理论。1然而，历史—逻辑转形理论并不能成为最终的解决办法。首先，与资本主义生产者不同，简单商品生产者无法支配整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交换关系并不必然由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调节。其次，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卷第三篇起，显然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而非前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鲍特凯维茨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生产价格理论中对成本价格的处理也仍是不完备的。2
为了克服这些转形问题，我认为澄清并运用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原本区分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把生产价格视为价值的一种发达形式，并研究作为价值社会实体的商品中所凝结的量纲不同的抽象劳动时间量，是如何决定生产价格的。生产价格在调节劳动总量的社会分配中的作用也必须予以澄清。这一视角已在前面的第3章中做了详尽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因为本章的主题并非转形问题本身。但正如我们稍后所见，在此语境下回顾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并考察它与适当的生产价格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重新考察了商品按其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的情形之后，马克思接着探讨了同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因生产条件差异而不相等时，单一的市场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对市场价值的这一考察占据了第10章即第三卷《资本论》的主要篇幅。然而，马克思系统阐述市场价值理论的尝试并未完全完成。特别是，他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论。
其中一种理论将市场价值定义为直接由技术上的平均生产条件所决定。例如，马克思在这一语境中说道：
一方面，应把市场价值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把市场价值看作在该部门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的商品的个别价值。(III: 279)
在唯有这种定义下，市场价值被视为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不同个别价值的平均数，或者被视为在平均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这可以被称为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严格来说，平均的生产条件与占主导地位（或最常见）的生产条件并不总是一致的。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相同的。在这一理论中，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在决定市场价值水平上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它会引起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这一重心上下波动。
与此相反，马克思的第二种理论赋予需求在决定市场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马克思说道：
如果需求极其旺盛，以至于当价格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调节时需求也不缩减，那么这些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除非需求大于通常情况，或者供给跌至通常水平以下，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量超过了按平均市场价值所能售出的数量，那么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会调节市场价值。(III: 279–80)
在这一语境中，“决定市场价值的是两个极端中的一个”（III: 286），而不是生产的技术平均条件。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市场价值的供求理论。
在第三卷的第10章（《资本论》）通篇中，马克思反复陈述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在哪个方向上我们应当完善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抑或我们能否统一马克思在这两种理论中所表达的意图？最后，我们又该如何协调市场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我们将通过回顾日本在此问题上的论争来考察这些要点。3我们希望，我们的考察将澄清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刚刚开始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地租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石。
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
如果供求比率决定了市场价值的水平，这可能会掩盖由生产商品所凝结的抽象劳动量对价值的决定，并且可能类似于边际主义的供求价格理论。为了避免这种立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更倾向于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定义，并将市场价值解释为由生产某种商品在技术上所必需的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在日本的争论中，向坂逸郎和横山正彦等人就提出了这种类型的解释。根据这种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只要生产条件保持不变，供求关系的变化就只能引起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对我们而言，这种解释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马克思在提出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时单纯犯了错误，还是我们能够使马克思的这两种市场价值理论保持一致？
人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横山依托于罗森堡，给出了最正统的解释之一。4按照横山的观点，马克思的第二种解释实际上涉及的是市场价值因起支配作用的技术条件发生变动而改变的情形。在下述情况下，它与第一种解释是一致的：即增加的社会需求绝大多数由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供给的增加来满足，以至于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如今构成了该商品生产的大多数；或者反过来，生产过剩排除了在较差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从而使得最有利的条件成为生产绝大多数商品的条件。5这是试图从技术平均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给出一致解释的一种尝试，但它无法对马克思的不同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整合。首先，只要其他条件仍然存在，最不利或最有利的生产条件就不能成为技术平均理论中市场价值的唯一调节者。其次，这种论断很容易被批评为一种主观臆断的解释，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其第二种理论中根本没有提及较差或较好生产条件所占比例权重的变动。
为了使这一解释与生产条件的技术平均决定市场价值的观点完全一致，山本二三丸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认为马克思第二种理论中的“市场价值”一词一定全都是“市场价格”的印刷错误。6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第二种理论”，而马克思的立场就被单纯归结为这样一种命题：供求关系的变化只影响市场价格，而不影响市场价值。然而，山本无法为其印刷错误说提供任何文献版本上的证据，而且毫不奇怪，他没有为这种解释赢得任何追随者。
大岛雄一试图不那么片面。7他认为，马克思的第一种理论应当被视为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而第二种理论不应被抛弃，而应被定位为用于分析垄断定价、产业周期的某些方面以及级差地租逻辑等情形的特殊理论。然而，即使在这一解释中，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也没有被整合起来；它们只是被割裂到不同的情形中。而且技术平均理论在没有考虑市场作用的情况下就被当作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这样一来，马克思在第二种理论中所展现的考量与意图的重要性仍未得到充分发挥。
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市场价值的第一种理论与第二种理论起初并存，而没有明确的内在联系。在第一种理论中，马克思完全在生产条件的静态结合的基础上来定义市场价值，而不考虑市场上供求的波动；而在第二种理论中，马克思似乎主张供求比率的变化直接决定了调节市场价值的生产条件。结果，市场价值的波动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变得不易区分。8无论是单纯把这两种理论相加，还是维持第一种理论的原貌，都或多或少令人不能满意。我们必须努力沿着马克思在其市场价值双重概念中所探索的方向来发展这一理论。
市场价值的概念不应仅仅是对价值的静态和技术性定义，而应与市场的动态相联系。同时，市场价值必须被呈现为通过市场波动来调节市场价格的调节者。一个完整的市场价值概念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宇野弘藏试图通过提出市场价值是“通过市场中介决定的社会价值”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双重理论进行更为实质性的重构。9进一步引用宇野的话：
商品的市场价值必须反映供求的均衡，市场价值是该商品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这意味着，当对商品的需求将其市场价格推高至该中心之上时，商品的供给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因此，商品市场价值的决定取决于能够使商品的供给适应对其波动的需求的生产条件。10
在这一观点中，马克思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中所观察到的市场供求运动，并不仅仅与市场价格的波动相关。相反，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商品经济以无政府状态的方式揭示出：满足社会需求所需数量的商品是在何种生产条件下被供给的，从而显现出作为市场价格引力中心并具有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水平。（一般而言，这里没有理由假定起调节作用的生产条件通常会是“处于边际”的两个极端之一。）当然，当起调节作用的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市场价值本身也会改变。然而，这种市场价值的变动在商品经济中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而必须通过市场价格的无政府状态的波动去探寻。在此我们看到，在对应于不同生产条件存在着各种个别价值的情况下，商品经济究竟是如何通过市场竞争的运动使社会价值显现出来的。11同时，市场价值理论还通过指出如何通过市场价格的无政府运动来明确各部门生产条件的社会标准，展示了社会必要劳动在各个商品生产部门间分配的调节机制。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双重市场价值理论的扩展统一，阐明了价值理论的这些重要方面。
让我们进而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在市场价值理论中应该讨论哪些生产条件的差异？可以设想有三种差异。第一种是生产方法的技术改进过程中出现的差异。第二种是即使在相同的技术基础上，由于资本规模的差异所造成的商品生产成本和生产条件的差异。第三种是与以土地为代表的不同的、受限制的自然条件相关的差异。
显然，第一种生产条件的差异实质上包含了《资本论》第一卷超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讨论的同一问题。这种差异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时隐时现，以致宇野有时认为它们应当被视为市场价值理论中的特殊情形。与正统的市场价值技术平均理论相对立，宇野断言自然生产条件（即土地）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他将级差地租理论定位为市场价值理论的扩展发展，而不是对它的修正。
但是，如果生产方法上的技术差异被严格视为一种特殊情况，那么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难道不会过度依赖于生产条件的其他特定差异（例如资本规模或土地等级）吗？在我看来，宇野的市场价值概念反而表明了通过市场对社会价值的一般形式规定，这种形式规定广泛适用于生产条件的所有三种差异。在这一重新表述中，仅凭个别价值的单纯平均数已不能正确定义市场价值。然而，我们认为，“技术平均”理论的一种变体——即把市场价值定义为由技术上占主导地位或最常见的生产条件所调节——在通常的前两种情形中，仍能与这种重构的理论保持实质上的相关性。因为使商品的供给适应于波动需求的生产条件，无论涉及技术条件还是资本规模，通常都表现为主导性的和最普遍的条件。与此相反，在土地这一受限制的自然生产条件下，满足社会需求所必需的边际最坏条件成为了市场价值的调节者。因此，资本间竞争的理论在此需要一种特殊的地租理论，该理论展现了与市场价值相同的调节形式，并在级差地租中具有特殊的社会实体。
为了进一步阐明在这些不同情形下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性质，我们必须考察由于技术进步不平衡而产生的超额剩余价值的实体，以及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的实体。技术平均理论将拥有优越技术生产条件的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解释为来自同一部门中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下经营的其他资本家的价值转移。然而，这种解释显然不适用于级差地租的情况，在级差地租中，最差的边际土地调节着市场价值，从而使在较好土地上生产的一切商品的市场价值都高于其个别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似乎无法通过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价值实体的转移而相互抵消。因此，马克思将这种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差额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资本论》，III: 799）。解释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的社会源泉，对于技术平均类型的市场价值理论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先考察生产价格理论与市场价值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把市场价值的决定看作与生产价格的决定完全分离的事情。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造成了这种分离，因为它在市场价值的决定中没有考虑无政府状态的市场过程的作用。但在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两种分离的机制。相反，存在着一个部门内部竞争与部门之间竞争都发挥作用的统一竞争过程，它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生产价格”（《资本论》III: 300）。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第10章（第三卷《资本论》）的标题还是结构来看，马克思都意在结合生产价格理论来讨论市场价值。
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有助于阐明这一点。按照宇野的看法，决定市场价值的代表性生产条件，只有通过部门内部市场竞争的无政府过程才能辨明。准确确定这一代表性生产条件对于资本之间的部门间竞争是必需的。只有参考各部门中的这一标准，才能对跨部门的利润率进行比较，并发生趋向于使这些利润率平均化的资本动态配置。同时，如果没有部门间竞争，部门内部竞争就会极其有限且无效，因此部门间竞争是决定市场价值的一个必要方面。
在将价值规律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规律方面，生产价格理论相较于市场价值理论更为根本。然而，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形成生产价格的理论，只要缺乏部门内部的竞争理论就不可能是完备的。因此，市场价值理论应当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后加以讨论，并应被视为生产价格理论不可或缺的延伸。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遵从马克思和宇野，在定义市场生产价格之前先阐明市场价值，仿佛市场价值可以脱离部门间的资本主义竞争而单独处理一样？在这方面，我们赞同樱井毅提出并由铃木鸿一郎更明确主张的建议，即部门内部的资本主义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应当作为市场价值问题来讨论，而应当作为市场生产价格问题来讨论。12
毋庸赘述，即使有了生产价格与市场生产价格的综合理论，我们也会看到，跨产业部门平均化利润率的资本主义竞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必然为那些拥有优于各部门标准（因而也是代表性）生产条件的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以这种超额利润形式获得的价值实体。与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相反，我们无需把采用改良生产方法的个别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实体源泉，局限于在同一工业部门中所榨取的剩余劳动。只要在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中分析超额利润的实体，这种超额利润的实体就可以像平均利润某一部分的实体一样，是从其他工业部门榨取的剩余劳动的转移。同时，即使在不存在劣于标准生产条件的资本、因而在同一工业部门内部不存在相反的价值实体转移的情况下，这种超额利润的源泉在逻辑上也是可以设想的。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的实体也是如此。马克思将这部分价值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或者“社会作为消费者为农产品多付的款项”（《资本论》，III: 800）。原则上，这绝不意味着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创造了价值实体，也不意味着对劳动力价值实体的扣除。因此，级差地租的实体应当被视为通过决定农产品市场生产价格的资本主义竞争，将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转移给土地所有者。13
我们当然必须澄清上述两种超额利润的不同历史意义与功能。前者必须作为在第一卷《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超额剩余价值问题来考察，它是改进生产方法并从而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的动力。正如宇野所指出的，它可能包含着改进和更新生产方法的社会必要劳动费用，这种费用或多或少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当然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与此相反，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并不具有这种积极作用，在其他社会形式中也不具有共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在按实际劳动小时数直接估算农产品中凝结的总劳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级差地租完全可以被消除。从这一观点来看，马克思将其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切的。14
因此，在资本主义竞争的同一机制下，相同的市场生产价格形式包含并处理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实体。因此，正如在生产价格理论中一样，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区分在这里也是重要的。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充分阐明价值规律的形式与实体，生产价格理论与市场价值理论不应相割裂，而应相统一，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后者更应直接成为市场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特定功能与机制，以此方式可以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分析。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明确消除某些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观念，即认为当劳动与改良的生产方法相结合时，它通过加强的劳动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认为农业中的“虚假的社会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5
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交换
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减少了对各类市场的社会控制，展现出具有当代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作机制。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尽管新自由主义坚信自由竞争市场秩序具有公平与理性的效率，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破坏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广泛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
因此，我们重新回到了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与运作机制这一理论问题上，以此作为观察这些趋势的参照框架。除其他主题外，本章重点探讨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将其作为理解我们时代全球收入与财富两极分化的一种可能的基础参照框架。这与“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博弈规则下，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可能实现快速发展”（Crotty，2003）的认识相关，并试图为这一视角提供理论基础。
经典理论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至今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有力源头。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否认了劳动价值论的直接适用性，他写道：“在一国内部支配商品相对价值的同一规则，并不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Ricardo，1817，1951，p. 133）。这是因为资本和人口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不会像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那样轻易跨越国界流动。
随后是他著名的关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国际贸易的数值算例。换言之，葡萄牙用来交换英国一定数量呢绒（比如1000码）的一定数量葡萄酒（比如3000瓶），并不是由生产各自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决定的。在英国，生产呢绒需要100人劳动一年，而生产葡萄酒可能需要120人劳动一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发现通过出口呢绒来进口葡萄酒符合自身的利益，因为通过专注于呢绒生产，她可以获得更多的葡萄酒（以及/或呢绒）。在葡萄牙，生产葡萄酒需要80人劳动一年，而生产呢绒需要90人劳动一年。对葡萄牙来说，出口葡萄酒以换取呢绒同样是有利的，因为这样获得的呢绒（以及/或葡萄酒）比在国内生产还要多。因此，英国100人的劳动与葡萄牙80人的劳动之间进行的不平等交换得以实现，并对两国都带来了预期的良好结果。
如果葡萄牙不仅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且还出口呢绒（因为她能以比英国更少的劳动生产同样数量的呢绒），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根据李嘉图的观点，此时英国必须向葡萄牙支付贵金属铸币，而其出口却得不到支付。随着英国货币数量的减少，商品价格受到压制，而随着贵金属铸币的流入，葡萄牙的物价则会上涨。在某一时刻，由于这些价格水平的变化，英国在与葡萄酒生产相比时能够以相对成本优势出口呢绒，从而恢复货币的国际分配以及两国的国际贸易优势。这一逻辑就是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贵金属流动机制。在均衡状态下，按商品（劳动）价值衡量的贵金属铸币的相对（交换）价值在葡萄牙将小于在英国。
提纯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因此并未将其机械地应用于国际贸易。事实上，他假定了国际劳动的非等量（不平等）交换，并在其比较成本学说和贵金属流动机制理论中留下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议题。劳动价值论对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真的无关紧要吗？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国际贸易条件？我们该如何计算不同国家的劳动成本？又该如何理解世界不同国家中货币的相对价值（或不同的价格水平）？李嘉图的理论是否证明了自由贸易的普遍优势？这些问题构成了后继各流派不同研究进路的试金石。
例如，F·李斯特（1841）反对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点，批评该论点仅仅代表了拥有强大工业出口能力这一绝对优势的最发达国民经济的利益，并为主张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关税及产业政策进行辩护。他的方法通过强调国家、社会制度和国民精神在发展成功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奠定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基础。
在基础价值理论中，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是客观劳动价值论普遍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一个关键节点。李嘉图在其算例中并未确切解释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呢绒与葡萄酒的交换比例。只要呢绒与葡萄酒之间的交换比率（P/P）处于100/120 < (Pc/Pw) < 90/80的范围内，李嘉图关于两国互利（从使用价值角度而言）的学说就依然成立。J·S·密尔（1848）通过强调相互需求均等在决定国际交换比率中的作用，促成了背离劳动价值论的转向。新古典边际学派追随了这一转向，比较成本学说随之被重构为依赖于机会成本概念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式生产要素法则。
卡尔·马克思
相反，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试图坚持劳动价值论，并论证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的存在。然而，马克思并未对对外贸易进行充分论述，对外贸易与国家、世界市场一道，在《资本论》中基本上被忽略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其工作计划中（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中所展示的那样），只有前半部分项目——即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成为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要课题，而后半部分项目——即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其主要著作中基本上未被触及（Itoh，1988，3-2）。因此，他对国际贸易的论述仍不完整，且尚未与他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批判联系起来，从而始终成为争论的源头。
例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论证道，即使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劳动的非等量（不平等）交换也是可能的：
在这里，价值规律发生了实质性的修正。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之间的关系，可能类似于一国内部熟练的、复杂的劳动与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较富裕的国家即使在较贫穷的国家通过交换获益的情况下也会剥削后者。（Marx，1971）
因此，他清楚地认识到一种理论可能性：一方面存在着劳动的非等量（不平等）交换和剥削，另一方面又存在着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比较优势所带来的互利。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2章关于“工资的国民差异”的讨论中，这种认识得到了深化并获得了一定的复杂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的平均强度因国而异。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对价值规律的进一步修正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其产品没有在竞争压力下被迫将售价降低到其价值水平，生产率更高的国民劳动就被算作强度更大的劳动。
在比较某一工业部门生产同一种商品（或一组工业部门生产相同结构的商品组合）时，关于不同国家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的价值规律的双重修正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似乎假定了这种情况，因为他在这里假定计件工资作为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尺度。
相反，在逻辑上不可能跨越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工业部门去比较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因为不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它们作为商品的可通约性，要么是由作为其价值形式的价格赋予的，要么是由作为其价值实体的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赋予的。只要国际贸易倾向于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国际分工，要独立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来比较这些国家之间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绝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自觉地回避了比较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劳动强度与生产率的这种逻辑复杂性，而是审慎地专注于将计件工资作为衡量尺度。他的主要意图是表明，在国际贸易中不应放弃劳动价值规律，但它需要根据各国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程度进行修正。
由此留下了一系列问题。这一论点在理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或劳动剥削方面是否有说服力？又该如何理解国际价值规律？货币相对价值的国民差异（作为物价水平的反面）能否通过这种论证思路得到阐释？
然而总体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逻辑，并通过假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并未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给予过多关注。
在研究一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逻辑时，我们确实可以在理论上抽象掉对外贸易，因为只要在给定规模上的正常年度再生产继续进行，“对外贸易就只会用具有其他使用形式或自然形式的物品来替换国内物品，而不影响价值比例”（Marx，1885，1978，p. 546）。这就像是某些国内资本从生产用于出口的国内产品转向了生产此类进口物品一样。只要这种对外贸易实现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效应，并且与在国内生产所需的劳动成本相比降低了获取外国产品所需的劳动成本，它就会主要有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正如国内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所起的作用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在马克思之后，列宁（1917）在其研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该理论处于一个更为具体的层次，它区别于、但又建立在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论基础之上。骨干工业的历史变迁、统治性资本的特征、主导国家、经济政策以及世界市场的结构都被具体地加以考量。马克思毕生工作计划中的后半部分项目（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由此被引入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这一层次。
在将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进行比较时，列宁将这两个阶段的特征对比总结如下：“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的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资本的输出。”（Lenin，1917，1965，p. 72）对列宁而言，强调这一点作为大国间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基础必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新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列宁强调，资本输出成为少数富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坚实基础”（前引书，p. 75）。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中作为国际剥削可能源泉的不平等交换方面，及其与资本输出的相互关系，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表述中往往被忽略了。
日本关于国际价值的论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一直是关于国际价值的一系列争论的舞台。木下悦二编著的文集（1960）中收录了该论战中的八篇代表性论文。这场论战追溯到了列宁之前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并试图通过摒弃J·S·密尔背离劳动价值论的做法，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以下是这场辩论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第一，根据名和统一的观点，如果考察相同的共同骨干工业，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是可能的。发达国家骨干工业中更高的生产率使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值高于其等价劳动价值的黄金货币，从而降低了黄金货币相对于该国全部国民劳动的相对价值。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论点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对劳动强度或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的处理是一致的。尽管它可能暗示了国际劳动的非等量（不平等）交换，但它无法解释具有不同骨干工业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情况。我们能否假定世界市场上各国拥有相同的共同骨干工业？同样，发达国家某个骨干工业更高的生产率究竟如何以及为何以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形式扩展到全部国民劳动中，也并未得到充分说明。
第二，按照平濑巳之吉的观点，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在该理论中，具有异常优越生产率的资本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就如同它们实现了更强强度的劳动一样）应当被应用于国际价值。这样，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相反，出口商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都会将商品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运往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其结果即使不是实际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也是价值等价交换的实现。或者按照赤松要的观点，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理论应当应用于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其中两国的出口都与其国内价值一致。这样，只要葡萄牙生产葡萄酒的劳动是按照英国生产呢绒的简单劳动的100/80倍计算的复杂劳动，就必然实现价值和劳动的等价交换而非不平等交换。
尽管这些解释旨在将马克思价值论的某些方面应用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但其结果却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富国通过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剥削穷国的观点。
针对这些论点，木下悦二强调，由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使在劳动强度和复杂程度相等的国家之间，也会实现国际劳动的不平等交换。按照他的观点，一国更高的国民生产力会导致、并表现为黄金货币相对较低的国民价值。当货币的国民价值不再与国民生产力相匹配时，就会表现为贸易失衡，需要通过黄金货币的国际再分配来重新调整。
木下还将价值规律的修正视为一种仿佛是由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价交换。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是否真正能让我们从简单劳动的角度看清国际不平等交换，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此外，他似乎假定了李嘉图式的货币数量论。他在独立于相对物价水平（货币相对国民价值的倒数）或一国贸易差额来定义国民生产率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因此，他不得不承认，这场论战甚至让国际价值的主要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
在我看来，日本的这场论战反映了战后初期的实际国民关切。列宁基于资本输出的殖民政策这一帝国主义概念，已经脱离了该国的现实。国际贸易以及困扰日本经济复苏的美元短缺问题，显得重要得多。为了赶超美国经济而加强骨干工业和建立国民生产力的需求，主导了举国的关注。
与此同时，与国际资本投资相联系的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同时，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本身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例如作为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的生产价格与价值实体），以及围绕复杂劳动的理论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因此，国际价值概念本身必然保持着问题性和模糊性。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作为价值形式的重力中心（其售价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商品），往往被直接视为包含更多的劳动实体，就好像它们是复杂劳动或强化劳动的产物一样。劳动的非等量（不平等）交换问题由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遮蔽了。
回顾历史，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和复杂（熟练）劳动的基本理论本身留下了严重的困难，因为它们不切实际地假定了更大劳动量的支出，就如同它是通过强化劳动进行的一样。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样（Itoh，1988，6-3，7-2），对这些理论应当采取不同的探讨方式，即预设经济民主的社会基础：在其中，任何具体有用劳动（包括复杂劳动或在异常先进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都被视为作为抽象人类劳动执行各种工作的基本平等的个人能力的支出。这反过来使得这些劳动可以简单地根据它们在共同物理时间上的社会贡献来计算。即使某些雇佣劳动者需要更多的教育或培训成本，这一点依然成立，因为这一方面属于关于如何定义劳动力价值的另一个独立问题。我相信，这一点构成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论战（转形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和国际价值问题）中相关议题的潜在理论基础。这种对待人类劳动的方式不仅是一种构想，而且已经在局部交换与交易系统（LETS）或社区货币实践的许多案例中得到了切身体验。
依附理论中的不平等交换
A·埃马纽埃尔（1972）通过运用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提出了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新理论。他的理论成为依附学派的基础，该学派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在从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获得政治解放之后，仍然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经济困难。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市场上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逻辑显得至关重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要资本和劳动能够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从而使利润率和工资率平均化，生产价格就由成本价格（c + v，其中c指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而v代表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即剩余价值m的源泉）加上平均利润（r）决定。这样，在资本有机构成（c/v）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其生产价格必然大于该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实体（c + v + m）体现的价值。对于资本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其生产价格则必然相反。这样就实现了劳动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并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从后一类部门转移到前一类部门。
埃马纽埃尔将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商品交换称为“非等价性的初级形式”，在其中，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往往高于外围发展中国家。此外，按照埃马纽埃尔的看法，只要中心与外围之间在工资率或剩余价值率（m/v）上存在巨大差距，就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即“严格意义上的非等价性”。不平等的工资率或剩余价值率在国际上几乎无法平均化，因为与资本的流动性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由于对移民的政治和社会限制，普遍受到极大的局限。
在埃马纽埃尔的数值算例中，中心国家A的工资率被假定为外围国家B的10倍。A国的劳动强度是B国的两倍（尽管劳动强度的差异对埃马纽埃尔的理论来说似乎并非关键）。那么，当生产相同价值产品（v + m）（假设为120）时，在A国劳动力价值为100，而在B国劳动力价值仅为20。当A国的剩余价值率为20%时，B国的剩余价值率必然是500%。只要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在生产价格体系（c + v + r）下进行以使利润率平均化，那么除了非等价性的初级形式之外，显然必然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从B国向A国的剩余价值转移。
该模型在依附学派中被视为一个充分理由，用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状况仍在经济上不断加深。该模型的提出与李嘉图对外贸易理论中关于资本国际不可移动性的假定针锋相对。列宁所强调的作为政治帝国主义基础的资本输出，在这里与商品国际贸易的功能结构性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在新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时代剥削发展中国家。
谢克（1980）继承了这一模型，并尖锐地批判了李嘉图和谐的对外贸易模型及其建立在货币数量论之上的基础。在李嘉图的数值算例中，如果葡萄牙通过借出货币资本而持续向英国同时出口葡萄酒和呢绒，那么符合货币数量论的贵金属流动机制就将无法发挥作用。这样，英国就可能陷入长期的贸易逆差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之中。谢克将这种情况应用于当前处于绝对劣势的外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中，它们同时陷入了长期贸易逆差和累积性国际债务的泥潭。
埃马纽埃尔的模型与马克思的倾向相抵触，马克思倾向于认为，反映了更高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比欠发达国家更高的剩余价值率（例如Marx，1867，1977，p. 702）。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必然反映了当时英国等发达国家残酷剥削的劳动条件。
然而，在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所谓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体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使资本与劳动通过劳资协作共同分享了生产率提高的成果。这似乎支持了埃马纽埃尔的观点：与外围日益加深的贫困相比，中心的剥削率相对较低。
S·阿明（1973）强化了埃马纽埃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他断言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四分之三的出口产品如今都是在“超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的，其物质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完全相等，其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发达国家的劳动时间是可通约的。
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
埃马纽埃尔的不平等交换模型预设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巨大的工资率差距，这仍有待进一步分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历史的和道德的［即社会的］要素”（Marx，1867，1976，p. 275）。正如阿明（1973）和沃勒斯坦（1995）所注意到的那样，在外围国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广泛地与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非市场劳动的作用相联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压力下，农村农民家庭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通常以“经常的潜在过剩人口”形式（Marx，1867，1976，p. 796），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广泛来源。
只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和剥削的基本源泉，那么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之间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包括劳动法、产业政策、教育体系和工会的作用）方面的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就必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必须吸纳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方法，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
外围国家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的恶性循环，例如农民出售农产品和闲置劳动力的过度竞争压力、低工资、产品成本价格的压低、世界货币（例如美元）相对价值的偏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低廉、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教育水平的不足。显而易见，这些循环相互强化的因素，既是相对于中心发达国家而言的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或剥削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劳动价值论不必被理解为一种直截了当的简单价格理论，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它依然能够让我们通过作为由上述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价格这种价值形式，看清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或剥削的广阔空间。这些因素尤其对于决定各国不同的工资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交换，并不只是在停滞的外围劣势国家与富裕的发达国家之间维持一种静态关系。与埃马纽埃尔及其他依附论学者最初描绘的不平等交换景象不同，第三世界已经高度多样化，并至少分化为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产油国。例如，自1973年以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数产油国通过广泛且多次提高石油价格，获得了一种作为全球地租的巨额石油美元；这一事态的发展通过石油美元的循环回流，成为金融交易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个群体是最不发达国家（LLDCs），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或亚洲的部分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平等交换的劣势依然像依附学派最初描述的那样顽固，甚至因石油价格的反复上涨和累积的国际债务而进一步加深。
第三个群体是具有较高增长率的大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相继加入了这一群体，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即使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年增长率（接近10%），随后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紧随其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如今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每年增长约10%，而最近拥有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印度也开始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增长。
显而易见，新的信息技术使得发达国家的许多资本主义企业得以在这些亚洲国家进行投资，从而利用其有利的社会政治生产条件。与“新自由主义博弈规则”相反，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例如为经济特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或维持包括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在内的稳定金融环境）也显然在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和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方面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时代的资本输出并不像列宁时代那样片面地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化和剥削。尤其是在相对较低工资水平基础上的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必然仍然具有剥削性。然而，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流入的效应相结合，我们时代的不平等交换并不像曾经那样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压制性或阻碍性。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李嘉图关于国际劳动不平等交换可能给任一参与国带来有利效应的论点，在我们时代实际上在这群发展中国家中重新浮现。在这一论点中，这种有利效应涉及一国可获得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这不同于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不平等交换。然而，这种效应不应被当作支持李嘉图自由贸易原则或新自由主义规则的证据，因为它是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在事后才得以实现的。
与此同时，与资本主义前一阶段不同，这种带来有利效应的国际不平等交换不再能确保发达国家获得相对较高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在通过持续的经济危机和萧条而实施的结构重组中，我们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速了去工业化，并在来自工资较低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下，导致发达国家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经济不稳定和劳动条件恶化。这就好像在我们时代伴随着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正在引发一种全球经济生活两极分化被中心发达国家内部化的反冲反应。
在这一方面，我们对持续存在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认识，不应仅仅被用来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立的经济利益，而且应当用来阐明在世界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双方劳动人民所面临的共同压力与困境。为了全世界这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必然意味着至少存在着一种共同抵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第三部分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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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危机论的形成
马克思的危机论在《资本论》中构成了他对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人类社会终极自然秩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的焦点。与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及其历史形式和机制。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理论，我们就无法阐明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而周期性危机在所有相互联系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本质。在处理如此复杂的现象时，确定抽象的层次和经验基础尤为重要。《资本论》中的危机论，是为了在基本原理的层次上证明周期性危机的必然性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经验基础是19世纪中叶典型的周期性危机，这是阐述危机原理最合适的历史基础。
如果我们将包括重商主义时代不成熟危机在内的全部危机历史作为抽象的基础，为了不仅证明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而且证明其逻辑必然性，我们要么不得不处理影响危机进程和阶段的极其繁杂的因素（往往不纯粹是经济因素，例如战争），要么就不得不诉诸过于抽象的形式因素。宇野弘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层次系统地划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在此具有根本重要性。贯穿包含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史来研究经济危机的角色，属于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即阶段论，而不是属于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层次。我们对危机原理的理解越深刻，我们就越能更好地构建危机的阶段论，或者进一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急局势。因此，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必要认识到从19世纪中叶典型周期性危机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危机论的重要性。
两种类型的危机论
然而，马克思的危机论并不完全完备。特别是，它包含了两种彼此不易调和的不同类型理论。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资本过剩危机论”和“商品过剩危机论”。
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第3节中，马克思试图表明，由于“相对于工人人口……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III: 360）所引起的“一般利润率更急剧、更突然的下降”，引发了周期性危机。在这一语境中，市场上的过剩商品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被视为由资本过度积累引起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沿着这一思路阐发商业周期理论的尝试，也可以从他第一卷中的资本积累理论（参见 I: 762–72, 784–85；并参见 II: 486–87）以及第三卷中的信用理论（参见 III: 645–46）中观察到。
与此相反，在第三卷同一章（第15章）第1节中，马克思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如下所述：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受社会消费力的限制。[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增长]。（III: 352–53）
此外，在第三卷第30章中，马克思指出，与生产力发展相对立的“不同部门之间生产的比例失调”和“群众消费的受限”，是危机的终极原因或根源（III: 615）。在这些地方，他认为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商品生产超过了需求而过剩，而这要么归因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要么归因于群众受限的消费。过剩资本与利润率下降则被看作这一过程的结果。
毋庸置疑，在危机时期，资本与商品通常都是过剩的。但辨明其中哪一个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至关重要。资本过剩危机论与商品过剩危机论在这一点上在逻辑上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我们试图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证明经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就不能同时保留这两种理论。
为什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在《资本论》中如此不安地并存？马克思的危机论应该朝哪个方向以及如何加以完善？我将通过考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危机论的形成过程，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危机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57—1858年，是《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主要在第2节“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开头，以及在第3节“带来果实的资本”关于利润理论的分析中，展开了他对危机的理论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节的开头，与《资本论》第二卷截然相反，马克思将资本对商品产品的出售（即 C'—M'）视为对资本运动的重要限制，他写道：
人们忘记了，正如马尔萨斯所说，“任何商品上利润的存在本身，都以在生产该商品的工人之外的需求为前提”，因此工人自身的需求绝不可能是充分的需求。既然一种生产带动另一种生产，从而在其他资本的工人中为自己创造消费者，那么对每个个别资本来说，由生产本身所设定的工人阶级需求似乎就是一种“充分的需求”。一方面，生产本身所设定的这种需求推动它向前发展，并且必然推动它超越对于工人而言所必须生产的比例；另一方面，如果在工人自身需求之外的需求消失或萎缩，崩溃就会发生。（G: 420）2
马克思在这里假定，总资本的商品生产必然会超出消费者需求的适当比例，并强调“最终产品在直接和最终消费中遇到界限”（G: 421）。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此时尚未探讨周期性形式的经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基于消费不足论类型的商品过剩危机论，宁可主张经济危机几乎等同于、或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崩溃。
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在试图继承和发展西斯蒙第与马尔萨斯的危机理论，这两位学者反对李嘉图的古典理论。马克思将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对比如下：
那些像李嘉图那样把生产设想为直接等同于资本自我实现的经济学家……比起那些像西斯蒙第那样强调消费的界限以及现有等价物界限的人来说，更正确、更深刻地把握了资本的肯定本质，尽管后者更好地把握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即它的消极片面性。前者更多地把握了它的普遍倾向，后者更多地把握了它的特殊局限性。（G: 410）
诚然，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试图表明普遍生产过剩的必然性，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局限性，而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则片面强调基于价值规律的供求调节，否认普遍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年商品产品的价值与购买它们所需的收入（如工资、利润和地租）在总量上总是相等的，因为两者都由年社会劳动的总量决定。资本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商品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总价值上同等增加。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实际上通过抛弃劳动价值论来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各种收入形式独立地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而质疑为什么这些收入的总和足以购买全部年劳动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关系，或者供求的社会关系，脱离了与社会劳动的内在关联，人们所质疑的只是流通过程表面的外在平衡。
例如，马尔萨斯曾说：“如果生产大大超过消费，由于拥有主要购买手段的人缺乏有效需求，积累和生产的动机必然停止”，3并且他主张这一困难可以通过土地所有者等人的“非生产性”需求来克服。4西斯蒙第提出消费不足论比马尔萨斯稍早一些，也比马尔萨斯更为果断。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一方面在生产集中过程中通过机器替代工人（和农民）导致消费需求的萎缩；另一方面又导致不顾消费需求规模的商品产品增加。5因此，“超出消费的生产过剩”6必然发生。
为了阐明被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质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必然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强调了由消费需求受限引起的实现困难。他由此延续了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思路。他的意图是在吸收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发展反古典（或对抗古典）学派的危机论，以此批判古典学派所假设的和谐论。
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阐发的消费不足论类型的危机理论，往往缺乏与价值规律运作的内在联系。然而，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相反，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是通过批判古典价值理论的局限性，试图将劳动价值论系统地发展为具有其历史形式的资本运动规律。同时，对于消费不足论类型的商品过剩危机论与基于价值规律的资本运动规律不一致的部分，他也进行了批判。
例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G: 424）这一事实中推导生产过剩的必然性是肤浅的。他接着考察了生产原材料、机器、工人生活必需品和剩余产品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再生产表式的这一初步构想中，他展示了各部门的商品产品如何能够作为不变资本（这往往被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被购买和消费。因此，当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观察商品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不仅带来工人消费需求的增加，而且带来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这使他先前认为普遍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最终产品在直接和最终消费中遇到界限”的观念受到了质疑。马克思在此结束了他的讨论，表明要害不仅仅在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而在于对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限制。马克思写道：
普遍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相对太少，或者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太少，而是因为两者都生产得太多了——不是为了消费而过多，而是为了保持消费与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生产得太多了。7（G: 442–43）
那么，对“价值增殖”来说生产过多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尚未提出。然而，在“资本章”第3节中，存在着另一种探讨危机逻辑必然性的尝试——也就是试图结合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来构建危机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利润理论仍然缺乏生产价格理论。利润和利润率的概念仅仅表示为社会总剩余价值与资本总价值的比率。马克思随后直接进入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
假定剩余价值相同，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成相同比例，那么，利润率就取决于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部分和以原材料及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部分越小，利润率就越小。[并且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相对于作为不变价值存在的资本部分的比重缩小。（G: 747）
马克思基于利润率倾向的这一概念，继续他的讨论如下：
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资本的限制；因此，资本关系就变成劳动的生产力发展的限制。……社会的生产发展与迄今为止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容性，表现为剧烈的矛盾、危机、痉挛。（G: 749；亦参见 G: 750）
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不同于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倾向的理论。李嘉图假定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导致谷物价格具有上涨倾向，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倾向”，8并且“利润的自然倾向随之是下降的”。9与此相对，马克思试图表明，导致利润率下降倾向的不是资本外部诸如土地肥力之类的自然因素，而是资本内部生产力增长的过程。这是一项理论成就，与他发现被古典学派所忽视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原理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资本构成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倾向在越过“某一特定点”时是否确实会引发危机，仍然存在根本性的疑问。一方面，很难直接据此解释危机的周期性质，因为这不是周期性的而是长期的运动。此外，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关键障碍。这是因为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在增加，由于资本构成提高引起的利润率趋向下降也可能发生。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可以不断增加，资本积累也可以继续进行，尽管是以放慢的速度进行。10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显然不同于李嘉图的理论，后者的理论虽然基于农业生产力无法提高的不正确假定，却包含了利润量绝对减少的形式必然性。
如果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过程包含引起周期性危机的偶然的、突然的和急剧的利润率下降，我们就应当阐明为什么它们必然会发生。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远未完备。
《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危机论
《剩余价值理论》主要编辑自1861—1863年间作为《资本论》第二手稿撰写的23个笔记本中的第6—15册、第18册以及第21—22册的一部分。它在许多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的理论进展。至于危机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讨论集中在第17章“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以及对它的批判（资本的本质本身导致危机）”。
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一样，马克思讨论的主要重点仍然在商品过剩危机论上。例如，他关于危机的阐释说：“单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因为引发危机的实现问题“只能出现在流通过程中，而流通过程本身也是再生产过程”（T: 513）。11它表明了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商品的单纯形态变化中显露出来）的发展，通过资本运动获得了它的“内容”或“基础”（T: 507–11）。
马克思在这里仍然部分地保留了消费不足论类型的观点来解释危机的必然性，他说“生产过剩正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民群众消费的生活必需品绝不会超过平均数量，因此他们的消费不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增长”（T: 468）。然而，他更加强调比例失调论类型的危机理论，反映出他对各资本部门间相互关系探讨的进展。
在批判承认部分生产过剩可能性却否定商品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李嘉图时，马克思说：“危机（因此也就是生产过剩）要成为普遍的，只要它波及主要商品就够了”（T: 505）。马克思指出，如果棉布生产过剩，它不仅会影响这一部门的工人，还会影响纺纱工、棉农、机械师以及钢铁和煤炭生产者，他主张：“如果生产过剩不仅发生在棉织品上，而且发生在麻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上，那么就可以理解，这少数几种主要商品的生产过剩如何在整个市场上引起或多或少普遍的（相对的）生产过剩”（T: 523）。他接着写道：
但是，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一定领域、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自由发展，如果它必须在所有领域同时且平衡地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正因为在某些领域发生了绝对的生产过剩，在没有发生生产过剩的领域也会出现相对的生产过剩。（T: 532）
因此，马克思断言，被李嘉图认为总是通过资本运动加以调节的比例失调的部分生产过剩，一旦发生在主要商品中，就必然通过部门间的影响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与危机。马克思的商品过剩危机论由此多样化，在先前的消费不足论观点之外增加了这种比例失调论类型。
尽管马克思仍然强调直接生产之外的流通过程中的实现困难，但他现在也将流通过程视为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似乎表明，他正试图从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内部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同时，他不再片面地将危机视为与价值规律或资本运动规律相对立、仅仅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他指出，危机不仅作为基于价值规律的各资本间平均化过程的破产而发生，而且“危机本身也可以是平均化的一种形式”（T: 521）。危机论即将脱离所谓的崩溃论，并被发展为再生产或积累理论的具体形式。
然而，资本积累过程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量分配中不断引起无政府状态的比例失调的同时，通常可以通过竞争来调节这些比例失调，资本之间的信用制度与市场价格的变动同步进行。这展示了在通常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价值规律调节的具体形式。12因此，即使承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质，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严重到足以引起普遍危机的“主要商品”生产过剩等严重比例失调必然会发生，并且进一步表现为周期性的。如果不出现整个资本积累过程内部某种不寻常的特殊困难，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调似乎不太可能发生。那么，这样一种不经过剧烈危机就无法克服的不寻常困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虽然资本过剩危机论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这类理论几乎没有得到展开。然而，马克思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如下问题。
李嘉图否认商品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不仅因为他接受了萨伊的供求理论，而且因为他认为资本积累的过剩除非发生在过于遥远的未来，或者发生在过于偶然和特殊以致不能在原理中讨论的情境中，否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观点尽管在某种意义上逻辑一致，却显然不符合李嘉图时代之后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然而，他的后继者们却前后矛盾地一边继续否认商品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一边又用资本过剩来解释周期性危机。
那么，李嘉图对于他那些蠢笨的后继者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否认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市场上商品的普遍充斥），却不仅承认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资本的生产过剩、资本的过多、资本的充裕过剩）的存在，而且实际上把它变成了自己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要点？……[必须阐明危机包含着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因此，]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两种生产过剩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T: 497）
一页之后他总结道：“因此，问题在于：什么是资本的过度充裕，它与生产过剩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仍然没有探讨他在这一段落中提出的重要问题，而是如我们所见继续讨论商品过剩理论。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或充斥究竟是什么，仍然有待解答。
在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此前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似乎在两个方面缺乏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础。一方面，为了阐明资本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多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说，后者是“一种只涉及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在货币市场中的“用语”（III: 476）——对信用制度运作的理论探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出，资本缩短流通时间的倾向构成了“资本的信用和信用发明的根本决定因素”（G: 659）。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另一处深刻地指出：“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中，矛盾不是发生在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发生在直接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作为货币（相对）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资本之间”（G: 413）。接着，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随着比例失调理论的发展，他开始注意到资本家无法通过商业信用结清期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充当了危机爆发的中介（T: 511）。但是，截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利息理论尚未包含对信用机制的系统考察；只有对生息资本抽象形式的阐述，并假定产业企业外部存在货币资本家。为了阐明资本在商业周期中通过信用制度的运动，马克思果断地将他的研究扩展到其最初计划中“一般资本”之外，就变得不可或缺了。13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正确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主要是为了阐明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人口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8章中研究了这样一种理论，指出“随着资本的积累，它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T: 562），并且“机器总是创造相对过剩人口，创造工人后备军”（T: 554）。然而，与他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几乎忽略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和吸收的周期性变化，而仅仅强调了前者。因此，他在此时对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研究过于简陋，不足以支撑资本过剩危机论。
《资本论》中危机论的完成
《资本论》中的资本过剩危机论阐明了资本生产过剩相对于劳动人口而言究竟是什么，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澄清了《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过度充裕或过多的问题，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完全为《资本论》所独有的新危机理论。14尽管在第三卷第3篇中，它在《资本论》里依然仿佛是“在最极端的假定下”（III: 364）展开的讨论，但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念头，而是马克思从《理论》到《资本论》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因为一方面，它联系并以第三卷第5篇中对信用制度的考察为前提（在那里明确分析了资本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它联系并以第一卷第7篇中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理论的进展为前提（在那里考虑了涉及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和吸收的周期性变化）。
然而，由于这一着眼于“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的危机理论类型在《资本论》中是首次系统阐述的，就其完整涵义和逻辑必然性而言，它还不够完备。在《资本论》中，我们仍然能发现商品过剩危机论，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在批判古典学派局限性的同时，延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理论》中发展西斯蒙第与马尔萨斯危机理论的努力。因此，在《资本论》的危机论中出现了一种反古典的残余，它似乎把危机的中间因素或结果当作了原因。这种理论在证明普遍生产过剩的周期性质和逻辑必然性方面存在根本困难，特别是关于价值规律的运作——只要竞争性资本积累作为一个整体继续进行，资本正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调节各种商品供求之间不断的失衡的。
商品过剩危机论的本质弱点，源于它根本上试图不在生产过程内部，而是在流通过程中寻找资本的困难。相反，《资本论》中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III: 358），它贯穿生产和流通两个过程。因此，马克思阐明周期性危机逻辑必然性的尝试，应当通过发展后一种而非前一种类型的危机理论来完成。15
然而，《资本论》中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在若干方面仍不完备。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与《理论》相比，《资本论》在其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理论中涉及了相对过剩人口吸收和排斥的变化。马克思不再仅仅考虑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机制。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探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第25章第1节中，马克思讨论了“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而增加”。但他并未完全阐明这一节的理论必然性和意义。在同章第2节之后，他几乎独立于第1节，强调了伴随“资本可变部分随着积累的进展而相对减少”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将其作为“积累的一般规律”。结果，对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定义仍然对过剩人口的累进形成给予了过多的强调。
马克思很可能是对他所处时代英国经济中大量后备军各种形式的存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引用这些形式来说明他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尽管对后备军具体形式的这一分析对于研究那个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非常重要，但也应当指出，这些形式的后备军不仅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而且包括从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民分解过程中产生的过剩人口。如果我们采用宇野弘藏所建议的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的层次，在阐明基本原理时，我们就不应当把后一部分过剩人口包括在内。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而不直接涉及与其他各种类型生产者的关系。
此外，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下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对劳动阶级的影响时，不考虑固定资本的特殊限制，在理论上似乎也是不妥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积累理论本不应放在第一卷的末尾，而应放在第二卷“资本周转”之后，从而在理论上使资本的再生产与再生产表式理论协调一致。产业资本家通常在其生产过程中拥有固定资本，使之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的一部分发挥职能。并且他们在已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连续地、私下地以小规模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16在这些条件下，资本积累通常是在已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资本广化而非资本深化的方式进行的。在这种过程中，通过采用优越生产方式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企图受到了严格限制，并且只是局部进行的。因此，在繁荣时期，资本不太可能通过报废和替换现有的固定资本来努力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并创造相对过剩人口。17
马克思在解释资本绝对过剩生产的概念时也谈到，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扩大“在对劳动的需求如此强劲、因而工资有上涨倾向的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III: 360）。如果我们在原理上结合现存固定资本来考虑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伴随积累而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繁荣时期就将显现为必然的而非偶然的过程。由于工资上涨引起的“一般利润率更急剧、更突然的下降”，就不再仅仅是“在最极端的假定下”的推论，而是会被视为繁荣时期资本主义积累必然的逻辑结果。18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将人类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对待却无法将其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这一根本弱点，在这里对资本积累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为什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不能部分地被置于“不用”状态而不引起剧烈危机呢？或者为什么资本不能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放慢积累步伐，将繁荣转化为停滞而不引发剧烈危机呢？在我们证明了资本过度积累发生的逻辑必然性之后，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理解通过商品市场的竞争以及资本之间信用制度的运作，对于回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篇中的贡献在此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尽管除了日本宇野学派之外，它很少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首次尝试对信用机制进行的理论系统化还远未完成。包括商业周期理论在内的信用理论，显然是整个《资本论》中最未完成的课题。特别是，信用制度尚未被完全抽象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机制。正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看到的，以及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能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识到信用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利用闲置资本或缩短资本周转中非生产性的流通时间。然而，当他观察银行信用的运作时，马克思把重点放在了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队伍之外的“货币资本家”和其他存款人身上。虽然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等各类存款人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原理应当从这些外部因素中抽象出来，以阐明信用制度的实质功能，即促进由资本周转必然产生的闲置资本要素运转起来。货币市场在商业周期中的规律性运动，实际上正是由这些闲置资本要素相互利用的运动所决定的。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在信用理论中强调“货币资本家”的倾向，不仅来自于理论抽象的不充分，而且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阐述的“一般资本”框架内的利息理论。19原则上，信用制度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纯粹的内在机制，而不依赖于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面没有实质职能的外部放债者或“货币资本家”。因此，“从事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家以汇票形式相互提供的”商业信用，应当被视为“信用制度的基础”（III: 610）。进而，银行信用是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带来的汇票进行贴现，它依赖于由这些资本家的存款以及对其到期票据的偿还款所形成的资金。20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或银行票据弹性扩张信用的能力，最终受到源于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的这些资金运动的调节。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我们考察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通常与繁荣或特别高额利润的时期相对应，利息率的上升处于繁荣与其崩溃之间，而高达极度高利贷的最高利息率则与危机时期相对应”（III: 482）。
在繁荣时期，“回流的容易和规则，同商业信用的扩大结合在一起，在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加时保证了它的供给，并阻止了利息率的上升”。这是商业周期过程中“相对充裕的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实际扩大相一致”的唯一时期（III: 619）。这种状况在繁荣期末期发生了改变，此时资本过度积累发生了。
马克思在资本过剩危机论的语境中，指出了工资、利润和利息之间显著的相互关联的变化：
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因为劳动剥削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因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本身并不增加利润，反而在比例上减少利润。然而对可变资本的需求可能增加，从而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增加，而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利息率。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之上升到其平均水平以上，受雇用的工人人数超过平均水平，同时利息率上升，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如果工资由于任何原因而上涨，在其他方面不利的局势下，工资的上涨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尽管只要工资上涨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就会上升。（III: 645–46）
当资本过剩危机论得到恰当扩展时，面对由于工资上涨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成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继续像以前一样出售其产品，偿付到期票据，从而形成可供银行依次使用的支配资金，银行就能弹性扩张其信用以满足对货币资本不断增长的需求。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也可能因为净利润减少而缩减投资，而不会在信用链条中发生任何严重崩溃。因此，为了证明剧烈危机的理论必然性，进一步的具体化似乎是不可或缺的。21
马克思在若干处强调了信用的投机性使用是如何提高利息率的。他指出，高利息率“不仅可以从利润中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就是如此——而且可以从借入的资本本身中支付，这种情况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III: 645）。
某种商品的供给可能会降到平均水平以下，正如谷物、棉花等歉收时的情形那样，而基于价格将进一步上涨的投机，对借贷资本的需求随之增长，使价格上涨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出一部分供给。为了在不卖出商品的情况下支付所购商品的款项，便通过商业上的“汇票业务”来获取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加了，由于这种人为阻碍商品向市场供给的企图，利息率可能会上升。更高的利息率随后体现了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减少。（III: 647）
马克思并未阐明为什么这种投机操作在繁荣期末期会变得如此普遍。他也没有试图澄清资本生产过剩与大规模投机加剧之间的关系。然而，要发现这一逻辑必然的关系并不困难。当工资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上涨时，这不仅挤压了一般利润率，而且必然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商品的市场价格。第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1章中所指出的，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只要工资成本上涨，由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即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生产的商品价格就必须不断上涨。第二，随着工资上涨带来的对消费资料需求的增加，如果这些商品的供给不能迅速调整（农产品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就可能会提高某些消费品或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商品的价格。
在繁荣中期，市场价格仅在基于稳定工资水平的稳定生产价格周围的狭窄范围内波动，而资本广化积累继续依赖于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在繁荣期末期，某些商品由于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价格上涨。因此，充分利用信用制度弹性的产业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对这些商品进行了不寻常的投机性囤积。
然而，当经历如此大规模的投机操作时，信用的弹性就减小了。更多的商业汇票被开出并拿到银行贴现。汇票的到期期限被延长，付款被推迟或只能通过新的借款来进行。伴随着为支付额外工资对货币资本不断增长的需求，这种投机需求总是会通过银行准备金的相对减少而使货币市场趋紧，从而导致利息率上升。货币市场上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流失，在繁荣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信用制度的这种倾向。
因此，资本生产过剩必然给资本家带来三个相关联的困难：工资上涨、利润率下降和利息率上升。资本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生产过剩问题，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短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净利润受到工资和利息双重上涨的严厉挤压。特别是，信用的紧缩对于投机性囤积操作是致命的，后者还面临着净利润实际投资的普遍下降。鉴于利息成本的上升，维持投机性囤积很快不仅变得困难，而且绝对无利可图。
为了偿付到期票据，必须开始抛售。大规模投机操作的破产通常是将繁荣转变为剧烈危机的最具体契机。一般利润率与利息率相反变动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信用制度的崩溃。
周期性危机的开始通常由从事大规模批发贸易的商业资本投机的崩溃所预示。因为在繁荣期末期，利用信用的投机性囤积在这一领域发展得最为密集、规模最大，因此信用收紧或利息率上升的冲击在这里也最为严重。另一方面，这些商业资本投机的崩溃给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带来了严重冲击。
马克思指出危机正是这样开始的，他说：“危机不是首先在涉及直接消费的零售业中爆发和显现出来，而是在批发商业以及把全社会的货币资本交给批发商人支配的银行界中爆发和显现出来的”（III: 419）。与此同时，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产业资本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或多或少投机性的过度交易，也变得无法维持并开始破产。投机性囤积的崩溃导致曾由投机操作维持和推高的商品市场价格急剧下跌。以一定市场价格水平为前提的信用关系基础被摧毁了。无力偿债的连锁反应随之出现。尽管为了偿还旧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急剧增加，所有资本和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支付准备金，都严格限制新的信用。
因此，一旦新的危机到来，利息率就再次达到最高点。“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除了闲置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III: 620）。
商品市场的崩溃和普遍的销路困难伴随着信用的萎缩与崩溃。信用的中断扰乱并缩减了所有部门的生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III: 62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绝对过剩生产的后果：
在特定日期到期的支付义务链条在成百上千处断裂，而伴随着同资本一起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的崩溃，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因此，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激烈而尖锐的危机、突如其来的强制贬值、再生产过程的实际停滞和破坏，从而导致再生产的实际下降。（III: 363）
随着通过信用制度崩溃导致的再生产衰退，工人的雇用也必然大幅削减。大量工人被迫失业。工资急剧下降。工人的消费需求缩减。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困难的链条闭合了。作为借贷资本绝对短缺的结果，闲置产业资本的极大充裕与失业的“过剩”劳动人口的并存变得不可避免。以信用凭证、商品和物质生产要素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遭到毁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增长之间的矛盾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然而，还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并没有仅仅随着一场经济危机而终结其存在。原则上，危机阶段必然转变为萧条阶段。资本的无政府和不平衡破坏，赋予了某些资本保全其部分价值的机会。资本支配下的再生产由这些资本重新恢复。但资本要摆脱萧条并不容易，因为危机期间资本的无政府和不平衡破坏，造成了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扭曲。由于现有固定资本的不可移动性，这很难立即重新调整。信用制度在原理上是为了促进流动资本的相互运动而形成的，在调动生产过程中现存固定资本的价值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尽管反映出“产业资本的萎缩和瘫痪”（III: 616）的借贷货币资本变得充裕，它却无法在消除萧条的根本困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闲置产业资本的极度充裕、未利用的借贷资本和失业劳动人口的并存，或者说低利润率、低利息率和低工资的并存，在这一时期无法结合起来。
然而在整个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和竞争斗争推动每一个资本家采用新机器、新的改进的劳动方法和新的结合形式，把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它的社会价值以下”（III: 363）。此外，与繁荣时期相比，现存固定资本总体上不再具有盈利性，因此存在将其折旧以便尽快更新的压力。当主要生产部门的大多数资本将其固定资本价值的大部分折旧并积聚起足以投资于新设备的自有货币资本时，它们就可以通过固定资本的更新来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这些固定资本的更新在萧条接近尾声时具有竞争性因而也就是同时发生。
成功采用新生产方式的资本，即使在降低了的生产市场价格水平下，也能够恢复积极的积累。与此同时，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固定资本更新的过程得到根本性的重新调整，因为资本在该过程中可以自由移动，将其全部价值投资于最有前途的部门。生产部门之间扭曲的比例关系由此得到恢复，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不仅资本之间的这些关系，而且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得到了更新。一方面，通过生产方式的改进，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从而扩大了资本积累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这构成了资本达到比前一个繁荣时期更高价值积累水平的根本条件。所有这一切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质和异化本质：获得相对过剩人口所必需的资本构成提高，是在萧条阶段实现的，而此时劳动已经由于危机而变得过剩。
一旦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根据基于新生产力水平的新价值关系完成了重组，资本就伴随着恢复了的利润率重新恢复扩张。商品贸易顺畅增长，信用制度弹性扩张。
因此，由繁荣、危机和萧条三个阶段组成的产业周期（或商业周期）重新展开其进程。每一个阶段反过来成为相继阶段的原因，并且“随着扩大的生产条件、更广阔的市场和提高的生产力，同样的恶性循环再次重演”（III: 364）。“这一产业周期是这样一种性质，一旦最初的推动力给出之后，同样的循环就必须周期性地再生产自身”（III: 620）。主要工业部门中固定资本的“生命周期”“是周期性循环的物质条件之一”（II: 264）；特别是，它是商业周期循环时间长度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主要部门固定资本的同时更新是每一个新的繁荣阶段的起点。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源于将人类劳动力当作商品对待的困难，它通过资本之间的竞争和信用在周期性危机中爆发出来，并在产业周期的进程中得到实际的解决。然而，这不可能是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它必须在这些周期中不断重复。周期性危机不仅揭示了资本运动中的矛盾，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基本条件的劳动力商品供给，在原理上是通过以商业周期形式展开的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发展而得到保障的。
包括周期性危机在内的商业周期，同时构成了调节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以及各种商品产品之间价值关系的机制。根据再生产商品所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对商品价值进行的调节，连同为维持商品再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分配的调整，是在产业周期的进程中贯彻的。因此，产业周期构成了作为资本运动规律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最包容的机制。
因此，《资本论》中价值理论的系统发展必须包括危机论，而危机论反过来应当综合作为资本运动规律的价值规律的具体机制。《资本论》中的危机论实际上也总结了对古典学派的根本批判，古典学派认为普遍生产过剩或危机的必然性与其价值规律是不一致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仍不完备，阐述资本过剩危机论所必需的要点已经通过积累理论、利润理论和信用制度理论存在于《资本论》中。除了应当属于不同且更高研究层次（例如阶段论或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的具体的危机历史研究之外，马克思的危机论在原理上能够而且应当予以完善。对该理论不完备的部分置之不理，是对《资本论》科学成就的不公。特别是，将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论与他的信用理论一同予以完善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克服古典理论与反古典理论的关键局限，而且是为了提供一个健全的理论基准，以分析资本主义贯穿世界历史以及我们当今时代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各个阶段中的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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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危机论
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为什么它们如此难以统一？是否可能将它们全部作为不同的模型保留下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和应用？我们应当沿着什么方向、以何种方式去完善马克思的危机论？我将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回答，首先从对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进行回顾开始。由于我本人的观点建立在某一种特定理论之上，而非各种类型的混合物，因此也有必要从单一理论的立场出发，论证我们如何能够处理表征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看似各异的危机现象。在力求保持自身立场一贯性的同时，我将尽量客观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内部多样性的根源，以及这一问题如何能够得到克服。
危机论的多样性
马克思本人的危机论即使在《资本论》中也并未完全完成。事实上，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留下了不同类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处理这一理论遗产的大多数尝试，往往倾向于发展其中的某一种类型，其代价则是忽视、否定或折衷拼凑其余的类型。
根据看待危机原因的方式，这些尝试可以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一种建立在商品过剩论之上，另一种则建立在资本过剩危机论之上。前者强调在逻辑过程中相对于需求造成了过剩的商品供给，并将利润率下降所表明的资本过剩视为这一过程的产物。相反，后者强调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资本过度积累趋势，并将商品的普遍生产过剩视为结果而非原因。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在逻辑上并不容易调和。
两大主要类型各自又呈现出两个分支。商品过剩论包含比例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两种形态，而资本过剩论则包含基于劳动力短缺的变体，以及基于资本构成提高的变体。
商品过剩论
(a) 比例失调论变体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最早在《英国工业危机》（Industrial Crises in England，1894）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失调危机论，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1910）中扩展了这一分析。杜冈主张，完善马克思的再生产表式将表明市场并不受社会消费量的限制，因为生产资料市场在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大。
按照这一观点，西斯蒙第、民粹派以及马克思本人一部分带有消费不足论色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市场总是不足的，这并非因为消费者数量太少，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配置的比例性根本无法实现。”1然而，这至少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社会劳动配置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比例失调引发的局部生产过剩，会扩展为表征危机的普遍生产过剩？以及为什么危机周期性地发生？
杜冈试图通过指出在货币与信用流通中建立起来的商品价格之间的相互联系，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了处理第二个问题，他引入了吸收借贷资本资金的大规模固定资本建设所特有的周期性模式的供求效应。
希法亭赞同杜冈对马克思再生产表式对于危机论重要性的认识，并援引了马克思关于再生产表式中平衡条件遭到破坏便可能发生危机的论述（杜冈忽略了这一点）。按照希法亭的说法，“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如果比例遭到破坏，危机也可能发生。”2继杜冈之后，希法亭详细阐述了固定资本孕育期的影响。尽管杜冈未能利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信用制度的分析，但希法亭得以运用它，试图恰当地定位信用在产业周期中的作用。这是希法亭的重要贡献之一。然而，他有一种倾向，即将长期资本市场的运行与短期货币市场（这正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领域）的运行混为一谈。
(b) 消费不足论变体
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相对立，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是消费不足论的倡导者。例如考茨基指出，“被剥削者的消费不足现在无法由剥削者相应的个人消费所抵消。这就是当前生产方式中不断产生生产过剩压力的根据……简而言之，据我们所见，这就是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承认并由马克思所奠定的危机论。”3然而，考茨基并未完全排斥比例失调论。特别是在对希法亭危机论的一篇评论中，他写道：
在危机研究中应当区分三个要素。……马克思的危机论恰恰包含对各种要素综合的总结，其中任何单一要素本身都不足以解释危机不可避免和不断重复的发生。这三个要素首先是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是劳动群众的消费不足，最后是社会资本各个组成部分增长条件的变化。4
因此，考茨基在商品过剩论的框架内采取了多因论的立场。
罗莎·卢森堡并没有遵循这种立场。她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表式造成了一种错觉，即积累在生产资料（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第II部类）各个生产部类中顺利进行。她对这种表面平衡过程的解释是，这些表式抽象掉了现实扩大生产中存在的特殊困难——即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货币的来源。“困难一直在乎：为了积累的目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被资本家消费，而是追加到资本中以扩大生产，从而产生了这一追加产品的买者问题。资本家不想消费它，而工人又无力消费它。”5资本主义生产在其自身范围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日益获取外部市场。因此，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直接成为她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
然而，引用我此前的一篇论述，“卢森堡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在商品资本循环中考察再生产表式，而是在货币资本循环中考察它，这是不正确的。按照她的逻辑，一般扩大再生产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种表面的实现困难，这也正是源于这种不正确的处理方法。”6对马克思而言，实现剩余价值与其他价值组成部分所必需的货币，表现为资本家相互支出的流通手段。布哈林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卢森堡。他反对卢森堡部分源自杜冈的主张，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表式与第三卷中的消费不足论观点相“矛盾”。如果仔细研究，再生产表式所表明的恰恰与杜冈所认为的相反，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一定水平对应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一个相当确定的水平；换句话说，生产资料市场是与消费资料市场相联系的。”7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积累“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一种局面：生产被推进到超出所需比例的限度，从而与社会消费发生冲突。”8在劳动力作为商品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追求无限扩大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自身劳动力价值的群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危机中找到了解决方式。”9
布哈林通过将根本矛盾定位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内部生产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外部关系，或者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单纯的不成比例，从而纯化了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在此过程中，他声称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10保罗·斯威齐在他自己的理论著作以及与保罗·巴兰共同发展的理论中沿袭了这一思路。11
布哈林对消费不足论的纯化表述也使其弱点更加显露。尽管布哈林本人抨击了卢森堡无法展示危机的周期性特征，但他自己也未能对为什么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会导致周期性危机这一问题给出充分的回答。此外，当积累在其他时期似乎能够与相对减少消费的“规律”相容时，很难在逻辑必然性上证明工人阶级消费的相对减少为何会导致积累过程中的剧烈崩溃。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战后日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比例失调因素（例如固定资本折旧与重置之间的不平衡）与消费不足论结合起来。梅格纳德·德赛试图将卢森堡的方法与基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资本过剩危机论结合起来，这是克服这些问题的近期尝试的另一个例子。12然而，即使算上这些近期的尝试，商品过剩危机论在解决这些根本困难方面也既不成功，也缺乏说服力。但尽管布哈林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另一条强有力的思想潮流，即资本过剩论的形式，它同样包含两个变体。
资本过剩论
(a) 劳动力短缺论
奥托·鲍威尔是第一位试图将马克思关于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理论扩展为一种危机论的主要理论家。鲍威尔在批评卢森堡关于在扩大再生产表式中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主张时，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只要前提正确，我们就能理解“两大部类的全部产品价值得以不受干扰地售出，并且全部剩余价值不仅在第一年、而且在随后的每一年都得以实现。”13鲍威尔再生产表式模型的主要特征如下：(i) 可变资本v每年增长5%，以便与人口相近的增长率保持同步；(ii) 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变资本c每年增长10%；(iii) 剩余价值率s´保持在100%不变；(iv) 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投资于第I部类，以维持v和c的这种增长率。
鲍威尔声称该模型表明比例失调危机论和消费不足危机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排除危机源于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将积累速度调整为适应人口增长速度的“器官”。当积累速度较慢时，失业人口的增加压低了工资，从而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并使积累重新加速。这产生了一种“过度积累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其定义为“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鲍威尔补充道：“这一点标志着积累的绝对界限。当积累达到这一点时，它对人口增长的适应就会导致一场破坏性的危机，并伴随着资本的突然闲置、价值的大规模毁灭以及利润率的骤降。”14
虽然鲍威尔看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可以与劳动人口的限制联系起来，这是值得注意的，15但他是在与再生产表式的关系中讨论这一理论的。他未能阐明马克思对这种类型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分析，以及第三卷第五篇对信用制度的分析中。
保罗·斯威齐在发现了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七篇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与第三卷第15章中资本绝对过剩生产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之后，评价认为这种联系已经构成了“一种表述清晰的危机论”。16
宇野弘藏试图完善这种类型的危机论，并扩展了他写于1930年代的战前准备性论文。17在宇野看来，当马克思在第一卷第25章第1节中概括的“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而增加”，被视为在繁荣阶段（此时现存固定资本通常不进行更新）再生产顺利扩大的主要特征时，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便可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当这种社会生产力的粗放型扩展遇到劳动人口规模的限制时，资本积累便向着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转变。这种转变无法通过技术的平滑变革来实现。当资本积累转变为过度积累时，工资的上涨拉低了利润率，与此同时信用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导致利息率上升以及借贷资本短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信用制度基础理论的贡献可以用来证明剧烈的、普遍的危机的逻辑必然性。正如我在前述第6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宇野的立场即便在各个方面尚未完全成熟，在我看来也是通向揭示周期性危机内在基本原理的最有希望的路径。
如安德鲁·格林与鲍勃·萨特克利夫、鲍勃·罗索恩、拉德福德·博迪与詹姆斯·克罗蒂以及约翰·哈里森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近来提出的利润挤压进路，18如果求助于马克思本人的危机论作为支撑这些进路的基础理论，似乎与基于劳动力短缺的资本过剩危机论相当接近，并且很可能可以归结为后者。然而，与宇野主要试图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典型周期性危机的经验基础上完善马克思危机论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更直接地关注近期危机的分析。同时，近期的这些贡献将工资上涨的原因归结于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斗争的作用，而非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且也往往侧重于危机的长期性特征而非周期性特征。
(b) 资本构成提高论
资本过剩危机论的另一种类型，将马克思关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导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视为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变体最初由埃里希·普赖泽尔提出，他声称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当资本家放弃生产的那一刻，一般资本主义的绝对危机就会出现”。“因此，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内在的限制，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解释了这种历史生产形式的必然宿命，即其向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发展。”19根据普赖泽尔的观点，这种崩溃的必然性必须通过“资本贬值”得到周期性的克服，而这正是确立危机必然性的根据。
然而，要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中推导出现象性周期危机的必然性是极其困难的。首先，该规律适用的不是利润率的短期周期性运动，而是长期趋势。其次，这种趋向性下降可能伴随着剩余价值绝对量的增加以及资本积累的继续进行，尽管积累速度有所放缓。因此，正如我在前述第6章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过程包含引起周期性危机的偶然、突发且剧烈的利润率骤降，我们就应当阐明它们为什么必然发生。”
事实上，普赖泽尔的数值算例基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工资上涨”的假设，设想了剩余价值率从50%降至25%。20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必须得到解释，例如通过劳动力短缺理论来解释。在其论文的尾声部分，普赖泽尔讨论了在流通过程中加剧的竞争如何使利润率下降恶化了资本过剩生产所导致的商品过剩生产。在这一点上，普赖泽尔的资本过剩论往往被归结为商品过剩论，其中竞争充当了中介过程。
亨利克·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1929），是基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来“重构”崩溃论（及危机论）的更彻底的尝试。格罗斯曼在两个方面对鲍威尔提出了责难。首先，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再生产表式与相对于劳动力短缺的资本过剩理论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因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如果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积累，就会逐渐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其次，也是更严重的是，鲍威尔在没有充分深究自身表式推演结果的情况下便得出结论，认为只要资本积累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积累就可以继续进行。
格罗斯曼通过将鲍威尔的再生产表式从原本的第5年延伸至第36年，得出了他的关键结论。在这一延伸过程中，他发现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在第20年后开始减少，在第34年达到最小值11,141，而在第35年之后则完全消失。格罗斯曼断言：“因此，该体系不能不走向崩溃！……体系面临的危机代表着价值扩张（价值增殖）的崩溃。从第35年起，在上述前提下，任何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对资产阶级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21与此同时，危机为将生产体系的控制权移交给工人阶级提供了契机，而积累则通过使追加的工人和资本闲置，造成了利润率进一步下降的危机。危机减轻了过剩资本的负担，但随着每次危机后积累过程的恢复与推进，崩溃的必然性便不断增强。“因此，马克思的崩溃论是他危机论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危机表明了仅仅被暂时中断而未完全展开的崩溃趋势。”22
然而，要使格罗斯曼的崩溃论站不住脚，所需要的仅仅是取消格罗斯曼作为立论依据的鲍威尔扩大再生产表式的固定前提。首先，剩余价值率恒定为100%的假设与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是不相容的。其次，在利润率长期趋向下降的背景下，可变资本每年增长5%和不变资本增长10%应当被视为是可以下调的，尽管这些增长率的恒定性（或者至少它们对利润率变动的不适应）对于格罗斯曼的结论——即资本家消费的消失——是不可或缺的。当这些比率下调时，能够发生的仅仅是积累的放缓，这反映了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比率的改变，但依然允许可用于资本家消费和积累的绝对价值量有所增加。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阐述，并没有如此直接地同资本主义崩溃和经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同一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呈现方式相比更是如此。因此，格罗斯曼“重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尝试，无论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还是从其对马克思的解读来看，似乎都缺乏说服力。
这种类型的危机论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从未获得过强有力的支持，且早已不再发挥作用。然而，西方世界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构成了马克思危机论的基础。莫里斯·多布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马克思显然将这种利润率下降趋势视为周期性危机的重要潜在原因，同时也是塑造长期趋势的一个因素”。23多布试图通过假定不同情况，将这一规律与其他类型的危机论结合起来。埃内斯特·曼德尔的多因论方法依然强调这一趋势的基础性作用，似乎在理论上源自多布对危机论的处理。24此外，保罗·马蒂克几乎完全依附于资本构成提高的危机论，似乎沿袭了格罗斯曼的方法；大卫·亚菲近来试图扩展这类危机论，马里奥·科戈伊和保罗·布洛克也是如此；安瓦尔·谢克对各种危机论的评论也对这种方法给予了肯定评价。25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理论依然相当繁多，且往往彼此对立。是否有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能够克服这种多样性的研究进路？我在后续各节中的研究自然倾向于我本人的理论立场；尽管如此，我希望我的阐述与批判将被证明有助于深化对不同立场的理解，并有助于为未来的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完善危机基础理论
抽象的经验基础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危机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始于且开展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重工业中庞大固定资本的增长以及资本市场日益增强的作用，对周期性危机的进程和阶段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自由主义阶段相比，以闲置固定资本和货币资本形式产生过剩资本的长期趋势阻碍了普遍繁荣，并导致产业周期各阶段呈现出更大的不规则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在世界市场上以外部帝国主义冲突的形式显露出其内在矛盾。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的开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大课题。
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的危机论被视为提供了直接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入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澄清马克思危机基础理论的尝试一直与对新现象的观察交织在一起。因此，考量我们应当从资本主义的哪一个历史阶段中抽象出周期性危机的基础理论，是极其重要的。在试图完善马克思的危机论时，我们能否将抽象的经验基础扩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例如，自杜冈和希法亭以来，曾有多次尝试将庞大固定资本的孕育期效应以及资本市场的作用引入对周期性危机的基础解释中。然而，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这种庞大固定资本的建设可能如何影响了产业周期的整体特征。它们还掩盖了信用制度的运行在典型周期性危机过程中引起再生产急剧、全面瘫痪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希法亭非常明确陈述的那样，这往往被视为次要问题。26
试图直接从危机基础理论推导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尝试同样没有成功。罗莎·卢森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她未能清晰阐明资本主义发展中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顶点的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必然的历史特定变化；另一方面，为了便于推导帝国主义的抽象必然性，她扭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底层基础原理。同时，她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危机的周期性和剧烈性。
按顺序阅读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希法亭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可以发现，随着帝国主义阶段论的确立，马克思的危机论越来越不再被用作直接的出发点。这似乎表明，制定帝国主义阶段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更具体分析的研究，与旨在完善马克思危机基础理论的著作运行在不同的维度上。只有在厘清这些不同层次的维度差异之后，我们才能着手完善马克思的危机基础理论，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或更现实的经验分析的科学基石加以应用。
危机基础理论的要求
尽管未竟全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本意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主运动如何引起具有规律周期性的普遍而剧烈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特征在周期性危机中最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危机中，资本运动中的价值增殖过程必然导致资本价值的突然毁灭。危机论必须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内在矛盾及其运动的具体机制。然而，资本主义积累自我毁灭性运动所导致的危机爆发，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崩溃。事实上，危机本身充当了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以允许推进到更高积累水平的产业周期形式，对其矛盾达成了现实的解决。正如危机重复发生的必然性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解决在性质上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一套详尽的基础经济原理的先决条件，是它们能够解释剧烈的、普遍的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这种危机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具体运动形式的产业周期中重复发生。与此同时，危机论应当与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因为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解释有机体系中如此根本的要素。此外，危机论必须阐明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贯彻自身的具体机制。从根本上说，价值规律表明生产商品所需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如何调节价格。危机论必须能够澄清，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互波动，价值规律的调节如何先是严重扭曲，随后又得以恢复。在试图完善《资本论》中所见的马克思危机论时，牢记这些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依我之见，它们并非随意地从《资本论》所包含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把19世纪中叶的周期性危机视为我们抽象的根本经验基础的话。
对照这些要求，商品过剩论并不容易证明剧烈的、普遍的以及周期性的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只要资本积累继续进行，商品产品的供求就可以根据价值规律的运行得到调节。商品过剩危机论所能表明的只是危机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理论并未揭示先于商品供给过剩的、对于资本积累而言更根本的困难。提出资本过剩论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局限，特别是在与价值规律运行的关系上。
然而，资本过剩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变体，在说明资本积累在何种节点上会显露出明确的界限（例如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时，存在根本困难。27剩下的选择只有三条：要么依赖于某些任意的特定前提（如格罗斯曼的情形），要么结合其他某些危机论（普赖泽尔、多布和曼德尔），要么仅表明通过危机来缓解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抽象需要（亚菲和布洛克）。
相反，资本过剩论中的劳动力短缺变体似乎能够克服这些缺陷或不一致，并为满足危机基础理论的所有要求提供了最大的希望。西方近期利润挤压类型的分析（格林、萨特克利夫、罗索恩、博迪、克罗蒂、哈里森）可以利用这种类型的危机论作为开展特定研究路线的基础。然而，如果工会通过阶级斗争挤压利润率的力量被泛化为引起危机的根本因素，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那么要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和剧烈性特征可能会变得困难。周期性危机的基础原理，更应当在19世纪中叶（当时工会尚未普遍建立）的经验基础上予以澄清。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们在基础理论中如何构想危机的根本原因，与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矛盾的理解密切相关。从资本过剩论的角度来看，商品过剩危机论将危机的中介因素或结果误当成了原因。
比例失调类型的危机论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特征视为其基本矛盾。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通过社会对部门间不平衡进行控制来克服资本主义局限的制度。根据希法亭的观点，金融资本的发展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走向更大程度控制的运动，揭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观点中，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关键涵义往往被排除在考量之外。
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者批评了这种观念，并断言正是工人阶级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有限消费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关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的定义，应当被视为可以归入这一视角之内。28
于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就被视为占有性质的社会化以及大众消费的增长。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基本矛盾定位于分配领域而非生产过程之中。只要将收入再分配和创造有效需求的重要性置于前列，此类问题甚至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加以纠正。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家（如K·齐尚克）赞同凯恩斯主义反周期和反危机政策的潜在有效性。29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似乎也赞同这种观点，尽管斯威齐自《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1966）出版以来似乎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消除消费不足矛盾的社会主义政策，也可以在国家官僚统治下实现，而使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整整一系列异化形式完全保留下来。
资本过剩危机论批评了商品过剩论，并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定位于其生产过程和资本本身。然而，在资本构成提高这一变体的情形下，社会主义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并不清楚，因为活劳动相对于死劳动的减少，以及在资本主义下表现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劳动量积累速度的放缓，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废弃之后也必然保留并继续存在。
相比之下，劳动力短缺类型的危机论明确指出，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基础及其矛盾的根源。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种类型的理论基本上把危机归咎于工人阶级及其工资的增长。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该理论强调，正是资本及其积累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和危机。该理论还表明，工人要通过v/s的提高来维持劳动力价值的任何实质性增长是多么困难，而这种增长可能仅仅在繁荣的最后阶段暂时实现。只有在这一阶段，当资本过度积累时，实际工资的增长才足以引发危机；在某些情况下，实际工资的增长甚至可能有助于减轻萧条的影响。
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应当是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一旦直接生产者恢复为生产的主体而非客体，生产力的增长就可以根据劳动者的数量来进行调整，而不是相反。这种转变当然会使得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以及消除资本主义下存在的劳动力错误配置成为可能。然而，所有这些变化和重新调整，都必须被视为废除作为阶级社会中被剥削工人最终也是最高形式异化的劳动力商品的必然推论。社会主义必须是“自由人联合体”（《资本论》，第I卷：171页），而不是由国家官僚控制和统治的社会。
总而言之，虽然避免过于简单化很重要，但我们能够看到，每一种类型的危机论往往都能让人投射出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形象和观念，正如底片会洗印出特定的正片照片一样。
《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篇章
在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漫长历史中，几乎所有商品过剩论者都利用并试图扩展《资本论》的再生产表式。自杜冈的专题论述以来，这一流派的危机论主要关注的便是在再生产表式中平衡条件如何以及为何会被打破。然而，由于资本的无政府运动可能在再生产表式中引起的失衡，也可以通过资本积累过程的无政府运行重新得到调整（假定资本积累总体上仍在继续），因此这些表式只能表明危机是可能的。
如果危机基础理论要证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而非仅仅是可能性，那么再生产表式在原则上就无法剪裁以符合这一要求。正如曼德尔最近追随罗斯多尔斯基所提醒我们的，“再生产表式的功能因此在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究竟何以可能存在。”30宇野早在1932年也指出，再生产表式的任务是表明如何用适用于一切社会共有的社会物质基础的术语，来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过程。因此，再生产表式“绝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自身中存在界限这种意义上阐明危机的必然性”。31
事实上，再生产表式预设了劳动力总是可以获得的，而并未涉及通过资本积累再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机制。如果我们比较《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与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表式理论，真正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特有性质的正是前者。
再生产表式能够囊括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的这种普遍误解，似乎在马克思主义商品过剩论者中广泛盛行。对再生产表式局限性的这种误解，既是商品过剩论流行的一大根源，也是其始终未获成功的一大根源。
甚至资本过剩论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鲍威尔和格罗斯曼都是在再生产表式的基础上来构建其研究的。资本过剩论者近来放弃再生产表式，必须被视为积极的一步。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恰当的重点是转向资本积累理论的方向。如果我们考察固定资本阻碍生产方法变革的方式，“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的逻辑必然性就会变得十分清晰。尽管引入这一概念的《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题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其逻辑内容大多并非取自该规律本身，而是取自该规律底层的资本积累过程。基于资本构成提高的危机论可能受到了该章标题的过度影响，尤其是近代理论家普遍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利润理论的论述这一额外诱惑。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信用制度的考察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对信用制度运行的分析，周期性危机的剧烈性和普遍性特征就无法得到充分解释。评判危机论正确与否的一个试金石，应当是它们能否系统地整合马克思在信用理论上的贡献。就西方文献而言，希法亭以及近来的布洛克和亚菲在这一方面构成了例外。32然而，他们对信用机制的处理仍然更多地只是作为其危机论的补充，并且在恰当的抽象历史基础方面仍显得有些混乱。基于宇野著作的我自己的观点是，有必要既依靠恰当的资本过剩论，又依靠马克思所采取的恰当的抽象经验基础——19世纪中叶——以便阐明正规产业周期过程中信用制度结构和运行的基础理论。
危机的形态变化
多因论进路的相关性
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采取了多因论进路，试图将各种类型的危机论结合起来。考茨基、普赖泽尔、多布和曼德尔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尽管考茨基与其他三人存在根本不同。关于为何这种进路在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历史上反复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浮现出来。首先，马克思本人的危机论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每一种观点本身似乎都无法证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其次，资本主义历史本身似乎展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危机类型。
然而，我对此并不信服。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从单纯的解释性立场推进到更具创造性的立场，他们首先应当尝试考察马克思的哪一种危机论最为准确和一贯，然后选择最佳进路并努力完善它。如果每种理论单独来看都是不充分的，那么它们在多因论进路中的组合又怎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如果危机构型的决定因素被留给变动不居的历史环境，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依然必须解释资本的自主积累何以会以周期性危机重复相似模式的产业周期。1820年代至1860年代之间的典型周期性危机事实上确实以非常相似的模式重复自身，尽管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特定的历史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中提炼出周期性危机的完全决定性原理。这样一个基础原理对于分析表征危机历史形态变化的不同特征是必不可少的。采取多因论进路的人之所以试图通过组装一个包含多种可能模型的抽象理论工具箱，直接且同时处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至少部分是由于混淆了基础理论与具体分析之间的研究层次。
即使在对现实危机的研究中，我们也不应当以多因论的方式任意使用不同类型的危机论。采用多因论进路进行的危机历史研究，往往具有支离破碎且缺乏辩证统一性的倾向。对危机形态变化主要特征的概述，将从我们自身的危机基础理论视角出发，展示对现实经验分析采取一种更加统一的方法的可能性。
典型周期性危机33
在自由主义阶段，主导资本是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英国产业资本。在这一阶段，资本积累以近乎恰好十年的周期典型地波动：危机首先发生于1825年，随后是1836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这些周期不仅呈现出相似的周期性，而且重复着相同的历程。全面的繁荣扩张在最后阶段伴随着大规模的投机交易，从而引发了由商业危机、货币（或信用）危机和产业危机三位一体构成的剧烈危机。随后是持续三到四年的萧条，迫使仍在经营的资本家彻底革新其生产方法。
繁荣、危机和萧条的周期并不仅仅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国内运动。英国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不仅发生在相对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中，也发生在相对于来自国外的原料和粮食的非弹性供给的关系中。核心的棉纺织业在繁荣的最后阶段总是遭受棉花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的困扰。利润率开始下降：随后，出于从原棉、棉织品和谷物市场价格上涨中获利的希望，大规模的投机性囤积居奇便扩散开来。尤其是大型批发商，通过利用信用制度的弹性扩张，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投机交易。然而，这种不平衡的、投机性的发展连同利润率的下降，首先限制并收紧了商业信用，继而收紧了银行信用。利息率不得不上升。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的对外流失以及随后的对内流失，既反映了货币市场的紧缩，又剧烈地加剧了这种紧缩。
在这些情况下，大型批发投机商的破产变得不可避免，并且通常引发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连锁崩溃，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陷于瘫痪。正如资本过度积累发生在相对于国外农产品的关系中一样，投机性过度交易、信用扩张及其相继崩溃也扩展到了世界市场，而不局限于英国国内市场。然而，世界市场上价格与信用制度的波动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由英国产业资本的积累所决定的。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看，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形式并非与内在经济秩序不相容：它们在这一时期仅仅对英国资本积累周期的振幅产生了数量上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无需明确参考具体国际关系，便能够将周期性危机的原理抽象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完全决定性原理的原因所在。
其发展与资本市场作用密切相关的铁路建设，在1840年代之前主要局限于英国，而在1850年代之后扩展到国外，将其影响增添到了危机的特征之中。然而，只要英国棉纺织业依然主导着产业周期的进程，它就主要依然只是充当一个放大器。
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阶段内在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中最近提出的长波理论，不应当掩盖这一阶段以其特有的正规周期性危机所具有的统一性质。长波理论毋宁应当被视为试图概括19世纪末和19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经验。我深切怀疑它们是否能被证明是马克思危机基础理论的一个构成要素。
大萧条34
从1860年代开始，并明确到了1870年代，资本积累的结构发生了一场对产业周期模式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英国棉纺织业获得了技术成熟，从而脱离了其在产业周期中的中心角色。新的主导性积累方式见于英国海外投资、国外铁路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钢铁工业。1870年代初，欧洲大陆和美国用于铁路建设的资本积累超出了劳动力市场以及煤铁的生产能力。成本的急剧增加导致许多预期中的铁路工程建设终止。为这些工程融资而在资本市场中发生的投机性扩张于1873年崩溃，导致了奥地利、美国和德国的急剧货币危机，在这些国家，银行直接参与了资本市场与铁路建设的融资。然而，伦敦金融市场的极度紧缩虽然给外国金融中心造成了严重困难，却使英国这一次避免了剧烈的货币（信用）危机。从国外回流的输出资本缓解了伦敦借贷资金的严重短缺。此外，英国各银行没有直接涉足铁路建设的长期贷款或海外资本市场，而是主要集中于它们在作为世界贸易金融中心的短期贴现市场中的角色。
危机的非决定性特征意味着英国工业中遗留了大量未经破坏的固定资本。以过剩产能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迫使各产业资本之间展开剧烈竞争。特别是在重工业中，折旧和重置过剩固定资本的困难使萧条更加持久，并且通过股份公司进行的大规模新设备投资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资本积累的长期萧条深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英国工业的生产率增长在1880年代完全停滞，英国工业开始失去其领先地位。在我看来，英国工业中资本积累的这些困难，构成了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的核心。英国当时仍占据着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绝大份额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停滞导致它在该时期末失去了这一地位。35
制造业长期的萧条状态使得缓解欧洲农业危机变得十分困难。1880年代初和1880年代末的两次复苏都十分疲弱，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平衡和投机性的特征；每一次都以1882年和1890年同样不具决定性的危机而告终。尽管这些危机看似符合商品过剩论，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正是核心工业和金融市场中长期存在的过剩资本决定了复苏及后续危机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不再能够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解决，而是采取了过剩资本长期存在的形式。36正是基础结构的这种改变，引发了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向殖民主义扩张政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除外）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上由固定资本增长所引起的产业周期的形态变化，发生在垄断金融资本确立之前，而垄断金融资本本身直到世纪之交才稳固确立起来。事实上，正是这些形态变化使得垄断金融资本的增长以及经济政策主要方向的转变成为必然，而不是相反。
一旦美国和德国重工业的生产力赶上并随后超过了英国，美德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能够压倒停滞的英国经济的萧条影响并终结大萧条。英国工业也逐渐转向生产高档或专业化产品，以迎合世界市场上的新局面。随着南非黄金工业的发展，金矿开采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推高了商品的价格水平，进一步刺激了资本积累。
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应对大规模固定资本存在的困难。以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货币资本形式产生过剩资本的长期趋势，即使在大萧条之后也以不同的特征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在工业中心建立起来以逃避这种趋势普遍困难的金融资本垄断组织，一方面实际上加剧了这些困难，另一方面又将困难转嫁到非垄断部门。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帝国主义对外投资、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强力推进，最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与宇野的理论不同），阐明由固定资本增加所引起的产业周期形态变化的基础原理大概是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原理中需要阐明的最根本变化是：过剩资本的长期存在、繁荣阶段随之而来的不平衡与投机特征，以及危机无法解决全面复苏的结构性困难。
然而，尽管可以阐明产业周期形态变化的原理，但它必然比从自由主义阶段提炼出的典型正规产业周期的原理更为抽象。与以往的典型周期相比，基于长期过剩资本的产业周期无法以稳定、规则的历程重复展开。复苏与繁荣的引发因素往往存在于核心工业之外，因此繁荣的直接原因及其崩溃中的要素在各个时期变得多种多样。产业周期具体阶段中的这些历史变化，应当在阶段论和更具体的经验分析这两个层次上加以研究。我本人的判断是，正如我所表述的资本过剩危机论，作为基础原理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作为研究以上述大萧条案例为起点的这些经济危机历史形态变化的参照框架。
大危机37
始于1929年秋天的大危机似乎并不适用于资本过剩论的劳动力短缺变体。在整个1920年代，欧洲乃至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都是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工资水平因此停滞不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以外扩大的农业生产，在欧洲农业产量恢复后变成了过剩生产。农业萧条从1920年代初开始蔓延至整个世界经济。此外，资本主义世界失去了俄国市场。积累，特别是产业资本的积累，趋于停滞。
1929年之前的这一系列特征，似乎都有利于消费不足型或比例失调型的商品过剩论。然而，在各种商品产品表面上的供求失衡背后，核心工业和金融市场中的资本积累存在着更为根本的困难。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环境中，最终酿成大危机的资本积累困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紧密相联。
在战争期间被充分利用并大幅扩张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结束后表现为过剩固定资本。在美国经济的例子中，这种过剩资本（例如钢铁工业中的过剩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新兴的汽车工业和建筑热潮所吸收。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建筑热潮，是通过动员各个社会阶层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增加的货币资产而引发的。然而，汽车生产的增长和建筑热潮依然不足以使基础重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其结果是金融资本垄断行为的再度强化；在钢铁工业中，由新市场引发的价格竞争到1924年已经结束。这波及了新发展的汽车工业，在1920年代后期，汽车价格实际上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不降反升。
对市场的垄断控制通过限制生产规模加重了过剩固定资本的沉重负担，结果厂房和设备方面的产业投资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陷于停滞。这反过来使缓解失业和农业困境变得困难。与此同时，甚至工人和农民在战时及战后初期设法获得的那些货币资产，越来越集中到资产阶级上层并演变为过剩货币资本。此时，由于一方面世界农业本身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来诱导美国资本向农业国输出，美国过剩货币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途径寥寥无几。
由于无法被国内生产性投资吸收，战后剧烈的通货膨胀一旦得到控制，美国过剩货币资本的一部分便输出到德国。德国也必须以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息率吸收美国资本，以满足主要向法国和英国支付赔款的要求。赔款的负担和相关的高利率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障碍。然而，受偿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同样必须主要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就英国而言，战前的黄金/英镑平价符合金融家的利益而得以重新确立，这通过提高英国出口商品价格加剧了工业停滞，并随后必须通过提高利息率吸引来自国外的短期贷款以平衡英国的国际收支。这些因素加重了此时由于欧洲过剩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垄断组织而造成的生产性投资受限。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对欧洲的资本输出对于激活产业资本的新积累或推动扩张收效甚微。
通过战争赔款和战债偿付的链条，美国的资本输出实际上在一个通向回流美国的国际循环回路中再生产了过剩货币资本的存在。美国过剩货币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也被用来通过提供抵押贷款支持或多或少带有投机性的建筑热潮；随后在1920年代末，当美国金融资本推进吸收大量过剩货币资产的第二次兼并运动时，它日益集中于资本市场。这一次，繁荣最后阶段的投机性发展通过股票市场的投机采取了显著的金融形式。货币资本向纽约资本市场的集中，往往削减了美国向德国的资本输出，并破坏了表征1920年代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支付链条。从1928年底开始，世界上各个主要金融市场的短期利息率均有所上升，进一步制约了资本主义产业活动。在美国，利息率的上升特别打击了长期建设以及处于发展最后阶段的资本市场投机中的资本运作。
1929年秋天始于纽约股票市场的投机崩溃引发了剧烈的金融危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投机运作中的一波又一波破产以及一再发生的银行挤兑。为了获得必要的支付手段，非垄断性商品产品被降价抛售。金融市场和这些商品市场的崩溃相互作用，减少了有效需求和生产规模。相比之下，垄断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大幅降低，这是垄断资本为了维持垄断价格而大幅削减生产的结果。在没有面临强大工会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大幅削减就业相当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一旦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收缩而急剧下降，商品的普遍生产过剩就变得十分显著。
由于欧洲各国的金融交易极大地依赖于美国的贷款和资本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破坏了作为1920年代相对稳定基本组成部分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随着金融中心的瘫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陷入了一场或多或少与美国类似的深刻危机。世界经济外围国家的农业危机急剧加重。1920年代的国际金汇兑货币制度再也无法维持：随着它的崩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向了集团经济，每种关键货币都拥有自身的市场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然性直接根植于大危机所造成的这种对抗性集团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商品产品表面上的供求失衡背后，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到在1920年代增加的过剩资本，其形式既有因垄断资本的活动而强化的过剩固定资本，又有过剩货币资本（尤其在美国）。在这一时期，过剩的货币资本、现实资本以及劳动力的供给无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曾通过19世纪中叶典型产业周期中固定资本的根本性更新得以发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美国的政治-军事支出得以发生。由于无法在生产性扩张中被吸收，过剩货币资本被用于投机性抵押贷款以及资本市场中的投机运作，从而在形成这场剧烈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典型的周期性危机相比，或与以往大萧条的爆发相比，甚至与我将在下一章中考察的1970年代近期世界危机的进程相比，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并不能那么容易地通过直接应用劳动力短缺类型的资本过剩危机论来予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灵活地将这种类型的危机论作为基础原理来运用，并纳入其对萧条阶段以及相关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积累的处理，我们便能够在具体层面上理解大危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殊性质。对我们基础理论的这种弹性应用，不应等同于多因论进路，在后者中，各个因素往往被视为或多或少相互独立的，且无法在一个基础原理内部或在现实历史分析中获得系统性的统一。资本过剩论的生命力，也必须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近期经济危机的具体分析来加以检验。
第四部分
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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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的通胀危机
1970年代的通胀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常被视为一种成功的制度，能够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运作来避免经济危机，并维持就业和收入增长。在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相对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观点似乎是贴切的。当然，即使在战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也发生过经济衰退，如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以及1969—1970年。然而，这些衰退并未变得很深，并很快被克服。特别是在1960年代，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经济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被称为“新经济学”）的成功。
197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世界资本主义遭受了普遍而严重的经济危机。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来回顾这一过程的概貌。
应外国官方机构要求以美元兑换黄金为基础运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系，在1971年8月尼克松完全停止这种兑换时最终崩溃。尽管许多人预料世界经济会立即受到震荡，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活动在1972年和1973年却出现了上升。浮动汇率制因消除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使得凯恩斯主义政策普遍更具弹性而受到赞誉。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流动性的迅速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通胀加速了。1与此同时，价格急剧上涨开始出现，尤其是农产品、有色金属、橡胶和石油等基础原材料。除西德外，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批发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在1973年秋季之前就已经超过了10%。恶性通胀开始显现。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1973年10月起的四个月内将石油价格提高到四倍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西德）批发物价指数的增长率在1974年进一步加快。随后消费者物价上涨，在这些国家（西德除外）达到了每年超过10%的增长率。在这些情况下，金融资本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剧烈震荡。
1974年6月西德的赫尔施塔特银行破产后，黑森州立银行、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西德）、劳埃德国际银行、伦敦郡证券（英国）、瑞士联合银行（瑞士）、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以及圣地亚哥美国国民银行（美国）等各家银行均遭受重大亏损并陷入类似的困境。主要国家的股市指数大幅下挫。普遍的动荡波及所有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为了抑制通胀，货币金融政策被迫全面收紧。因此，各地的信用机制变得极为紧缩，推高了利息率。
这种极其紧缩的金融形势加上混乱的价格关系，增加了企业的破产数量和严重困难。再生产的收缩开始加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生产规模在1973年底到1975年秋季之间下降了13%。即便根据官方数据，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也达到了1400万。1974—1975年间国际贸易量减少了10%。世界资本主义显然已陷入战后最大、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完全可以恰当地称为“通胀危机”。
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政策未能达到其防止或避免这一时期失业增加、有效需求减少以及恶性通胀的目的。事实上，难道它不是反而使局势恶化了吗？
因此，在经济政策的推行方面，各资本主义政府都遭遇了严重的信心丧失。这种信心的丧失加深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新古典理论不仅在实践中无法提供预防或缓解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而且在理论上也被证明无法提供分析基础来解释为何会爆发这样的通胀危机。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在1960年代就因新李嘉图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而失去了微观经济价格与资本理论的支柱。近期宏观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另一支柱的信誉扫地，似乎彻底瓦解了这种肤浅综合的所有残存基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正暴露出其狭隘局限性的证据，这是由于其内部价值论与危机论的薄弱乃至缺失所造成的。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危机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则截然不同。与新古典理论不同，它并不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既定和永恒的，也不试图提供维持现行制度的政策手段。相反，它的目标是对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进行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危机论可以作为这种分析的恰当基础。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第6章中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危机论本身仍不完备，且包含不易调和的观点。如果采用马克思危机论中不正确的一面，或者在不明确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具体条件的情况下过于直接地套用基本理论，就可能无法正确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近期危机的特征。
例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似乎将美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支出政策的表面成功加以概括，认为垄断资本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可以通过大公司的销售努力，尤其是政府的民用和军事支出来吸收。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行动的前景如今十分渺茫，对世界革命的任何期望都必须寄托于不发达国家的反抗运动和革命战争。
斯威齐曾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第9章中试图从《资本论》中引申出的资本过剩危机论，在此完全未被利用。并非《资本论》原初持有的消费不足论类型的商品过剩理论，被用来推导垄断资本下剩余增长的趋势。结果，应对资本本身过剩——而不仅是经济剩余或商品供给过剩——这一更为根本的困难，无法在其具体发展中得到研究。特别是由于196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表面的稳定性被过度概括为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模型，使得那些能够吸收资本过度积累爆发压力的具体的、因而具有历史暂定性的前提条件，往往被不恰当地忽略了。因此，毫不奇怪，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很难适用于19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进程。
运用马克思危机论不妥当一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大卫·亚菲和保罗·布洛克的著作。2他们正确地摒弃了商品过剩危机论，却直接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推导资本过剩危机论，而没有将资本过度积累的概念与工资率上升联系起来。然而，由于资本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并不阻碍资本积累的进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及其向资本的转化仍可继续进行。因此，亚菲和布洛克试图从这一规律中推导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似乎仅仅表明了资本为了减缓积累速度下降而产生的抽象需求。只要直接基于这样一种危机论，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往往将世界资本主义的所有具体发展，归结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抽象结果，或者是抵抗该规律的不确定需求的抽象结果。因此，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前提条件、战后繁荣的必然性与意义，以及它近期的崩溃，都往往被排除在他们的主要关切之外。
正如我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危机论必须被完善为一种资本过剩理论，其中资本过剩生产的概念是与劳动人口相联系的；这必须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信用制度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应用这种危机论，就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通胀危机得出更好的分析。
然而，处于这种基本原理研究层次的基础危机论，不应当直接套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后者也绝不能被当作仿佛前者才是最终目的那样来对待。宇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层次系统地划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在此具有极大的相关性。3在现状分析层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必须将世界市场的具体历史情境及其动态变化，与更基础层次的理论概念研究结合起来予以考察。
世界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
从上述观点分析近期的通胀危机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历史事实。
通过货币管制实行的通胀政策，起源于1930年代通过分割对外与国内经济关系来缓解大萧条影响的高度民族主义企图。因此，凯恩斯主义通胀政策最初最适合于自给自足程度最高的美国经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纳粹德国最激进表现的那样），在政治上将其外部势力范围组织成集团，同时收紧对国内经济的直接统制。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这些政军集团被瓦解时，美国的通胀政策便不再能充当完全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的政策工具。
美国政府随后不得不动用其通胀性财政支出，主要是为了维护并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构筑为一个抵御社会主义各种冲击的“自由”世界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已经十分复杂，在国际和国内关系中都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美国政府以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重建援助计划、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以及维持军事同盟和基地并进一步进行反社会主义战争的军事支出的形式，接连不断地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撒出巨额美元资金。例如，1946—1952年间包括马歇尔计划在内的美国援助总额达到359亿美元，1952—1960年间美国政府即使扣除军事援助的对外支出也达到415亿美元，而截至1975年美国的越南战争支出更是高达1390亿美元。
与1920年代战争债务和赔款构成沉重负担的世界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与增长，显然得益于这种连绵不断的美元资金之雨。除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以美元为关键国际货币的IMF体系下维持固定汇率的同时，能够相当容易地补充其外汇储备，并推行凯恩斯主义通胀性经济政策。
美元资金的政军支出，也有利于在战争期间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关系中处理其过剩资本。只要美国金融资本保持其出口竞争优势，国际美元的支出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有效需求带来有利的反响。至于军事支出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斯威齐计算出，在1970年底，军队人数（310万）和军事工业人数（300万），加上其就业的间接效应，可能达到了2200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790万），那么在没有军事支出的情况下可能失业的总人数达到了整个劳动人口的25.6%，这一比例甚至高于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达到的最高失业率（24.9%）。4我们在此必须注意到，凯恩斯主义政策表面的成功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军事支出密切相关。
然而，即便通过政军支出对有效需求进行了如此巨大的补充，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国金融资本在战时及战后扩张期间建立起来的过剩固定资本对工业设备新投资造成的限制。因此，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设备投资趋于停滞。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兼并浪潮发生在1960年代，反映了工业实际投资的这种停滞趋势。该浪潮通过强化美国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质，进一步加剧了设备投资的停滞。
与此相反，西欧（尤其是西德）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展现了迅速的重建与增长，活跃的设备投资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这些地区，战时受损和老化的工业设备很容易被废弃和更新。美国在战时和战后（部分也在战前）开发的新工业技术，连同石油化工或电子等新兴产业被不断引进，提高了生产力。此外，西德和日本的军费负担很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日本可以从农村地区获得，而在西德则可以从共同市场的周边国家获得。只要这些条件保持不变，西德和日本就能维持迅速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进程中，美国工业的国际霸权在1960年代明显削弱。美国在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7年的28.7%下降到1970年的18.9%，并在此时被西德超过。同期间日本的份额也翻了一番，从5.5%上升。此外，在越南战争加剧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加速。因此，美国国际贸易收支顺差急剧缩水，从1964年的66.8亿美元降至1968年的6.3亿美元，并在1971年转为逆差。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支出和美国私人资本的输出，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出现大量逆差。因此，在承诺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IMF体系下，美元的供应失去了以往美国国际贸易收支巨额顺差这一实体基础。1960年代末，国际黄金抢购狂潮和美元危机日趋严重，实行固定汇率比率的IMF体系最终于1971年崩溃。
因此，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直到1960年代都取得表面成功的国际机制，并非仅仅是确保就业的普遍福利制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对抗社会主义的政军美元支出。另一方面，在IMF体系下通过这种美元支出导致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维持曾用于应对世界资本主义过剩资本的这同一国际体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1960年代的战后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尽管表面上很稳定，但根本上包含着走向自我毁灭的矛盾运动。51970年代初IMF体系的崩溃，象征着世界资本主义表面稳定的国际机制的瓦解。
从那时起，在浮动汇率制下，为逃避美元贬值而发生的美国资金大规模投机性外流，连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旨在尽可能对出口有利地调节汇率而实行的宽松通胀政策，极大地加速了通货膨胀，并引发了持续至1973年的剧烈投机繁荣。在19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积累几乎达到其极限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繁荣的最后投机阶段。然而，在这一过程的表象之下，除了上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两个更为根本的困难。
其中之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度积累。通过1960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在该时期末期出现了相对的劳动力短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开始因工资率上升而被压缩。例如，美国经济中的工资压力——由于越南战争直接和间接吸收劳动力以及生产率停滞而加剧——显著增加了单位劳动成本，并自1966年以来降低了资本家份额（表现为企业利润）。6劳动力短缺在1960年代末甚至在日本也开始普遍化，不断推高实际工资率。因此，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已经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通胀政策在压低实际工资率方面已无法奏效。结果它非但没有带来实际经济增长，反而引发了恶性通胀。
另一个基本困难是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供应的普遍过度积累。在战时及战后初期的短缺刺激下，发展中国家极大地增加了原材料和粮食的生产与出口。由于一方面西欧国家的农业生产在保护主义政策下得到恢复，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产业广泛开发了替代原材料，它们的供给在1950年代变成了相对过剩。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直到1960年代末越来越趋于恶化。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不同，大多数初级产品是由小农等各类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生产的，即使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他们也无法弹性地削减供给。当产品价格下跌时，小农为了确保必要的货币收入，往往会增加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甚至不惜削减自身消费，从而通过商品关系被迫使其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趋于停滞。因此，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动直接引发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外汇的严重短缺阻碍了其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行动来缓解这些困难。自1950年代后半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频繁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战间期，表现为农产品普遍供给过剩的农业问题就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焦点。它在1950年代重新表现为南北问题，而其背后则隐藏着东西问题。旧殖民地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只要它们仍通过商品关系受到剥削，其经济状况就无法轻易改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代的稳定经济增长，一方面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困难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加以利用（参见第5章）。
但在辩证法意义上，发达国家在1960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通过吸收初级产品的过剩供给，也对这一前提产生了破坏作用。在1970年代初，这些产品的价格开始急剧上涨。与资本主义产品相比，初级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加剧了其市场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工业积累，不仅相对于其国内劳动力，而且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供给弹性而言，都陷入了过度积累。
自成立以来的十年间一直被认为软弱无力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这种情况下得以自1971年起每年提高原油价格，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在1973年秋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就将原油价格提高到四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将其主要能源由煤炭转向石油，而且其工业原材料也高度依赖石油化工产业。因此，石油价格的飞涨，连同其他各种初级产品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普遍的沉重打击，大幅压缩了利润率。世界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正当爆发。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性的瓦解
19世纪中期的典型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原理应从中抽象出来——发生在英国产业资本相对于国内劳动人口和国外农产品供给均陷入过度积累之时。由于棉纺织工业是决定性的主导部门，棉花的相对短缺及其价格上涨，连同工资率的上升，在繁荣的最后阶段压缩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并在信用制度扩张的基础上引发了大规模投机贸易，而信用制度又不可避免地因银行储备资金的减少而走向紧缩。这样，资本过度积累的困难便演变为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的根本性上涨、相反的利润率下降以及利息率的上升。随后一场急剧的危机必然爆发，通常始于批发贸易中大规模投机的崩溃。
这一时期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资本过度积累，在本质上与这种经典类型的危机的基本过程非常相似，在1970年代初作为发达国家1960年代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显现出来。它的发展与以IMF体系为形式的国际美元支出机制的崩溃交织在一起，而该机制曾用于支撑1960年代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通胀政策的表面成功。在这些情况下，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基础上，原材料及相关产品的投机贸易大幅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信用扩张弹性急剧膨胀，不再受到IMF体系固定汇率的制约；相反，通过竞相实行尽可能有利于本国出口的浮动汇率，各国的信用扩张进一步加剧了。
特别是在1973年底原油价格被推高之后，与投机相联系的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极其恶性。在经典类型的危机中，产业资本的过剩积累将其内在困难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短缺，从而以货币绝对匮乏和商品极度过剩这两种形式导致再生产遭到急剧破坏。与此相反，由于通胀性信用扩张仍在继续，这一次再生产的破坏表现在完全相反的形式上，即货币的极度过剩和商品的匮乏。即使工业企业名义上获得了高额利润率，但由于货币快速贬值引发抢购导致难以获取生产资料，它们被迫大幅削减生产活动。与此同时，由于除了消费物价猛烈上涨之外工时和就业也有所减少，工人的实际收入以及他们的有效需求开始下降。
1973年底之后为了抑制恶性通胀而采取并强化的紧缩货币政策，也加速了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有效需求的下降。期盼有效需求扩张的投机贸易失去了实体基础，并在金融方面陷入困境。1974年，濒临破产或实际倒闭的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增加。正如我们此前所看到的，1974年夏甚至西欧和美国的银行倒闭潮也开始蔓延，所有股票交易所市场均发生崩溃。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机制中出现了普遍的商业信心危机。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在1975年进一步恶化，工时和就业进一步减少。
显而易见，自1973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将其自身的内在困难转化为了通胀危机。尽管如此，这场通胀危机的过程缺乏经典类型危机或1929年大危机的那种彻底的剧烈性和决断性。正如资本过度积累的过程及其困难的发展受到通胀政策的加速一样，经济危机中过剩资本的毁灭也受到通胀性货币供给的抑制。即使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也常常直接和间接地向各类企业提供结算所需的应急资金救济。随着税收不足通过各种形式的借债得到补充，政府支出也倾向于维持在较高水平。毫无疑问，这种通胀性财政金融政策连同金融资本大量积累的储备资金，阻止了经济危机采取企业连锁破产和削价抛售等更为剧烈的形式。
然而，危机的不决断性绝不保证经济活动的平稳复苏。相反，它可能会拖延对基于过剩生产设备的过剩资本的处理，并使随后的萧条长期化。在一百年前以英国经济为中心的1873—1896年大萧条中，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历史先例。摆脱那场大萧条的出路，是在形成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资本主义新发展中找到的；但从我们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类似的出路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形态在根本上似乎是无法企及的。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活动可以通过将经济困难以实际收入减少的形式转嫁给本国工人，以及以压低初级产品收购价格的形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从而或多或少得到改善。事实上，美国经济最彻底地实现了前一种转嫁，并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对进口原油依赖程度最低的优势，它在1975年夏率先制止了经济滑坡，并且利用朝有利于其出口方向浮动的汇率，开始恢复其商业活动，尽管步伐十分缓慢。日本和西欧国家随后跟进。
然而，这种复苏不可能重建19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经济增长机制。即使在美国，工厂和设备方面的私人投资也几乎没有被激活。以闲置产能形式存在的、通过1970年代初之前的持续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过剩固定资本，现在反过来阻碍了这种基础性投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手段受到了狭隘的限制：一方面受到国家财政危机的制约，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在经济活动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再度助长通胀的风险。国际贸易的复苏也不可能平稳。除了产油国之外，南方发展中国家新深化的经济危机在当前条件下不仅没有直接改善，反而往往加剧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收入的恢复与改善现在显然将非常困难。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势必普遍加剧。凯恩斯主义政策大体上已不再有效。劳资纠纷现在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抑制性反作用。因此，近期的通胀危机和随后的慢性萧条，清楚地表明了战后直到19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性的瓦解。它们无疑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劳工运动及其所依托的政党，也面临着如何从政治上克服严峻经济形势的越来越关键的问题。
斯威齐实质性地修正了他在《垄断资本》中先前的结论，于1972年写道：“在过去一百年的非革命改良主义时期之后，我们目前正进入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再次具有革命性的时期。”“到目前为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过得相对轻松，但从今以后，制度瓦解的重担几乎肯定会更加沉重地落在他们的肩上。”7我想承认，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正在印证斯威齐这一修正后的视角。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系统地基于其原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局限性方面的现实意义和任务，正在决定性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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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的螺旋式倒转：这对21世纪意味着什么？
依据发展阶段重新阐释历史的尝试，密切反映了我们理解当代并展望未来的努力。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界定1973年以来当前的危机与重构阶段，理应成为我们的共同关切。为此，尤有必要重新审视此前持续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由于围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最适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因此首先从简要回顾有关资本主义分期的文献中的经典关切（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入手是有益的。
马克思、列宁与宇野
马克思
无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在其其他著作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关切。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的理论指明了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特定性和暂时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狭隘局限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视为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社会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体系通过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质，对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经济的形式自古代起就已存在，主要表现为社会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然而，只有在资本主义中，随着资本用商品组织商品的社会生产，劳动力才首次在社会范围内转化为商品，并形成广泛的商品经济。作为“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Marx 1976 I: 283）而存在、并作为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人类社会生活基本过程的劳动过程，便完全被市场经济的形式所囊括，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基础。
列宁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17）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如其副标题所表明的，它关心的重点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运用19世纪末以来的具体数据和事实，展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图景”（Lenin 1965:3）。列宁采用了希法亭基于股份公司的金融资本概念，并补充了对垄断的分析。然而，希法亭从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推导金融资本概念时，几乎处在与《资本论》相同的抽象研究层次上，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是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大重工业和金融机构中更为具体的历史进程出发的。
列宁在马克思关于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主导工业、资本统治形态以及世界市场上经济大国之间竞争形态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展开了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分析。然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论意义往往被误解了。例如，有人认为它是在同一原理论层次上，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模型取代了《资本论》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旧模型。这种解释似乎为当代许多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即认为他们关于近期资本主义的模型可以取代旧模型，包括《资本论》中的原理论。
宇野
面对这种倾向，宇野弘藏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系统地划分为三个不同研究层次的方法论主张是卓有成效的。第一个层次由《资本论》所提出的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构成。宇野在其主要代表作（Uno, 1964, 1980）中试图提纯并完善以《资本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体系。在该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中所引用的历史事实大多具有例证性质，在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的主体中是可以略去的。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这一层次涉及对每个阶段资本的主导形态、其主要工业基础以及主导国家特征性经济政策的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考察。宇野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第一阶段重商主义中，主导资本是以毛纺织业发展为基础的英国商业资本。第二阶段自由主义，则由以棉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英国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在第三阶段帝国主义中，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而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各种形态的金融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1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理应归入这一研究层次，在这一层次上，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对国民经济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任务和内容绝不能与资本主义原理论的任务和内容相混淆。
第三个研究层次则探讨单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语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也必须作为更为具体的现状分析在这一层次上加以剖析。按照宇野的看法，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变时期，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应对来自社会主义的内外威胁，因而在政府对经济进行高度干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阶段。第一和第二研究层次应当作为参照框架，用以指导第三层次的具体现状分析。各国在各时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能够依据这一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制定具体策略，而不能仅仅依靠第一和第二层次的研究。
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作为根本参照框架，第二和第三研究层次对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具体研究有机地聚焦于资本积累过程。在这方面，宇野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方法，在方法论上不同于历史学派、制度学派或近期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后者的研究存在共同关切的重合点——尤其是各社会间文化、历史和制度差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与它们开展相互合作或借鉴彼此的成果是完全可能的。
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我从宇野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尝试中获益良多，并在划分研究层次方面遵循了他的思路。因此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置于第三层次的具体现状分析之中。然而，这一时期并不是均质的，至少需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风雨飘摇的战间期（三十年危机时期），其中1930年代的大危机时期必须作为子阶段，与19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重构期进一步区分开来。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1973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第三阶段则是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持续危机与重构的时期。
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稳定的模式。为了概括这种稳定模式，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名称，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福特主义、美利坚和平以及消费主义。确定一个统一定义的困难正反映了该阶段的复杂性。将对这一阶段的分析置于资本主义具体现状分析层次上的一个优势，在于避免了必须选取某种多多少少带有片面简化的单一标签的问题。相反，我们可以尝试汲取这些不同概括的合理内涵，以提供一个恰当的综合视角。
在中层理论探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我们确实应当能够避免过度概括各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忽略横跨多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大趋势。因此，必须将每个阶段的具体特征与在历史分析层次上考察的这些更长远趋势结合起来加以阐明。
背离竞争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趋势
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大约一个世纪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螺旋式的方式倒转了其在自由主义阶段所采取的方向，倾向于通过以下四种方式限制自由市场竞争：
a)  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巨型股份公司成长壮大。它们倾向于结成垄断组织，以避免恶性竞争，并通过控制其产品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
b)  在重工业中，需要大量有经验、体力强健的男性工人，并将他们集中雇佣在大型工作场所。结果，在这些工人以及公共部门日益增多的工人中，工会组织得以发展壮大。工会试图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以捍卫工人的阶级利益。在工会运动发展的这一基础上，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也得以发展。
c)  顺应这些趋势，民族国家的经济作用得到了强化。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关税政策受到强化，以迎合垄断企业的经济需求。由于具有这些螺旋式演进的特征，帝国主义阶段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为了赢得国民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保卫资本主义秩序免受社会主义威胁，国家采取了应对劳工与农业问题的社会政策。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为了动员国民经济力量，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冷战背景下，军工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战间期的大危机催生了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欧洲国家积极推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政策，以作为制衡社会主义的力量。由此带来的公共部门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就业），也有利于工会运动。
d)  随着苏联型社会主义的形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迅速扩展，覆盖了全球约30%的陆地面积和35%的人口，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似乎面临着这一发展的严峻挑战，其自身的地域扩张受到了限制。在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也呈现壮大势头。遏制这些社会主义推进的需要，显然是促使冷战时期国家作用日益增强的一个因素。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扩展其竞争性市场秩序的基本历史趋势，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里遭到了限制和倒转。拥有自由竞争市场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活力似乎已经衰退。正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重商主义阶段借助政军国家干预这把“助产婆”而诞生一样，随着它越来越倾向于重新强化政军国家干预，其活力似乎逐渐萎缩。
随着庞大企业和肥大化国家的经济作用不断增强，共同体式人际关系的社会经济意义在人们意识中遭到削弱，并在实践中常常被瓦解。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了这些发展的影响，往往以大企业工会为社会基础，把注意力聚焦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策问题上。除了工人运动的经济诉求外，和平反战运动也动员了针对国家政策的反抗。在国家因而成为众多问题焦点的同时，合作社运动、女性主义和生态学尚未被纳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主要演进动力之中。
然而，伴随着限制竞争性自由市场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工业国家却取得了异常高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并且与以往阶段不同，并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萧条。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Marglin and Schor, 1990）。
凯恩斯主义还是福特主义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主义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特殊形态。在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与垄断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对导致自1929年开始的破坏性大危机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之后，管理通货制度得以确立。它使国家能够推行灵活的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固定汇率在国际上将管理通货整合起来，成为凯恩斯主义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框架。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为那些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看似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声誉日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假定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当代资本主义模型。这种倾向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尽管有效需求的扩大是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重建岁月之外，这种增长是否仅仅是通过自“上”而下运作的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实现的，令人存疑。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税收的逐年增长使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伴随预算赤字的凯恩斯式财政政策变得没有必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并未推行，尽管保持低实际利息率的一贯货币政策对于资本积累仍然有效。在冷战框架下，正如军事资本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军事支出（尤其在美国）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发挥了某种军事凯恩斯主义的作用。然而，这项政策的经济效应稳步递减，到越南战争时期对美国经济已经转为负面。不过，只要凯恩斯主义被当作一种声称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维持充分就业有效的抽象一般理论提出，许多人就极难理解为什么它在1970年代突然失效了。
因此，凯恩斯主义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表面成功需要另一种解释，一种源自资本积累动态内部、来自“下”方的解释。为此，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模型，该模型强调通过明示或暗示的劳资妥协，使实际工资伴随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2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有力批判，也是对阐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基本逻辑的重要贡献。这一福特主义模型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契合，强调了工会的有效作用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补充作用。
尽管如此，福特主义模型被提出来时，仿佛成了取代凯恩斯理论的当代资本主义抽象理论模型。它被视为取代帝国主义旧模型甚至取代《资本论》中更早的竞争资本主义模型的新资本主义模型。在如此抽象的层次上，它并未与有利于资本积累并适于福特主义发展的诸条件的历史具体分析结合起来。结果，与凯恩斯理论的缺陷相似，其弱点就在于无法在其自身理论框架内解释为什么持续经济增长的成功过程必然会走向终结。
高速经济增长的具体条件
可以指出四个历史具体条件，它们构成了这一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经济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一条件对于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连同美国大规模海外公共支出与私人投资的稳定基石。
第二个条件是通过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工业投资，获得了一系列用于生产日益复杂的耐用消费品的技术前沿。按照福特主义模型，劳动人民有效需求的扩大对于推销通过扩大规模化大生产所生产出的各种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复杂耐用消费品是必不可少的。福特主义模型的适用性必须放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来理解。
第三个条件是世界市场上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廉价初级产品的持续增加。其中，来自中东国家以每桶不到两美元的价格提供的廉价而充裕的石油供应，是构建高耗能型大众消费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随着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就业，在发达国家中拥有足够数量具备适度教育水平、能够适应技术变化的温顺工人。资本可用于吸收其扩大积累所需的雇佣工人的主要来源，包括战时动员中解脱出来的工人、农业中潜在的产业后备军、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不断增加的参与、外国移民工人以及人口的增长。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论述的（Itoh, 1990），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正是由这些具体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没有它们，凯恩斯主义的表面成功和福特主义模型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存在。当这些条件被破坏时，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黄金时代的终结，反而在1973年后促成了通胀危机与滞胀，并随后不得不被放弃。
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倒转
竞争性市场秩序的复兴
当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丧失经济霸权，并不再能够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时，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崩溃了。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引发了货币与金融领域极不稳定的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与高速经济增长持续进程所导致的、相对于劳动力和初级产品缺乏弹性的供给而言出现的资本过度积累相结合，引发了投机性的恶性通胀——即1970年代毁灭性的通胀危机与滞胀。随后的1980年代，反通胀的货币主义政策伴随着里根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推高了美国的利息率。国际利息率差异急剧扩大，从而触发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货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自198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息率的下调，日本以及周边亚洲国家等地接连膨胀起巨大的泡沫，而随后的泡沫破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境。尽管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伴随着繁荣的股票市场实现了强劲复苏，但美国的（IT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繁荣也在2001年以及随后的2007—2008年崩溃了。除了泡沫经济的金融脆弱性之外，绝大多数工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尤其严重限制了美国市场持续稳定的扩张。
在这一屡屡爆发经济危机与不稳定的时期，资本主义企业为了求生存，引入了日益复杂的信息技术（IT）。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广泛冲击，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五个方面螺旋式地倒转了过去一个世纪限制竞争性自由市场的趋势，在全世界重新激活了竞争性市场秩序：
a)  在重构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工厂和办公室中都引入了微电子（ME）自动化系统。它们因而能够通过相对较小的投资单位弹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多种型号的汽车、电器和服装可以通过同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灵活生产，以销往个性化的消费市场。随着产品型号更加多样化且更替加快，工业企业之间的垄断价格控制变得难以形成或维持，国内外的竞争对手角逐都大大加剧了。
借助微电子信息技术，资本主义企业还提高了重新布局制造与营业场所的灵活性，从而强化了跨越国界的全球竞争。由于金融、贸易及其他服务业等增长最快的第三产业往往将其活动集中在大商业中心，区域经济发展变得更加不平衡。
金融市场也实现了广泛的全球化，并加剧了不同金融领域和部门之间的竞争。
b)  随着微电子自动化在工厂、办公室和商店中的普及，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省去很大一部分熟练且经验丰富的工人，同时增加了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家庭主妇兼职、季节工以及通常由其他公司派遣的临时工。廉价外国工人（许多情况下没有工作许可）的雇佣也增加了。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因而不断提高。
这些趋势的结果是，传统工会的组织率下降，社会地位遭到削弱。工人被分割为不同类型的就业形态，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各种更廉价的工人展开竞争。由此，劳动力市场也被重构为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企业能够灵活地组合选择不同类型的工人，以节约运营成本。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196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不同，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工会却一再未能提高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下降甚至已成为许多工人的现实。因此，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资率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显著上升。3
c)  与此同时，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长期的滞胀以及国家累积的财政危机，国家的经济作用大幅缩减。自1980年代初以来，带有对竞争性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信仰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政策立场。公共企业被私有化，放松管制在各地促进了更自由的市场竞争。国家在福利、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遭到削减，公务员人数也被压缩。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是对凯恩斯主义失败的反应，而且更深地植根于在全世界重新激活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现实趋势之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明确反对工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
d)  伴随着这些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重新获得了动力。资本主义似乎正在通过一场历史性危机，藉由回归世界市场这一最初的母海而恢复其活力。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包括微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资本主义企业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诸多经营领域的跨国化，以及全球范围内货币金融投机流动的巨幅增加。随着资本强化其跨国活动，民族国家作为本国资本的监管者或控制者的效力降低了。随着跨国资本主义企业全球化的加剧，国家的经济干预已经遭到削弱。
走向全球化的强劲趋势也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持诸如放松管制、对富人和资本主义公司减税以及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IMF轴心倾向于代表这种意识形态，并经常建议其他国家遵循美国的企业和市场秩序模式，将其作为全球化时代所有经济体的事实上的世界标准。e) 当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持续的经济危机与萧条，主要通过引入微电子技术和新政策自发地努力重构时，带有肥大僵化的国家与党政官僚机构的苏联型社会主义在面对经济停滞时，既无法改变其工业技术，也无法改变其社会主义类型。通过重构来转变经济秩序的困难，最终通过对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不断加剧的族群与民族主义紧张局势和民族主义，导致了东欧和苏联体制本身的解体。4结果，在俄罗斯和大多数东欧国家，都以某种形式走上了通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保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自1978年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相当成功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越南和古巴正在效仿这一试验。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不再是一种对立性的经济秩序，相反已变成一个对跨国资本更加开放的商业市场。
前中央计划经济体中的所有这些制度变迁，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扩大了跨国资本主义企业投资和推销商品的领地。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都因这些制度变迁而向前推进了。5
伴随着大竞争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全球化强劲浪潮，绝非资本主义自起源和发展以来简单线性历史演进的产物。在资本、工人和国家试图规制自由竞争市场，以及社会主义试图构建没有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尝试之后，它标志着一种螺旋式的历史向后倒转。正如我们所见，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转型中，资本主义在其历史危机的深处重新恢复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相应地，市场秩序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自由，而非对实质经济平等或博爱的关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
第二次历史性螺旋扭转及其对新世纪的启示
无论在其基本运作机制还是在其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都充满了悖论。因此，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各个阶段并不必然意味着沿着单一轨道向社会主义线性前进。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不仅发生在常规的商业周期中，贯穿周期性危机与衰退的各个阶段，而且在更大的尺度上，也发生在通过19世纪末、1930年代以及当前时期等大萧条所经历的意料之外的转折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螺旋式历史倒转过程，重新走向具有强烈全球化趋势的竞争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螺旋式倒转。第一次倒转使资本主义发展从带有全球化趋势的竞争性自由贸易，转向国家权力、民族主义和市场规制的重新强化。苏联型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传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反应，加剧了规制性国家主义的倾向。
随后，资本主义发展走向放松管制的竞争性市场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倒转，又因苏联型社会主义出人意料的解体而进一步加剧。宇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理解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观点陷入了困境。世界历史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可能正如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一样，包含着大规模的往复螺旋扭转。
这些反思表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胜利以及20世纪末期社会主义所谓失败的信念，绝不是历史的终结。在21世纪，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广大人民群众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必将重新敞开。
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
尽管新自由主义坚信竞争性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效率与理性，但它已经暴露出无法带来其所承诺结果的无能。在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投机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并在日本、其他亚洲国家以及美国等地引发了投机泡沫的毁灭性膨胀与破裂。新自由主义傲慢地断言，在涉及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时，这些破坏性发展是由于透明竞争市场的不完善造成的。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像正统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社会秩序，相反，它始终建立在各种非市场的政治和共同体式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例如民族国家、政党、家庭、地方社区、工会和合作社。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将经济和财政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以谋求跨国公司和富人的利益。紧急经济政策实际上把公共开支的重点放在拯救大企业和银行上，而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新自由主义毫无疑问正在重新加剧当代社会的阶级分化特征，其结果在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新自由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螺旋式历史倒转之上，并在竞争性市场中重振了其基本活力，因而其局限性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基本历史矛盾之中。事实上，在这一屡屡爆发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正日益显露出其内在局限性。资本积累已经暴露出在劳动力市场上维持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困难。带有浮动汇率制的管理通货制度加剧了金融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社会在极少数富裕的资产所有者与在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条件下备受压迫的广大工人群众之间日趋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深化世界各地的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显然以重新强化的烈度剥削和摧残着人类与自然。
因此，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之后的当前经济下行期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仅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模式，而且标志着其基本运作机制与矛盾的复活。在这方面，《资本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论，实际上比在以往阶段更加直接地切中对当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解。这也表明，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能够克服苏联型社会主义的失败，那么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根本批判与替代方案，完全有可能在新世纪重获其现实意义。事实上，局限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替代方案（例如重回凯恩斯主义），是否能够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严重问题，是令人怀疑的。
全球化中的多样化
为了为21世纪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重构开辟全方位的可能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趋于同质化。尽管经济全球化以及使世界各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趋于同质化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Marx 1973: 409）确实存在，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促使政治经济体制产生多样化的自相矛盾的反向趋势。
在先前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美国经济体制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头羊模式。在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中，人们假定在那个时期，同一套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从美国扩展到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今天的同一个调节学派却强调了后福特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轨迹的多样化。其中有三种各具特色的重构模式被认为最为重要：美国的新福特主义模式在不向工人重新分配成果的情况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瑞典的沃尔沃主义模式通过赋予工人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强化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而日本的丰田主义模式则通过保持工人的忠诚与合作，在企业内部灵活轮换多技能工人。在日本周边的亚洲国家中，政治经济秩序的多样性甚至更为丰富。
为什么经济制度的多样化在近期的重构与全球化进程中变得如此显眼？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技术的灵活适应性（Pgano, 1999）。与通过建造用于大规模生产或多或少均质化型号耐用消费品的巨型工厂来塑造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主导工业技术相比，信息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工厂、企业以及不同经营类型重新打开了机遇。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使资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上灵活地组合使用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工人。
此外，以股份公司形式存在的跨国企业可以以许多不同方式组织其内部运营。例如，企业现在在如何划分内部部门、分公司和工厂，以及赋予这些运营多大程度的独立性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企业内部和车间中组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将社会完全分解为原子化的个人。它必须完整保留共同体式和权威性的非市场人际关系，例如企业内部、家庭内部以及政治和宗教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在这些非市场人际关系中，历史、文化和习俗传统往往具有韧性，并在不同社会之间呈现出多样性，即使它们也在经历不断的变化。
跨国企业借助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了各社会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真正同质化，企业就将不再需要向海外投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海外投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利用并结合不同的社会条件。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在分配和合理化其经营活动的同时利用了社会秩序的多样性，并且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
多样化的趋势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相互作用。人们常常认为，通过建立欧洲联盟（EU）实现的欧洲区域一体化增强了资本和劳动力跨越国界的流动性，从而为当代跨国公司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欧盟一体化被假定为在大规模范围内形成均质市场区域以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理想路径。但实际进程揭示了什么？至少在欧元区内许多外围国家看来，拥有共同货币和统一国家预算规则的欧盟一体化，在解决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问题时必然被体会为一种束缚手脚的“紧身衣”。
相反，在具有典型异质性的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许多外围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活力和更高的经济增长。它们正在世界经济中为跨国资本形成一个新的增长中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发展轨迹多样化，整体上却正遭受着衰败趋势的困扰。这种多样化动态中的反差，在亚洲的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与日本之间得到了典型展现。
走向多样化的趋势也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凭借其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正展现出作为一种混合型经济的生机活力——官方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将其与为跨国资本投资提供的日益扩大的空间以及本国资本的增长结合起来。越南和古巴正在效仿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混合模式。在理论层面上，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也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探讨（例如参见Bardhan and Roemer, 1993, Kotz; 2015）。
正如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一样，尽管存在着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劲趋势，我们在当今世界仍然看到了政治经济秩序共时性的多样化及其理论可能性。这表明，在开辟新世纪自身社会进步道路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模式的狭隘界限之外，拥有着广泛的替代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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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成本：借鉴日本经验
2007年夏天始于美国的金融动荡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并迅速演变成一场世界经济危机。这里使用“次贷危机”一词来概括这整个过程。下文将从三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关联的方面考察其历史意义。第（1）节考察次贷危机的具体特征，特别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及90年代随之而来的危机进行比较。第（2）节通过简要讨论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进一步展开这种比较，并指出当前危机可能不至于同样严峻的若干原因。最后，第（3）节从四个方面深入探讨这场危机的社会成本。
次贷金融危机的特征及与日本泡沫经济的比较
任何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与具体特征，总是由其前奏的经济繁荣的性质所决定的。次贷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与之相伴的繁荣。为了理解这场金融危机何以对美国及世界经济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首先必须考察此前美国房地产繁荣的规模与性质。
美国的房地产繁荣始于1996年，与“新经济”繁荣相伴而生，并持续了大约十年。在2001年新经济（或信息技术）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繁荣成为美国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从2002年起尤为如此。据估计，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约40%依赖于房地产部门。1
如果没有住房金融的扩张，房地产繁荣本是不可能的。在美国，住房贷款主要分为优质贷款与次级贷款，后者通常是发放给低收入和信用较低人群的贷款。更具体地说，次级贷款是发放给具有过往拖欠还款记录、预估FICO信用评分在660分以下（这是由费埃哲公司[Fair Issac Co.]首创的信用评分系统，最高分值为900分），甚至债务还本付息额占其收入50%以上的人群的贷款。
在过去，被归类为次级的人群通常被排除在住房贷款之外。但是，在2001年之后，美国的住房贷款尤其是次级贷款出现了迅猛增长。贷款增长的结果是稳步推高了房价，到2006年，房价水平已是1996年的两倍。到2006年底，美国未偿住房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在这笔债务总额中，次级贷款的比重迅速上升，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到2006年，次级贷款占到了新增住房贷款流量的20%。截至那一年底，次级贷款存量达到1.7万亿美元，占全部住房贷款存量的13%。2
几项简单的测算可以进一步说明次级贷款扩张的相对规模。次级贷款的典型规模约为20万美元，3因而在美国有大约850万户家庭（即超过2500万人）获得了这类贷款。此外，假设住房贷款的平均规模约为30万美元，那么截至2006年底美国的住房信贷总额（13万亿美元）被大约4330万户家庭承担，约占美国人口的43%。相比之下，1993年（泡沫破裂后不久）日本未偿住房贷款总额估计为141万亿日元（约占GDP的29%）。鉴于1992年平均每笔住房贷款为2740万日元，日本的全部住房债务大约涉及510万户家庭，占人口的12.3%。4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过程中，美国的住房贷款总体上尤其是次级贷款，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住房贷款规模。
尽管如此，日本的泡沫经济规模之大，足以造成巨额资本损失，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攀升至1400万亿日元以上（包括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但必须记住，住房市场仅仅是该泡沫的一部分。当时在股票市场以及整个房地产领域同样存在投机繁荣。相比之下，当前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美国经济繁荣发生在两个相对不同的浪潮中。第一波是信息技术（IT）泡沫的膨胀与破裂，主要于1996—2001年间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二波则是随之在21世纪头十年发生的房地产繁荣及其破裂。
进一步与日本进行比较，日本与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然存在一个最终导致其破裂的共同因素。即，存在着大量能够轻易被调动用于投机交易的货币资金。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长期下行期中，大企业越来越依赖内源融资。因此，发达国家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现自己掌握了可灵活运用于工业活动之外领域的资金。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必须为消费信贷、住房贷款以及房地产和各类证券的投机交易发放资金。在这一背景下，降低利息率的货币政策往往也会引爆房地产与证券的投机交易，正如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以及2001年后的美国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导致两次泡沫的另一个共同因素，是将IT用于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投机性金融交易。IT的发展促进了浮动利息率还款计划表的快速测算，以及快捷的金融交易和银行信用的灵活扩张。特别是在美国金融中，IT被应用于推算个人信用评分，以及设计和维护在最初几年享有“诱饵”利息率的混合住房贷款，从而吸引低收入劳动者。IT还使得美国住房贷款的结构化证券化以及随后证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成为可能。
然而，有两个政治（与制度）因素助长了美国房地产繁荣的膨胀。首先，取消金融交易管制的普及性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引入带有灵活诱饵利息率的住房贷款成为可能。其次，《社区再投资法》（1977年，鼓励银行将家庭储蓄的一定部分回流到当地社区）和《选择性抵押贷款交易对等法》（1982年，防止住房金融中针对低收入人群居住区的歧视）促进了次级贷款的推进。此类贷款曾被视为通过调动私人金融资金促进城市更新的创新政策。因此，金融企业利用了金融服务民主化——这一曾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成就的成果。这种不幸而荒谬的反常发展，导致了向低收入人群激进扩张住房贷款，最终酿成灾难。
若将这一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就会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主要职能是作为一套社会机制，调动闲置货币来服务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积累目的。然而在20世纪，劳动者的储蓄（包括养老基金和保费支出）已日益被吸纳到金融体系的社会机制之中。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传统上是由当铺和高利贷者（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遗存）以及消费信贷公司提供的。对于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而言，这些消费信贷机制一直相对较小且处于边缘地位。然而，随着大企业越来越依赖内源融资，正规金融机构向非金融企业放贷的机会减少了。于是，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向劳动者扩张消费信贷尤其是住房贷款，逐步向下层低收入群体推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商品已日益金融化。5这种趋势可以被称为劳动力的金融化，在日本泡沫经济过程中它已显而易见，但在最近的美国房地产繁荣中被极大地加剧了。在这次美国房地产繁荣过程中，银行和相关房地产中介通过抛出资本利得的前景，激进地诱惑劳动者借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泡沫经济主要是由从占GNP约15%的高额国内家庭储蓄中提取的资金支撑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家庭储蓄极低，美国房地产繁荣缺乏与之相当的国内资金来源。因此，它是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在全球范围内筹措资金来支撑的。结果，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操作与日本银行早期的操作，乃至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的操作都截然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美国金融企业（通常是储蓄与贷款协会）的放贷模式是“发起-持有”。但在最近的繁荣中，抵押贷款的主要发起人是不吸收存款并着手出售其贷款的抵押贷款公司。买家通常是由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拥有的特别目的载体（SPV）。在收购这些抵押贷款后，SPV将大量抵押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然后再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银行也发起抵押贷款，然后通过出售给为此目的设立的SPV将其移出资产负债表。这就是“发起-分销”模式的实质。
通过这些技术，美国住房贷款市场在结构上被双重化了：第一层由初始放贷人（通常是抵押贷款公司）和家庭借款人组成，而第二层则包括向全世界分销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金融机构。这些新操作将抵押贷款公司等初始放贷人从存款作为放贷资金来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鼓励银行寻求非存款资金，从而促使它们在货币市场上进行批发式借贷。这似乎还将银行从信用风险（个人违约）和利率风险（固定住房贷款利率与浮动存款利率的利差风险）中解脱出来。
这种运作模式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住房贷款市场的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出现房地产投机泡沫时，根本不存在此类机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住房市场（包括次贷及其它住房贷款）的崩溃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日本巨大泡沫的破裂本质上只产生了局部效应。同样地，作为抵押贷款持有者的日本银行，在泡沫破裂后主要因其贷款质量恶化而遭受损失。但在美国泡沫破裂后，随着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价格的下跌破坏了广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其影响迅速蔓延开来。这些机构除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外，还包括对冲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证券公司。
这一差异也是美国当局最初动用公共资金从各类金融机构购买或担保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他证券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日本当局则主要将公共资金注入到主要银行的股本之中。只是在危机进一步加深之后，美国政府才调整其救助银行的操作，将直接向银行注资扩股纳入其中。
日本（和德国）的金融体系经常与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形成对比。前者更多地依赖间接金融（或发起-持有的银行信用），而后者则依赖直接金融（或通过证券市场运作的发起-分销信用）。近年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美英体系优于日德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与依赖私人关系（甚至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和私有信息的间接银行信用相比，竞争性的证券市场在配置货币资金方面更加透明、理性和高效。随着美国贷款证券化体系成功调动全球资金来满足信贷需求且房价持续上涨，这种观点在房地产繁荣期间赢得了广泛认同。
不幸的是，关于住房贷款（包括次级贷款）所包含的风险能够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得以分散并被客观降低的理论（或信念），并没有任何现实依据。事实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中所包含的风险根本不透明，并且由于标准普尔或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的误导性评级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在2007年6月，隶属于大型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两只对冲基金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亏损而倒闭。这引发了标准普尔和穆迪对一千多种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迅速下调评级的过程。在房地产繁荣结束大约六个月后，美国发行并在世界各地被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所包含的真实风险骤然暴露出来。
2007年，全球金融市场上流通着大约7000亿美元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6000亿美元的（质量稍好的）“Alt-A”债券以及3900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62008年夏天，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和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HLMC）陷入严重危机，并在9月实际上被国有化。这两家企业为美国近一半的优质住房贷款提供担保。至此人们清楚地看到，整个美国住房市场的贷款质量已经严重恶化。因此，该市场所产生的证券开始以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式对全球金融机构造成毁灭性打击。世界金融市场步入了一片雷区，不断报告巨额亏损并面临破产风险。
次贷金融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效率的信念是毫无根据的，尤其是在金融市场方面。与此同时，它迫使人们反思美（英）金融体系相较于日（德）金融体系所谓的优越性。一旦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破裂，美国的金融体系便将灾难扩散到全世界，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相比之下，日本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局部性质，主要且最严重地冲击了银行业。同样地，在欧美金融机构中注入公共资金，其结果可能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被证明更难应付。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1991年之后增长几乎为零），但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在主要经济体中引发剧烈下滑和更长时间的萧条。
百年一遇？
2007年5月，在次贷问题已明显露头之际，经合组织（OECD，2007）预测美国经济将出现放缓。该机构认为这并不预示着一段全球经济疲软期的到来，而是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平稳再平衡，欧洲将从美国手中接过增长的接力棒。这被称为“脱钩情景”。这种预期显然建立在以往投机泡沫的经验之上——例如1990年之后日本泡沫的破裂、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些危机的影响相对有限且具有局部性，并且随后世界其他地区最终都出现了新的泡沫。
不幸的是，由于次贷金融危机的具体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局限于局部，这一情景落空了。在“再挂钩情景”中，次贷危机正演变成一场恶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各地相继上演的“泡沫-危机-泡沫”的旋转木马已经停摆。随着次贷金融危机的破坏力日益显现，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其为百年一遇的“海啸”。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紧随格林斯潘的说法，指出世界正陷入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些言论似乎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所构成的现实威胁。
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的破坏力会被证明大于1929年吗？简而言之，1929年危机发生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末期，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在美国逐步加深，导致股价下跌近90%，在三波倒闭浪潮中造成9000家银行倒闭，导致失业率上升至25%，并造成GDP下降约46%。7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螺旋、世界农业危机、20世纪20年代恢复的金本位制的崩溃、由于贸易集团形成导致的国际贸易萎缩，以及全世界经济生活的普遍破坏。我们是否正通过当前的金融危机走向类似乃至更大的经济崩溃？2008年9月，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雷曼冲击”，随后股价暴跌，这种恐惧开始在国际金融和工商界蔓延。
这种破坏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已不容忽视。就其本身而言，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当代体现。但对待这一问题必须持审慎态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过数次金融危机，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巨大泡沫的破裂、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以及“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它们都涉及金融资产的崩溃缩水，其相对于GDP的价值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当，甚至更大。然而，没有哪一次危机——这也适用于本书写作时（2011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像1929年那样，通过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毁灭导致了同等程度的剧烈经济崩溃。当下的条件不同于1929年，必须以恰当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金融危机。试考察以下四个相对于1929年可能减轻当前危机冲击的因素。
第一，在1929年的最初冲击之后，金本位制通过固定汇率并迫使各国贮藏黄金储备，限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随后贸易集团的形成加速了世界贸易的衰退。相比之下，当前的浮动汇率制使主要国家摆脱了必须保留国际支付手段储备的需要。这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作提供了空间。因此，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做法，注入巨额公共资金以救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向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缓解了世界经济发生剧烈崩溃的危险，特别是与美国的紧急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时更是如此。与此同时，这些政策往往会在若干年内增加预算赤字并加重公共债务负担，从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正如日本所经历的那样。此外，巨额的美国预算赤字只能通过国际债务的庞大扩张来融资，从而引发了美元贬值的幽灵。这使得美国政府必须寻求国际政治合作，以避免美元崩溃，并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第二，在1929年大危机过程中，主要国家的垄断资本迅速削减生产与就业，以维持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这种行为是垄断的特征，并且在总体上恶化了当时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但是在当前条件下，垄断性弊端远没有那么明显。即使是最大的企业也在全球竞争压力下运营，并发现很难在其国内市场上维持垄断价格和利润。这就是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所面临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大企业产出和就业的崩溃可能不会像1929年那样严重，并且多半是消费需求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大型跨国企业已越来越依赖内源融资。因此，它们的经营活动可能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导致的信贷紧缩的严重直接冲击。另一方面，高度依赖银行信用的中小企业在危机过程中则遭受了沉重打击。
第三，与前两点相关，尽管金融危机对工业部门就业和实际工资的破坏性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但仍比1929年温和。劳动者的储蓄、保险、养老金以及包括失业救济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劳动者的消费，尽管对未来的忧虑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的上升、工时的缩减以及工人之间工资的下调，可能会使资本主义企业在面临危机时灵活地削减其成本。
第四，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它们的成功依赖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持续调动，并得到来自国外的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支持。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经济剩余，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缓冲垫的作用，减轻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例如，廉价消费品的进口有助于减轻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困难，尽管它们也会在下行方向上压低工资。8这一逻辑也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商业机会的增加。最后，在高油价时期积累的石油收入随后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回流循环，也在缓解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它在前一时期也助长了投机泡沫。
综合起来看，这些因素暂时缓解了次贷金融危机，使其严重程度低于1929年危机。然而，这些影响不能被视为绝对和永久的。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当代金融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造成的损害。危险在于，企业和国家承受的巨大压力随后将被转嫁给劳动人民。至少，全球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在职贫困人口的数量也是如此。
社会成本
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最近，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框架。它借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坚信竞争性和不受管制的市场的效率。因此，它推动了公共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放松管制。特别是，基于证券市场的美式金融所谓的效率受到了全球范围的推崇。因此，必须着重指出，当前的次贷金融危机并非由地震或战争等外部冲击所引发，而主要是由美国金融体系本身的内部运行造成的。
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清楚地证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效率以及美式金融表面优势的信念是错误的。这种经济损失体现在若干方面，并可以被定义为次贷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的概念通常包含各种现象，例如强加给第三方或整个社会的外部性、未能实现最优配置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损失，以及公共政策造成的成本。尽管当前金融危机的全部社会成本还远未确定，但尤其是当牢记早先日本泡沫经济的经验时，已经可以指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抵押贷款债务人方面的经济损失。截至2008年，美国已经发生了200多万起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止赎）事件。对于这些被逐出住房的债务人而言，过去的贷款偿付款项以及在耐用家居用品上的开支彻底付诸东流。这些损失主要打击了次贷类别的低收入借款人。但即便是优质抵押贷款借款人，也在资产价格与收入双双下滑方面遭受了损失。随着房价下跌，房屋的市场价值很容易低于抵押贷款债务，然而，即使面对资本损失，借款人仍被要求继续偿还贷款。
在日本泡沫破裂之后，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都市地区的房价下跌了一半以上。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继续偿还相应的住房贷款没有任何对等价值——完全是白费。在美国，房价下跌的速度已经快于1929年危机时期，跌幅最终可能超过当时达到的26%。9鉴于美国住房贷款总额大致相当于GDP，债务人多年来的白费偿付可能达到当前GDP的三分之一。即便不考虑止赎的成本，这也将构成巨大的社会损失。
第二，由于全世界广泛的证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股票等——价格下跌而造成的巨额资本损失。在日本泡沫破裂后，股票价格造成的资本损失总额估计约为500万亿日元，大致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GDP，这还不包括房地产领域同等规模的资本损失。10目前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证券资本损失总额相对于GDP是否会达到类似比例仍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其绝对数额规模将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损失的数倍。
特别从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来看，证券、股票和房地产的资本损失意味着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此类损失可能会被先前繁荣时期所获得的收益所抵消，但并不能保证它们会完全平衡相抵。另一方面，泡沫破裂期间发生的价格下跌，对个别劳动者、企业以及整个社会而言都表现为纯粹的损失。诚然，只要资产未被实际出售，这些资本损失的一部分就仍然是潜在的，这是资产价值虚拟估价的一个方面。此外，当资本损失通过出售证券而实际变现时，存在着其他人可能通过此类交易获利的可能性。即便如此，最终的净结果极有可能是负面的，使其成为一场非零和博弈。理解此类资本损失的（负）价值的社会维度，依然是一个棘手的理论难题。
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而言，每年体现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活劳动构成了新创造的价值实体。这部分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与雇佣工人之间进行分配。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有可能由于难以在市场上实现（无法售出或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售商品）而损失。然而，对社会造成的资本损失并不一定与每年的活劳动所生产价值的未实现部分相关或相对应。相反，资本损失的规模很可能要大得多。
此类资本损失很可能首先意味着对积累的过去劳动的债权存量中一部分的毁灭，其次意味着对由年度活劳动产生的收入流量的再分配。这在理论上不同于、但令人联想到机器的“精神”（无形）磨损，即当某一行业中效率更高的技术成为社会标准时，机器中积累的劳动时间的社会毁灭。在经济危机中，这种毁灭性打击可能表现为证券、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的资本损失（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即虚拟资本的贬值）。这将在年收入流量的分配中强加（直接或间接的）改变，并且很可能削减收入总流量。
无论对收入规模和分配的影响如何，证券价格的下跌肯定会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在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04年引入的巴塞尔协议II资本充足率规则下，现值（或公允价值）会计制度已成为全球银行的标准。这契合了证券化金融市场的运作惯例，因为它便于对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公司的股份价值进行即时估算。这也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式金融操作的又一个例证，旨在提供一个更透明的环境以在证券和股票市场中进行风险管理。这些监管规定的影响对银行造成了损害，因为不断增加（但尚属潜在）的资本损失使维持资本充足率变得十分困难。这些规定加剧了次贷金融危机的冲击。
日本各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深受国际清算银行于1987年实施的早期巴塞尔协议I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困扰。这些规定要求银行必须保持至少8%的资本充足率。它们通过恶化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延长了日本的危机。简而言之，国际清算银行的监管规定（无论是协议I还是协议II），在防止泡沫破裂方面都是无效的，反而加剧了随后爆发的银行危机。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银行及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当前不仅管理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富人的货币资金，而且还管理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储蓄、养老金和保险缴费。由于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被投资于股票及其他证券，金融机构的资本损失及相关倒闭事件极有可能也会极大地波及劳动人民。这种潜在成本是注资救助金融体系并未引起劳动人民更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
第三，用于救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公共资金属于一种社会成本。例如在美国，布什政府最终于2008年10月初成功通过了《金融稳定法》，允许向金融体系注资高达7000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注入银行的公共资金总额（70万亿日元）。当时注资主要以股权形式进行，以使银行能够满足巴塞尔协议I的监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金起到了某种补贴的作用，旨在通过实质上将倒闭银行国有化来进行重组，随后再将其重新私有化。例如，转变为新生银行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及转变为青空银行的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随着2002年以后经济的复苏，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内部的合理化重组与合并，注入的大部分公共资金已归还给国家。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0万亿日元未能收回，这就是纯粹的社会成本。由于美国的公共资金主要用于从银行购买问题证券，随着这些证券逐渐变得一文不值，可能会产生比例更大的社会成本。
然而，《金融稳定法》承诺的资金并不涵盖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前危机过程中支出的全部公共资金。据一份报告称，美国已承诺提供高达7.7万亿美元以缓解冻结的信贷市场。11这包括金融机构已经动用的3.2万亿美元，以及美联储承诺用于干预商业票据市场的2.4万亿美元。承诺的资金总额约为美国GDP规模的一半，是美国迄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所耗费资金的九倍。很可能这些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也会因违约或证券价格恶化而损失，从而被转嫁到纳税人的肩上。（这就是奥巴马政府为何要求对在美国运营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征收新费用的一个原因。）
更广泛地说，英国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一直在动用公共资金来救助金融机构。这以国际合作的名义进行，旨在防止当前全球金融僵局的进一步恶化。通过注入公共资金，几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际上已被国有化，或已接近将其管理权交由公共控制。这一发展完全违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戒律，实际上甚至比传统凯恩斯主义更接近关于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主张。
第四，还有次贷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难以估算，但显然是巨大的。例如，它们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和收入的下降、产出的下滑，以及更普遍的闲置产能与闲置资源的增加。事实上，2009年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率不得不出现下滑，并且普遍变为负值。对经合组织（OECD）整体而言，增长率从2008年的1.4%下降到2009年的−3.5%；美国从1.4%降至−2.5%；日本从0.5%降至−5.3%；欧元区则从1.1%降至−4.0%。12这些发展所造成的成本中（无论对相关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相当大的一部分包括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随着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打击，这一成本很可能会变得更大。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于2010年1月宣布，全球失业人数从2007年的1.97亿增加到2009年的2.12亿（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2010年很可能继续维持在高位。13
总之，次贷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表明了终结三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这场危机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的不稳定性与矛盾性，决不能将其仅仅归咎于管理不善或错误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日本式的间接金融，还是美式的直接金融，都未能阻止巨大泡沫的灾难性膨胀与破裂。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社会控制与监管，在金融领域尤为如此。劳动力的金融化更是一路狂飙。次贷金融危机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这种肆无忌惮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灾难性恶果。
当前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着深刻的弊病。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哪些理论进路能够提供依据充足的替代方案。凯恩斯主义不应是该领域角逐的唯一替代路径。以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与金融理论为基础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在当前危机中找到了检验和发展其思想与主张的契机。14它还可以提出比主流学界产生的替代思想更有效地服务于劳动人民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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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处引用的名古屋高商指数出自大内力（1962）[A Treatise on Japanese Economy]，Vol. 1,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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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例如，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Text book of Economics；罗纳德·米克（1967），“关于转形问题的若干札记”（“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Economic Journal，三月，以及收录于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19.    土方成美（1928）[“从地租理论看马克思价值论的破产”]，[《经济学论集》]，6，no. 4；高田保马（1930）[“马克思价值论的价值”]，Keizai-Ronso（《经济论丛》），30，no. 1。
20.    向坂逸郎（1930），[《地租理论研究》]列出了涉及这场争论的四十多篇论文。
21.    尽管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起草这些纲领大纲时发挥了某种作用，但共产国际的指导始终是决定性的。摇摆不定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政见及其职位的动荡。G. M. 贝克曼和G. 大久保在《日本共产党：1922–1945》（1966）中指出，布哈林似乎是1927年纲领的主要发言人，萨法罗夫与沃尔克是1931年纲领的主要发言人，而库西宁则是1932年纲领的主要发言人。
22.    野吕于1933年六月成为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同年十一月被捕，并于1934年二月在狱中逝世。
23.    正如主编J. W. 莫利在《战前日本的发展困境》（1971）的导言中所写的，远山茂树或井上清等许多日本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清晰地展现了讲座派的影响。
24.    两个例子是1928年底成立的[日本大众党]（Nihon Taishūtō）和1930年七月成立的[全国大众党]（Zenkoku Taishūtō）。贝克曼和大久保在评价劳农派的政治影响力时写道：“劳农派从未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因为它从未建立起任何组织或纲领。相反，它往往只代表一种观点——一种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观点”（Beckmann and Okubo, 1966, p. 137）。这低估了劳农派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中的作用：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农派对日本社会党左翼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5.    关于讲座派与劳农派的更多文献细节，可参见安场保吉（1975），“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剖析”（“Anatomy of the Debate on Japanese Capitalism”），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no. 1。
2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起部分马克思主义观点得以在学术界幸存的例外情况。其一为大冢久雄及其同事对现代欧洲经济史的研究；其二为大河内一男对社会政策和劳工问题的研究。在这两种情况下，讲座派风格的观点都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相结合，并在某种意义上以此作为伪装。例如，大冢久雄强调英国资本主义从独立的自耕农内部的自生性成长，支持讲座派关于必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创造自由农民中间阶级作为真正现代化先决条件的立场。曾与莫里斯·多布和保罗·斯威齐一同参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论战的高桥幸八郎，以及专攻德国的松田智雄，是大冢最早的主要追随者，他们对战后许多年轻的经济史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27.    指数出自大内力（1962），p. 282，以及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的数据（1977），p. 5。下文给出的数据亦出自这些来源。
28.    制造业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上升至9.4%（在1966至1973年间），相比之下，为3.8%（在1961–1966年期间）。结果，实际工资指数上升了43.8%（在1968至1972年间），而同期的生产率增长为37%。
29.    企业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5.4%（1970年）降至8.1%（1973年），而工资与薪金份额在同期从44.6%上升至50.0%。
30.    M. 布朗芬布伦纳（1970）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衰”（“The Vicissitudes of Marxian Economic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秋季号中，指出日本人普遍抱有“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的心态（p. 220），并将其列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如此盛行的首要原因，这大概是准确的。布朗芬布伦纳在其文章中忽略的是，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使日本人对社会制度内部的历史性变革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在日本学术界，人们广泛确信马克思主义在阐明资本主义历史特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31.    例如，置盐在[“价值与价格”]（[Research in Economics]，神户大学，1955年三月）中表明，每种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总量，可以通过求解代表所有产业部门生产函数的联立方程来推导。然而，只要置盐将由此获得的劳动量直接定义为价值，这一贡献就很容易被解释为类似于李嘉图主义。在这一界定中，劳动量成为价值实体的具有历史特异性的条件并未得到阐明。另一个例子也许是置盐在[Marxian Economics]（1977）及其他著作中对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否定。他的分析意味着，在给定的劳动人口基础上，以物化劳动计算的资本积累不能超过与初始一般利润率相关的某一限度。尽管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似乎会受到此类方法的威胁，但置盐对新生产方法选择的处理建立在均衡价格过于狭隘的前提之上，并忽略了萧条阶段市场价格崩溃对资本家动机的影响。他工作的又一范例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数学札记”（“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9l（1963）。（亦参见置盐信雄（1993），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Collected papers）。
32.    关于战后农地改革，亦参见都留重人（1958），Essays on Japanese Economy（东京：纪伊国屋）。
33.    宇高基辅与南克己（1959）[“《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基本结构”]，Tochiseidoshigaku（《土地制度史学》），七月。
34.    就在向坂译本（出版于1947至1956年间）问世之前，长谷部文雄的全译本已经完成。冈崎译本出版于1965至1967年间，因此现在已有三部不同的完整全译本以及战前的高畠译本。（日本共产党附属的《资本论》翻译委员会翻译的另一部新译本出版于1982至1989年间）。
35.    参见H. 格罗斯曼，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1929），大卫·亚菲正是从这一经典渊源中复兴了这种基于利润率下降趋向的资本过剩危机理论。D. 亚菲（1972），“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与国家”（“The Marxist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1，no 4，冬季。
3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各种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数据，但这被作为其理论的实证例证或补充来对待。显然，《资本论》中的理论比《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具有更为抽象和一般的性质。直接从《资本论》中推导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各种尝试，都忽略了不同研究层次之间的必要区分。结果，往往要么歪曲了基本原理（如卢森堡对再生产表式的解释），要么用新规律或新理论替代了《资本论》中的规律和理论（如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至少部分如此）。
37.    宇野在表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dankairon——和（研究层次的）三阶段论——san dankai ron——时使用了同一个日文词汇dankai（步骤或阶段）。后者更为根本，包含作为其必要组成部分的前者。D. 戈登（1978）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出版的“在漫长的过山车上起伏”（“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载于U.S. Capitalism in Crisis（纽约：URPE）中，展示了西方在关根的介绍（见注1）基础上运用宇野阶段论的首次尝试，尽管戈登的解释似乎带有些许制度主义色彩。宇野的阶段论并不把制度背景看作剧院中的舞台那样独立于主要行动者（即资本）。他在主要资本特征历史变化的基础上更为有机地构建了他的各个发展阶段。
38.    宇野《经济学原理》的这一1964年版本由关根友彦翻译，现已有英译本（Harvester Press, 1980）。
39.    例如，森嶋通夫和C. 卡特福里斯（1978）在“是否存在历史的转形问题？”（“Is There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收录于Value, Exploitation and Growth）中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方向。在批评了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历史-逻辑转形理论之后，森嶋和卡特福里斯得出结论：“对马克思而言，价值和抽象劳动确实是逻辑抽象”（p. 197），并且马克思的简单商品生产模型是“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剥削现象的假设性抽象模型”（p. 198）。然而，这些断言并无说服力，因为首先，即使不诉诸这样一种简单商品生产的假设模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理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是不可或缺的。劳动价值论不应被视为与生产价格的实际存在相对立的非现实假设模型。亦参见米克在The Economic Journal 86（1976年六月）中的反批评，尽管除了一些解释性观点外，我并不同意米克的立场。我也不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可以通过仅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阐释性争论来解决。（亦参见本卷第3章）。
40.    我认为他们颇具吸引力的方法强调了商品经济在世界市场扩展的方法论意义，并将其与作为核心中枢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部特征相对照。他们强调了这些含义对于形成基本原理、阶段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意义。
41.    大内力（1958）[《地租与土地所有权》]以及日高普（1962）[《地租理论研究》]均断言，生产价格理论的进展使马克思关于农产品价值水平构成绝对地租界限的定义受到了质疑。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地租理论必须被放弃（这是R. 默里（1977）在“价值与地租理论”（“Value and Theory of Rent”），Part I，Capital and Class 3 中提出的担忧）。他们认为，在绝对地租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追加资本投资的限制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界限，根据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的概念，在理论上是由在已租佃和耕种的土地上追加资本投资的可能性给出的。
3. 马克思价值论研究
1.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学派时指出：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从而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I: 174）。
2.      我并不认为“毫无疑问，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表现，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件上衣＝20码麻布，或者1件上衣值20码麻布”（1:140）。如果前一种表现必然意味着后一种，那么马克思在此所强调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两极性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章“交换过程”中强调了商品所有者的作用。然而，为了理解为什么麻布的价值应该通过上衣的使用价值来表现，并使上衣能直接与它相交换，我们可以在其相对价值形式背后假定其所有者的作用。我们在宇野弘藏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处理，例如[《价值论》]（1947）和《经济学原理》（1964）。
4.      当然，我们决不能忽略马克思与李嘉图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从他们理论体系的一开始就显现出来：
（a）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明确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该研究必须从商品形式开始，而李嘉图的注意力仅限于价值量的决定因素。
（b）因此，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注意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区别的历史性质。
（c）李嘉图未能澄清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划分。因此，他并未区分交换价值与价值，而是将这两个术语几乎同义地使用，以与使用价值相对立。
5.      在他全十一卷的著作集中，前四卷（包括注3中引用的著作）或多或少都与这一点有关。
6.      G. 皮灵（1973），“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The Law of Value in Ricardo and Marx”），Economy and Society 1，no. 3，是英文文献中强调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理论方面的独创性意义的罕见论文之一。但在我看来，他的思考仍只是半途而废。只要他将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仅仅视为作为劳动量社会关系的价值的“现象形式”或“外在表现”，他就没有触及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关于《资本论》的深层难题。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开始在社会劳动量中“本质的”价值关系的历史性质？关于这一点的模糊性，与S. 德·布鲁诺夫在“作为非李嘉图学派的马克思：《资本论》开篇的价值、货币与价格”，Economy and Society 2，no. 4（1973）中对皮灵提出的第一点批判有关。
7.      因此，在金本位制下，“因为在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已知时，流通所能吸收的货币量是已知的，所以，要从流通中排挤出一定量的索弗林，只要把同样数额的一镑面额的钞票投入流通就行了，这是所有的银行家都知道的把戏”（I: 216）。与此同时，不可兑换纸币的过度发行（over issue）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不是带来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按比例增长。
8.      这源于他的分析：“为了贵买而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确实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购买和出卖之间的间隔中，在流通领域之外发生的行为，对这种运动的形式毫无影响”（I: 256）。
9.      “例如，用100镑买来的棉花也许以100镑＋10镑即110镑再卖出去。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在这里，G’＝G＋ΔG，即等于原预付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I: 251）。
10.    我想在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局限性之外，再加上空间局限性。资本的运动起源于价值通过流通的增殖，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支配生产过程也仅仅是将之作为以货币形式增加价值的手段。因此，资本倾向于仅把最容易组织的工业部门作为其运动的手段，而把农业等困难部门留给其他生产方式。只要国际贸易能够以商品形式进行，资本就可以利用外国农产品，就好像它们是在资本自身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一样。资本并没有也不需要以把全世界的所有生产部门或生产过程都组织成它自身的生产过程为目标。
11.    进步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第一节标题“劳动过程或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企鹅版不同），比德文原书标题“Arbeitsprozess”更加突出了这一点。
12.    亦参见马克思于七月11日（1868年）致库格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35），pp. 245–47。
13.    劳动的抽象性质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断言取决于马克思的这一处理。参见例如I. 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论集》第十一和14章（1972，译自1928年俄文版）。然而，在做出这种断言时，鲁宾被迫承认劳动的另一种特征，它充当所有具体劳动的共同基础。他试图表明，“生理上的均等劳动”，特别是“社会均等化劳动”，应该被视为独立于抽象劳动概念的共同基础。但这种分离令人困惑。因为鲁宾的“社会均等化劳动”与具体劳动相对立，必然具有抽象性质并且只计算数量。
尽管劳动的抽象性质只有在价值关系涵盖了社会劳动过程的本质部分时才变得可识别，但抽象劳动必然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只有在认识到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都是一切社会形式的共同基础之后，我们才能阐明通过价值关系处理社会劳动量的具有历史特异性的方式。
14.    马克思最初是这样说明劳动力的价值的：“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具有价值而言，它本身所代表的不过是包含在其中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I: 274）。这种解释稍微令人困惑，并没有阐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异性。劳动力与其他作为商品的物品的共同点不在于劳动时间的凝结，而在于它们所采取的价值形式。在古典学派的方式中把价值直接等同于劳动的凝结，似乎导致了在应用于劳动力时的这种不恰当解释。
然而，在随后的句子中，马克思正确地解释了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间接决定的。他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对照的处理，也清楚地表明他意识到了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质。
15.    “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中，必须包括工人的补充者i.e.其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种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I: 275）。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普通的、非熟练工人所需的常规教育期的延长，维持子女成长的这类资料往往会增加。
16.    正如已经指出的，当社会生产的主要部分由共同体或其他前资本主义秩序组织时，商品交换即使不能重新购买生产要素也可以重复进行。然而，随着商品经济越来越涵盖再生产过程，即使是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边缘的小生产者，也必须能够进行这种重新购买，并且必须至少收回相当于c＋v的劳动时间。当然，这一一般规则并不排除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压低价格关系剥削小生产者的实际可能性，这甚至使获得相当于v的价值实体都变得困难，更不用说s了。
17.    马克思例如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
既然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同它的价值不同，那么，包含着另一种商品的这种生产价格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由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那个总价值部分。必须记住，只要把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同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同起来，就总有发生误差的可能。（III: 265；亦参见260ff.；309ff.）。
18.    保罗·斯威齐（1942），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第7章；L. 冯·鲍特凯维茨，“关于《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Jahr-būcherfur Nationalōkonomie and Statistik，1907年七月；英译文收录于保罗·斯威齐编（1966），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 von Bōhm-Bawerk and Bō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 Hilferding。
19.    斯威齐，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 117。
20.    樱井毅（1968）[《生产价格理论》]，在第4章讨论了这些争论。
21.    J. 温特尼茨（1948），“价值与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一个解法”，The Economic Journal，六月。尽管温特尼茨使用了不同的符号，为了方便起见，我继续使用斯威齐的符号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对于下文的其他讨论者也是如此。
22.    罗纳德·米克（1956），“关于转形问题的若干札记”，The Economic Journal，三月；亦收录于其《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1967）。
23.    F. 西顿（1957），“转形问题”，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六月。
24.    A. 梅迪奥（1972），“利润与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象与本质”，载于E. K. 亨特与J. G. 施瓦茨编（1972），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D. 莱布曼（1973–74），“价值与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政治经济学”，Science & Society 37，no. 4，冬季；M. 德赛（1974），Marxian Economic Theory；A. 谢克（1974），“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所谓转形问题”，油印本；修订版载于J. G. 施瓦茨编（1977），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D. 亚菲（1975），“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价格”，Revolutionary Communist 1，一月。
25.    利用斯拉法在其《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中的标准商品理论来纠正生产价格理论中马克思平均商品的构想，罗纳德·米克在1961年六月首次发表的“斯拉法先生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中也提出了，并同样收录于《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
26.    尽管价值与价格之间在量纲上的形式区分已由H. D. 狄金森（1956）在“评米克的‘关于转形问题的札记’”（The Economic Journal，十二月）中指出，但德赛的处理作为基于上述第一点的马克思价值论研究，显然更为深刻和系统。
27.    除了单位概念之外，表1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表4（p. 121）相同。表2是通过将斯威齐表4中各项的规模缩减1/2得出的（假定z = 1/2）。表3为新制并在此补充。
28.    第二版补充说明：我在此对转形问题的解决基于宇野对价值规律作为商品间劳动等价交换的逻辑必然性的论证，该论证适用于马克思没有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简单价值创造过程模型（即si = 0），见于第7章关于《资本论》第一卷。我想在价值规律的内涵中，在部分剩余劳动（si）的不等价交换范围内，为价值的价格形式偏离与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价值实体（ci+vi+si）成正比的价格保留理论余地。这样，生产价格理论就被构想为价值规律的更具体的体现，而非对它的修正。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转形问题的所谓新解释（NI）以及随后的时间单系统解释（TSSI）中，也展开了类似的尝试，即探寻价格这种价值形式背后的劳动时间社会关系。新解释由福利（1982）和杜梅尼尔（1983–4）发起，通过将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m定义为表示年社会生产劳动时间总量（L）除以年名义总增加值（N）的数值，即m = L/N。此外，如果劳动力价值（v）被重新定义为通过工资率（w）获得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即v = mw，则转形程序将满足两个命题：总增加值＝净产品的生产价格总额，以及用货币表示的剩余劳动总价值＝马克思试图阐明的总利润。
TSSI（如克莱曼（2007）和莫斯利（2016））继承了MELT的概念，并主张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当被解释为一个单一系统，即从《资本论》第一卷起就用货币来定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不是把基于实物系统的劳动时间社会关系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双重系统。
通过使用MELT，新解释和TSSI更容易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依赖于不可兑换的中央银行纸币，并失去了黄金货币的基础。然而，与马克思基于商品货币的经典资本主义模型不同，新解释和TSSI无法展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市场如何将货币的相对价值或一般价格水平调节为价值规律的函数。此外，正如我上述使用三个表格的分析所举例说明的，货币形态的工资和利润并不能使工人和资本家获得严格成比例的劳动量（正如MELT所暗示的那样）。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合作，以在超越新解释和TSSI的基础上达成对转形问题更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4. 马克思的市场价值论
1.      参见保罗·斯威齐编（1966），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 vo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 Hilferding。
2.      同上。
3.      从I. 鲁宾的《马克思价值理论论集》（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英译本（1972）中已经获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此背景下就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发生过一场争论。鲁宾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的两派理论概括如下：
必要劳动的“经济”概念认为，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它表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还取决于社会需求。这一概念的反对者（“技术”派）反驳称，未伴随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变化的需求变动，只会引起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暂时偏离，而不会引起平均价格的长期永久性变化，即它们不会引起价值本身的变化（p. 185）。
4.      横山正彦（1955）[《经济学基础》]，Part III：“马克思价值与价格理论中的根本问题”；R. 罗森堡（1961）[《资本论注释》]。
5.      横山正彦[《经济学基础》]，pp. 147–49。
6.      山本二三丸（1962）[《价值论研究》]，第4章。
7.      大岛雄一（1965）[《价格与资本理论》]，第7章。
8.      例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977）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p. 92 中代表了一种与正统技术平均论相反的立场，完全遵循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供求理论。他断言，在同一工业部门中最好与最坏生产条件的个别价值范围内，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是一致的。
9.      宇野弘藏（1952）[《经济学原理》]，Vol. 2, p. 90。
10.    宇野弘藏（1980）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83。
11.    尽管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义市场价值可能看似接近马歇尔边际主义，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与边际主义者不同，我们并不将需求视为决定均衡价格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独立的因素。在我们看来，一方面，需求的波动应被视为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运动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应被视为揭示社会价值水平的中介机制，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由其背后的标准生产条件决定的。相比之下，新李嘉图主义者片面强调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忽略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当同一种商品在相同成本但不同技术方法下生产时，在最近新斯拉法学派对马克思的批评中出现的所谓社会价值的不确定性，似乎至少部分源于忽视了市场竞争在揭示调节性生产条件方面的这种动态作用。
此外，我们的市场价值论并非像边际主义者或新李嘉图主义者那样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价格理论，而是一种同时揭示了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量关系的理论。因此，它的目的在于阐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处理因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生产同种物品所需劳动时间差异的具有历史特异性的形式与机制。
近期由伊恩·斯蒂德曼（1977）在《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Sraffa）中强调的联合生产问题，也可以在这一视角下得到更妥当的分析。因为斯蒂德曼关于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的异常现象，显然源于他仅仅基于生产的技术条件来定义价值的新李嘉图主义尝试。我们不必假定为与联合生产的商品数量一样多的不同生产过程来计算联合产品的价值，而是可以假定市场动态在每个时期通常实际上会为联合生产挑选出一种代表性的技术条件。与其它商品联合生产出来的每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量，当然不能直接由单一的代表性生产条件决定，除非我们能够确定联合产品中所共同凝结的总劳动时间的分配比例。在我看来，这些比例可以在市场上联合产品的均衡价格比例中找到，因为市场动态在此再次充当了资本主义机制，借此以具有历史特异性的方式处理联合产品之间在技术上不确定的劳动量分配。即使在没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分配的比例也不能在技术上予以界定，而应当在自觉的运作中以合作的方式弹性决定。毋庸赘言，在我们通过市场对联合生产商品的劳动实体的定义中，根本没有负价值异常现象的立足之地。然而，不仅每种商品的实体，而且联合生产的商品实体的总量，也部分地取决于供求条件的结合，因为这种结合在决定联合产品的均衡价格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相信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理论及其向市场价值理论的发展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按照上述建议的方向应用于联合生产问题（详见Itoh [1988], 6.2）。
12.    樱井毅（1968）[《生产价格理论》]；铃木鸿一郎编（1962–64）[《经济学原理》]，2 vols。
13.    正如R. 默里（1977）在“价值与地租理论：Part 1”中所指出的，只要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充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资本家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劳动就可以包含在农业部门所榨取的总剩余劳动之内。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一个限制性条件对于马克思主义级差地租原理并非是根本性的。
14.    第二版补充说明：马克思极有可能假定，社会主义在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必须废除在整个社会规模上利用的地租。然而，如果合作制社会主义企业利用农田的不同自然条件并为其农产品获得计划价格，那么即使在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必然保留一种为社会征收的社会主义形态的级差地租（s-地租）。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s-地租必然更加广泛地保留。因此，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实体的所谓“虚假的社会价值”可能不会轻易消失，而是需要在比我在此设想的各种其他社会主义经济模型中实现社会化。亦参见Itoh（1995）。
6. 马克思危机论的形成
1.      保罗·斯威齐（1942）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将这类理论称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关的危机”。正如我下文所讨论的，该理论应当相当独立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来发展。斯威齐的命名在这一点上似乎具有误导性。然而，他的处理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史中仍属罕见的研究之一（除日本的宇野弘藏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外）。我还想建议，斯威齐给另一种理论所起的名称——“实现危机”——应当予以更改，以使其与本理论形成更为鲜明的对照。
2.      卡尔·马克思（197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此后以此种方式出现的文献出处仅包含该版本的页码。
3.      T. R. 马尔萨斯（1820，1836），《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2nd ed.，p. 7。
4.      同上，pp. 398–413。
5.      西斯蒙第（1819），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Vol. 1，pp. 319–20，333。
6.      同上，p. 338。关于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危机理论的细节，亦参见E. 冯·伯格曼（1895），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7.      英译本在此将“Verwertung”误译为“realization”（实现）而非“value increasing”（价值增殖）或“valorization”（价值增殖），使人无法准确理解其原意。
8.      大卫·李嘉图（1817，195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p. 93。
9.      同上，p. 120。
10.    在我看来，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由于资本构成提高引起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相伴而行的。他最初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起步稍显笨拙，并因此受到许多人（包括J. 罗宾逊，1966）的批评，指责他忽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对利润率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表达了甚至增长的剩余价值率”（《资本论》，III: 322）。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他并未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算作“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之一（在该章中只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被视为“剥削程度的提高”）。这是因为他在第13章阐明“规律本身”时就已经考虑了这一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定数量的活工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以生产资料形式储存的死劳动，即不变资本（c）。在给定的工作日长度和强度下，一定数量的活工人每年提供相同数量的创造价值（Wertprodukt），其中包括剩余价值（s）和再创造的可变资本（v）。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认识到，随着资本构成的提高，比率（s + v）/c出现绝对下降，而不管剩余价值率（即s’ = s/v）的变化或上升如何。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当资本有机构成继续无限上升时，比率（s + v）/c的下降将无限进行下去。
正如马克思所公式化的，一般利润率p’ = s/（c + v）显然始终小于比率（s + v）/c。因此，即便随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随着长期中比率（s + v）/c的无限下降，p’也必然具有下降趋势。我赞同罗纳德·米克在讨论中对这一点的看法及其对马克思关于此项规律阐述的解释，载于《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1967），pp. 131–35。因此，我的立场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完全可证的，但如前所述，该规律不能直接用于证明经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和周期性性质。
11.    卡尔·马克思（1968），《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 2。此后对该卷的引用仅以此种方式包含页码。
12.    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在各部门之间调整投资步伐，不仅展示了而且实现了价值规律的具体调节。价值规律从根本上意味着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调节商品价值。然而，如果不调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配置，这种通过劳动时间对价值的调节就无法维持。按照市场价格和利润率的波动调整投资步伐的竞争性运动，在引起劳动配置不断失衡的同时，构成了基于价值规律重新调整劳动配置的具体机制。
此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价值规律对商品产品价格的这种具体调节，是以基于劳动力商品价值规律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调节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认识并将价值规律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全部运动的基本规律。
13.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拟定的最初著作计划由六个主要部分组成：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资本的第一部分又进一步分为四章：（a）资本一般，（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在该计划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理论体系显然仍局限于“资本一般”的框架之内。
14.    D. 亚菲（1972）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与国家”中未能恰当运用该理论。尽管我同意他对商品过剩危机理论的批评，但我担心他的正面阐释可能会掩盖马克思在资本过剩理论上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的理论进展。亚菲和科戈伊试图直接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中推导周期性危机概念的尝试，似乎只展示了资本积累对周期性危机的抽象需要，而非其逻辑必然性。（亦参见M. 科戈伊（1973），“利润率下降与积累理论”）。亚菲未能在p. 24将资本的“绝对过度积累”与劳动人口的就业水平联系起来，而这在马克思的观点中是核心所在。
15.    宇野弘藏在[《经济学原理》]（1950，1952）和[《危机论》]（1953）中试图沿着这一方向纯化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一尝试得到了其追随者著作的支持，包括我的[《信用与恐慌》]（1973），其中的一部分在此作了总结。
16.    尽管股份资本的形式使为新的大规模投资聚集利润和闲置资金成为可能，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之后，主要工业资本才采取了这种形式，而那时周期性危机的典型阶段已经发生变化，在工业中留下了持续资本过剩的沉重负担。垄断性股份公司的形成是为了部分摆脱这种作为整体的资本过剩困境。然而，股份资本的职能及其局限性在此不能予以考虑。
17.    特别是在繁荣过程中，资本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料继续增殖其价值，生产方法的根本改进难以实现，这是由于如下具体限制：（a）如果这些资料尚未完全折旧，放弃剩余资本价值的成本在更新时将成为一种负担；（b）即使折旧后，“机器只有在它的价值＝0时，对资本才是最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p.766），因此只要在物理上仍可使用，它就不会轻易报废；以及（c）利润倾向于尽快追加到资本中，而不是储存足够长的时间来建立新的设备体系或新工厂。相反，在萧条过程中，现有设备无法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来获得剩余价值，这些模式被逆转，资本被迫通过报废和重建固定资本来争取生产方法的彻底更新，以克服资本积累的困难。
18.    在十九世纪中叶周期性危机的实际进程中，棉花、羊毛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繁荣末期的工资上涨一道，构成了英国产业资本积累的障碍。英国产业资本不仅相对于劳动人口过度积累，而且相对于其自身生产过程内部并不生产的农产品原料的无弹性供给过度积累。在原理论领域，除了劳动力之外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应被假定由资本生产，英国产业资本的这种具体困难必须被抽象化，并仅仅被视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
19.    从“货币资本家”出发的利息理论，似乎源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起来的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该理论主要将利息视为“货币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几乎缺乏关于信用制度的理论。
20.    我们在此必须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货币市场的结构作为我们理论抽象的基础，正如我们把那个时期的典型周期性危机作为原理论中危机理论的抽象基础一样。资本市场的运作，包括股份资本的职能，在此仍不能予以考虑（亦参见注16）。于是，信用制度的职能仅限于流动资本的短期动员，而与固定资本的长期投资没有直接关系。
尽管我认为这样一个信用制度概念对于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至关重要，但我绝不是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资本过剩危机理论清楚地表明，危机的必然性源于资本将人类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对待的根本困难。由于现有固定资本导致的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因素。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的过度积累越来越不再以规则的周期性方式发生，而是作为一种持续的困难出现，在此阶段金融制度也发生了与资本积累根本变化相对应的转变。因此，根据马克思时代的经验条件形成信用制度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阐明马克思自己的信用与危机理论，而且是因为信用制度与周期性危机相关的运作在原理上无法在任何其他经验基础上得到阐明。
21.    尽管我从根本上依赖宇野弘藏的危机理论，但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他在危机基本理论中忽略商业资本和投机作用的倾向。
7. 马克思主义危机论
1.      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13），Les Crises Industriellesen Angleterre，p. 222。
2.      鲁道夫·希法亭（1910，1981），《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p. 256。
3.      卡尔·考茨基（1901–1902），“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n”），NeueZeit 20，no. 2，p.80。
4.      卡尔·考茨基（1911），“金融资本与危机”（”Finanzkapital und Krisen”），Neue Zeit 29，no. 2，p.798。
5.      罗莎·卢森堡（1913，1968），《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p. 143。
6.      伊藤诚（1975），“书评：梅格纳德·德赛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4，no. 10，二月。
7.      尼古拉·布哈林（1972），《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p. 210。
8.      同上，p. 217。
9.      同上，p. 234。
10.    同上，p. 225。虽然列宁没有提出他自己对危机理论的专门阐述，但他对民粹派和卢森堡的批评，连同他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必然性的论述，通常被认为依赖于消费不足危机论。参见M. 布利尼（1976），《消费不足理论》（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以及R. 雅各比（1975），“危机理论的政治学：走向对自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Telos 33，春季号，两者不仅探讨了列宁的观点，而且探讨了各派理论家的观点。
11.    保罗·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第10章；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1966），《垄断资本》。
12.    梅格纳德·德赛（197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an Economic Theory）。
13.    奥托·鲍威尔（1913），“资本积累”（“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Neue Zeit 31，no. 1，p. 866。
14.    同上，p. 871。
15.    F. 贝肯巴赫与M. 克雷特克（1978），“评过度积累理论”（“Zur Kritik der Überakkumulationstheorie”），Prokla，8，no. 1，似乎忽略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仅仅将他视为消费不足论者。
16.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p. 149。
17.    宇野弘藏（1950–52）[《经济学原理》]，2 vols.；新简写本（1964，80）；（1953）[《危机论》]。
18.    安德鲁·格林与鲍勃·萨特克利夫（1972），《英国资本主义、工人与利润挤压》（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鲍勃·罗索恩（1976），“评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New Left Review 98，七月–八月；R. 博迪与J. 克罗蒂（1975），“阶级冲突与宏观政策：政治商业周期”，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no. 1；约翰·哈里森（1978），《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s for Socialists）。
19.    E. 普赖泽尔（1924），“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实质”（“Das Wesen der Marxschen Krisentheorie”），Festschrift fūr Franz Oppenheim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 252。
20.    同上。
21.    亨利克·格罗斯曼（1929），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pp. 121–22。
22.    同上，p. 140。
23.    莫里斯·多布（1937），《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p. 108。
24.    埃内斯特·曼德尔（198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75），《晚期资本主义》，pp. 438–39；参见伊藤诚（1979），“评《晚期资本主义》”，Science and Society 43，no. 1，春季号。
25.    保罗·马蒂克（1969），《马克思与凯恩斯》；大卫·亚菲（1972），“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与国家”，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1，no. 4；M. 科戈伊（1973），“利润率下降与积累理论”，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2，no. 7；P. 布洛克与大卫·亚菲（1975），“通货膨胀、危机与战后繁荣”，Revolutionary Communist 3–4；安瓦尔·谢克（1978），“危机理论史导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U.S. Capitalism in Crisis（纽约：1978）。
26.    “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于商业周期的波浪式特征是决定性的，而变化的突发性则是次要问题”（希法亭（1910，1981），p. 261。
27.    在我提出批评后，大卫·亚菲放弃了他对马克思这一定义的误用，该定义是不能直接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参见“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与国家”的日文版，载于伊藤诚、樱井毅与山口重克编（1978），[《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展开》]。R. 雅各比同样误解了格罗斯曼，声称格罗斯曼从该规律中推导出了利润的“绝对减少”，尽管他引用了格罗斯曼关于“利润量相对减少”的表述（参见R. 雅各比（1975），p. 35）。正如我所评论的，在特定假定下，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绝对减少的仅仅是资本家消费的部分，而非总利润。不幸的是，安瓦尔·谢克对格罗斯曼及其危机理论类型的赞许评价依赖于雅各比的错误解释（参见A. 谢克（1978），p. 236）。只要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提高，在没有就业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就不会减少。但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或剩余价值量的绝对减少。
2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63），“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Collected Works），Vol. 2，p. 167。
29.    K. 齐尚克（1957），“关于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柏林德国科学院，Problem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30.    埃内斯特·曼德尔（1975），《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p. 25。
31.    宇野弘藏（1932），“再生产表式理论的基本考察”，《中央公论》（Chūo-Kōron），十一月；亦参见宇野弘藏（1949）[《〈资本论〉研究》]，p. 134。
32.    鲁道夫·希法亭（1910），《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P. 布洛克与大卫·亚菲（1975），“通货膨胀、危机与战后繁荣”。
33.    本小节主要依据川上忠雄（1971）[《世界市场与危机》]以及铃木鸿一郎编（1973）[《危机史研究》]作为该时期的经验实证研究。
34.    伊藤诚（1964）[“大萧条——以英国为中心——”]载于铃木鸿一郎编（1964），为本小节提供了经验基础。
35.    英国在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37. 1%（在1883年），且为35.8%（在1890年）。这略大于或大致相当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总份额。参见W. A. 刘易斯（1957），“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Manufactur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五月，p. 579。
36.    基本理论原理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萧条阶段，应对伴随失衡和消费不足现象而存在的过剩固定资本的困难，将构成阻碍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然而，在典型的产业周期中，通过主要工业部门固定资本的彻底更新，这种困难被反复克服。然而在这一时期，萧条阶段的困难被放大了并变得具有持续性。
37.    在本小节中，我主要依赖玉野井芳郎编（1964）[《世界大危机研究》]（我也为此作了贡献），以及吉富胜（1965）[《美国的大危机》]。
8. 世界资本主义的通胀危机
1.      六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和日本）持有的黄金与外汇储备从48,381百万美元增加到87,514百万美元（在自1971年七月以来的两年中）。这一增长的相当大部分是由于美元资金从美国的投机性流出，以逃避或更确切地说是利用美元的贬值。
2.      大卫·亚菲（1972），“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资本与国家”；P. 布洛克与大卫·亚菲（1975），“通货膨胀、危机与战后繁荣”。
3.      亦参见关根友彦（1975），“宇野理论：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4.      保罗·斯威齐（1972），《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他论文》（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p. 27。
5.      参见A. 麦克尤恩（1975），“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美国经济的当前危机”，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激进观点》（Rad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Monopoly Capitalism）。
6.      参见美国政府（1975），《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pp. 262，286。
7.      保罗·斯威齐（1972），《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他论文》（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pp. vii, viii。
9. 资本主义发展的螺旋式倒转
1.      宇野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内容载于宇野弘藏（1971，2016），而他关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则载于宇野弘藏（1962）。关于宇野对政治经济学独创性贡献的更详细论述，见本卷第1章。应用和扩展宇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一项重要尝试是阿尔布里顿（1991）。阿尔布里顿增加了第四个阶段即消费主义阶段，该阶段典型地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论证的，我不愿脱离宇野自己的方法论，宇野的方法论以经典的帝国主义阶段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并将此后的时期放在具体的现状分析层次来处理。阿尔布里顿将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一并作为该阶段的代表性意识形态，这也似乎难以令人赞同且相当令人困惑，因为它掩盖了我们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而本章将专注于此。
2.      法国调节学派由米歇尔·阿利埃塔（1979）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随后由罗贝尔·布瓦耶（1986）和山田锐夫（1991）等人跟进并扩展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更新阶段。
3.      例如，即使在日本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显著增加。尽管日本经济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自那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这一特征。橘木俊诏（1998：pp. 5–6）揭示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近几十年中，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迅速上升。税前日本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上升了近0.1（在1980–92年间）。这导致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日本现在的税前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已经大于美国。
4.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伊藤诚（1995）。
5.      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弗朗西斯·福山（1992）提出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
10. 次贷危机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成本
1.      金子胜与A. 德威特（2008），p.9。
2.      瑞穗综合研究所（2007），p.69，p.77。
3.      日本内阁府政策统括官室（2007），p.7。
4.      伊藤诚（2006），chap.6，亦收录于G. 戴姆斯基与D. 伊森伯格编（2002）。
5.      这一概念在本质上类似于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2009）的观点，对他而言，对雇佣工人的金融剥夺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核心。
6.      担保债务凭证（CDO）是由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他消费信贷（如汽车贷款）所支持的证券。
7.      侘美光彦（1994）对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作了详细分析。
8.      依附学派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包括A. 埃马纽埃尔（1972），值得从这个角度重新研读，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那样。
9.      金子胜与A. 德威特（2008），p. 22。
10.    伊藤诚（2006），chap.6，亦收录于G. 戴姆斯基与D. 伊森伯格编（2002）。
11.    M. 皮特曼与B. 艾弗里（2008）。
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No.86。
13.    国际劳工组织（ILO）局报告（2010），载于The Financial Express，2 February。
14.    其中一些观点曾阐述于伊藤诚与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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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与恐慌》]（伊藤）
危机；与农业；与商业周期；生态危机；经济增长的危机；欧洲危机；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与价值规律；恶性循环中的多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战后时期的危机；与再生产；与投机；郁金香危机；与价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见泡沫危机；周期性危机
危机理论；其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目标；与崩溃论；完善危机基本理论；论信用；与周期性危机；其多样性；抽象过程的经验基础；资本过剩危机论；商品过剩论；论大萧条；论世界大危机；与帝国主义；危机在其中的形态变化；危机理论的多因论；危机基本理论的要求；与宇野理论
危机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其中的资本积累与过度积累；与周期性危机；其形成；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与劳动；马克思的两类危机理论；与生产；其中的供求；与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理论》中
克罗蒂，詹姆斯
古巴
周期性危机；与阶级；与消费主义；与信用；与危机理论；与危机理论（马克思）；与劳动；与生产；与利润；与投机；与次贷危机；与工会；典型周期性危机；宇野理论论；与工资
道威斯计划（1924）
债务；与通货紧缩；与全球经济；战争债务
通货紧缩
需求
民主
依附理论
放松管制
德赛，梅·
非斯大林化
[《日本资本主义史论》]（土屋）
比例失调论，多样化
多布，莫里斯
生态危机
经济增长：在亚洲；与竞争；高速增长期的具体条件；与消费；经济增长的危机；与福特主义；全球经济的增长；与住房；与通货膨胀；在日本；与凯恩斯主义；与劳动；与大规模生产；在新自由主义下；在战后时期；在战前时期；与社会主义；与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倒转；脱离竞争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趋势与
经济运动规律
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与通货膨胀；与凯恩斯主义；在战后时期；与社会主义；与次贷危机；宇野理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复苏；大萧条之后的；与新自由主义；与停滞
埃格特，乌·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
埃马纽埃尔，阿·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社会主义精髓》]（幸德）
欧洲危机
欧洲联盟（EU）
资本过剩危机论：与危机理论；论大萧条；论世界大危机；劳动力短缺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
商品过剩论；与危机理论；其中的比例失调论；其中的消费不足论
过剩资本危机
汇率
交换价值：商品的；与货币；与价格；全球化中的不平等交换；与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
虚假社会价值
法西斯主义
费诺洛萨，欧·埃·
封建主义
《金融稳定法》（2008）
金融化
劳动力的金融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福特，亨利
福特主义
[《价值论的形成》]（大内秀明）
价值形式：与商品；与劳动；与市场价值；与货币；与价格；与生产；在价值论中
法国调节学派
福田德三
福山，弗·
福泽谕吉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
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其中的工业化；其中的通货膨胀；其中的垄断；与美国
全球资本主义；与信用；与世界大危机；与贸易；与工资
全球经济：对其分析；其中的变化；与债务；其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复苏；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新自由主义；与石油；在战后时期；与社会主义；与次贷危机；脱离竞争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趋势与；宇野理论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全球化；与古典经济理论；与放松管制；其中的多样化；与全球经济；与收入；与国际价值；与信息技术；与劳动；与跨国化；与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其中的不平等交换；与价值论；与财富
格林，安德鲁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大萧条：其中的资本；危机理论论；应对其的经济政策；其后的经济复苏；资本过剩危机论论；与帝国主义；与工业主义；与投机；次贷危机与大萧条的比较；在英国；在美国
世界大危机
格林斯潘，艾伦
格罗斯曼，亨利克
地租：参见地租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
羽仁五郎，哈里森，约翰
哈维，大·
服部之总
土方成美
希法亭，鲁·
平野义太郎
平濑巳之吉
[《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野吕）
[《价值论争史》]（川口）
住房贷款：与信用；与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投机；与次贷危机
人类人口，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与危机理论；与全球经济；与大萧条；宇野理论论
《帝国主义论》（列宁）
收入；差距；与全球化；在战后时期；在次贷危机中；参见工资
印度
产业资本
工业主义：与农业；与资本主义；与周期性危机；与经济增长；在德国；与大萧条；与世界大危机；其中的信息技术与自动化；与工会；在英国；宇野学派论
通货膨胀；与信用；与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在德国；与贸易；与失业
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与；其中的资本过度积累；其编年史；与信用；危机理论在其中的应用；与凯恩斯主义；与石油；从危机中复苏；与投机；与剩余价值
信息技术（IT）：与竞争；与全球化；与住房贷款；其影响；自动化与；2000年的IT泡沫；与劳动；与工会
猪俣津南雄
利率；负利率；与次贷危机
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与资本积累；与资本过度积累；与危机；与投机；侘美论；与战争
国际价值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历史背景；其中的资本主义；其中的危机；其中的争论；这期间的全球经济；其中的制造业产出；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的社会主义；其中的宇野理论；其中的价值论
岩田弘
日本：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其中的经济增长；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论国际价值；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大纲；其中的社会主义；其中的次贷危机；与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具体主题
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
日本政治经济学会（JSPE）
日本共产党（JCP）
日本企业主义，日本金融体系
《日本政治经济》（期刊）
日本社会党
日本社会政策学会
日本福利计划
楫西光速
神田孝平
片山潜
加藤俊彦
考茨基，卡尔
川口武彦
河上肇
凯恩斯，约·梅·
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与滞胀
木下悦二
小泉信三
越村信三郎
幸德秋水
讲座派；其概述；与劳农派的比较
久留间鲛造
栉田民藏
劳动：抽象劳动；与商业周期；与资本过度积累；与资本主义；古典经济理论论；作为商品；与消费；与危机理论；与周期性危机；与经济增长；与资本过剩危机论；与价值形式；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与信息技术；与价值规律；与市场价值；与新自由主义；与政治；在战后时期；劳动力；在战前时期；与价格；与生产；与地租；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与社会主义；与次贷危机；与价值实体；剩余劳动；与转形问题；其不平等交换；与价值论；劳动条件；参见工会；工资
劳动力短缺论
莱布曼，大·
土地：在封建土地制度中；与市场价值；土地垄断；战后农地改革；与生产；与地租
《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
资本积累规律
价值规律；与商品；与危机；与劳动；与生产；宇野学派论
[《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野吕）
列宁，弗·伊·；其所著《帝国主义论》；对其关切的重新审视；论不平等交换
自由主义，解放斗争，李斯特，弗·
卢森堡，罗莎
前出长五郎
马尔萨斯，托·罗·
曼德尔，埃内斯特
制造业产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战后时期；在战前时期
市场价值：与农业；与商品；与竞争；与价值形式；与劳动；与土地；与市场条件；与垄断；在战后时期；与价格；市场价值问题；与生产；与利润；资本的再分配与；与地租；与价值实体；其中的供求；与剩余价值；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其转形问题；宇野的市场价值论
马歇尔计划
马克思，卡尔；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其关切的重新审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论不平等交换；参见《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参见具体主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日本；与新古典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经济学》（森嶋）
大众消费
大规模生产
唯物主义
资本总公式（M—C—M'）
梅迪奥，阿·
米克，罗纳德
1868年明治维新
重商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向坂）
微电子（ME）自动化
军事扩张
军费开支
密尔，约·斯·
文部科学省（MEXT）
货币：与资本主义；与商品的关系；与汇率；与交换价值；与价值形式；货币市场；世界货币
垄断性卡特尔
垄断：与资本主义；在德国；土地垄断；与市场价值
《垄断资本》（巴兰与斯威齐）
森近运平
森嶋通夫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多因论，关于危机理论的
跨国化
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与军事扩张
名和统一
纳粹镇压
负利率
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福特主义
新自由主义；其中的矛盾；其反作用；其危机；与放松管制；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复苏；与全球经济；与全球化；在日本；与凯恩斯主义；与劳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私有化；与社会主义；与投机；与次贷危机；与工会；与宇野理论；与财富；与劳动条件
新政
日本劳农党
野吕荣太郎
石油；与全球经济；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置盐信雄
大森义太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大岛清
大岛雄一
大内秀明
大内力
[《我们的社会主义》]（片山）
《社会主义大纲》（堺）
生产过剩
皮凯蒂，托·
战后时期：其中的危机；这期间的经济增长；其中的经济政策；其中的全球经济；其中的收入；与国际价值；这期间的劳动；其中的农地改革；这期间的制造业产出；其中的市场价值；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期间的生产；其中的社会主义；其中的投机；其中的宇野理论；这期间的工资
普赖泽，埃里希
价格；价格、成本与利润；与交换价值；与价值形式；与劳动；与市场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论
价格理论，定价机制
《政治经济学原理》（密尔）
[《经济学原理》]（铃木鸿一郎）
[《经济学原理》]（宇野弘藏）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
私有化
[《日本资本主义的问题》]（向坂）
生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鲍特凯维茨-斯威齐解法与；生产条件；与消费；与危机理论；与周期性危机；在资本过剩危机论中；与价值形式；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期间；与劳动；与土地；与价值规律；与市场价值；大规模生产；生产过剩；在战后时期；生产价格；与利润；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主义；与停滞；与剩余价值；与价值论；与工资
利润；与周期性危机；与市场价值；价格、成本与利润；与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中；利润挤压；超额利润；利润理论
铁路
拉特根，卡·
资本的再分配
调节学派观点
地租：作为虚假社会价值；与劳动；与市场价值；宇野学派论；与价值论
再生产：再生产表式的特征；与危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
“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大纲
竞争性市场秩序的重振
李嘉图，大卫；论国际价值；其国际贸易理论；不平等交换；论价值论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论
“咆哮的二十年代”，
劳农派
罗索恩，鲍勃
罗森堡，戴·
鲁宾，伊萨克
俄国革命
日俄战争
堺利彦
向坂逸郎；其被开除；其所著[《经济学方法论》]；其所著[《日本资本主义的问题》]；与劳农派；其所著[《地租论研究》]
樱井毅
萨缪尔森，保罗
储蓄贷款协会
施密特，康拉德，施穆勒，古斯塔夫
西顿，弗·
谢克，安·，社会民众党
柴垣和夫
甲午战争
西斯蒙第，西蒙·德
斯密，亚·
社会消费
社会民主党
社会劳动过程
社会再生产
社会保障
社会主义：其目标；与《资本论》；与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与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日本；与劳动；与新自由主义；遭受的压迫；在战后时期；与生产；其复兴；与革命；与劳农派；苏联社会主义；在美国；与宇野学派；与价值论
南海泡沫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
苏联社会主义
苏联
特别目的载体（SPV）
投机；与信用；与危机；与周期性危机；与大萧条；住房；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在日本泡沫经济（1986—1990）中；与新自由主义；宇野理论论
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倒转：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问题；全球化中的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与竞争性市场秩序的重振；第二次历史螺旋式扭转及其意涵
斯拉法，皮·
阶段论
滞胀
停滞
斯大林，约瑟夫
斯大林主义
斯蒂德曼，伊恩
学生运动
[《地租论研究》]（向坂）
次贷危机，2007-2008：与周期性危机；与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与大萧条的比较；日本危机与美国的比较；与劳动；与新自由主义；其概述；其社会成本；其具体特征；与宇野理论，价值实体：习得的；与市场价值；生产出来的；在价值论中
普选权
供给
剩余劳动
超额利润
剩余价值；与资本；与危机理论；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与市场价值；与生产
萨特克利夫，鲍勃
铃木鸿一郎
铃木茂三郎
斯威齐，保罗
田口卯吉
大逆事件审判
田尻稻次郎
高畠素之
高田保马
高野岩三郎
侘美光彦
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
《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
[《恐慌论》]（宇野）
[《生产价格理论》]（樱井）
三阶段论
德川封建体制
工会；与竞争；与周期性危机；与重工业；与信息技术；与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
转形问题；鲍特凯维茨-斯威齐解法
土屋乔雄
都留重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伊·
郁金香危机
价值的双重概念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论》]（宇野）
消费不足论
失业；与通货膨胀；与生产；与次贷危机；与工资
不平等交换：古典经济理论论；在依附理论中；在全球化中；与国际价值；劳动的；列宁论；马克思论；李嘉图论；与价值论
英国；与英国南海泡沫；其中的大萧条；其中的产业资本；其中的政治
美国：其援助计划；其中的资本积累；与德国；之中的大萧条；与世界大危机；其中的1970年代通货膨胀危机；与日本；之中的马歇尔计划；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咆哮的二十年代”中；其中的社会主义；其中的次贷危机
世界货币，普选权
宇野弘藏
宇野理论；关于农业；关于经济周期；《资本论》与；其特征；危机论与；关于周期性危机；经济政策；关于世界经济；关于大萧条；关于帝国主义；在战间期；关于价值规律；关于市场价值；新自由主义与；宇野学派概述；在战后时期；关于地租；社会主义与；其中的阶段论；次贷危机与；其中的三阶段论；关于价值论
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价值论与
价值增殖
价值：危机与；形成；国际；使用；另见价值形式；价值规律；市场价值；剩余价值
价值论：资本损失与；商品与；其中的交换价值；其中的价值形式；在战间期；劳动与；价格与；生产与；地租与；李嘉图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主义与；其中的价值实体；关于其理论争论；其中的价值双重概念；不平等交换与；宇野学派论；使用价值与；工资与
越南
越南战争
和田垣谦三，工资；竞争与；周期性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与；在战后时期；生产与；工会与；失业与；价值论与，阿道夫·瓦格纳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战争：农业与；债务；国际货币体系与；赔款；另见具体战争
财富：差距与不平等；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与
福利计划
威尔逊原则
约瑟夫·温特尼茨
工作条件
世界银行
[《世界资本主义》]（岩田）
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与；危机与；经济政策与；世界经济与；期间的军事扩张；期间的工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卫·亚菲
矢作荣藏
山田盛太郎
山川均
山本二三丸
横山正彦
卡尔·齐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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